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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学在国际上也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国内对该学科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研究本身也尚处于初步阶段。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亟须与国际接轨，同时还更需要努力使之本土化，因为本土化就是最好的国际化，如此，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们可谓任重道远。

本书编译者在周游世界、长期考察研究中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引进国外教学模式，几年里集中精力在国内大学开设用双语教学的《跨文化传播》、《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交流》两门课程。本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在美国与中国均分时间，创办和主编英文学术季刊《中国传媒研究》（该刊有诸多国内外本学术领域中的精英学者加盟，系国际上第一个全英文的专注于中国传媒研究的刊物，国际发行）。所有这些即是希望能在此领域中一尽个人极其微小绵薄之力。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我深感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资料的缺乏，而近年国际上相关理论则风起云涌，是以自然萌生编辑此集的念头。其间联系版权及翻译过程中的种种甘苦，不足外道。仅借开篇，对本集现所收入的十五篇论文的选择及安排后面的思路，进行一下简单梳理。

集中第一篇是J. Z. 爱门森和N. P. 爱门森教授的《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本书编译者始终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建立，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固然平分秋色，最需要的前提，还是参与跨文化传播者们互相平等、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传播平台的建立。该文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故置于篇首。其英文原文发表在瑞典的《跨文化传播》上，被全球大学教育筹备策划组盛赞为给予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1)

 颇得反响。

集中第二篇是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学系陈国明教授的《全球传播能力模式》。陈国明是美国中国传播协会的奠基主席，著述丰厚，在传播学坛中颇有声望。随着社会全球化的进程，对我们的传播能力的要求也往全球性的方向扩展。该文一些高瞻远瞩的观点必然会在不久的未来愈发显现其生命力。

如众所知，跨文化传播的现象固然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是发端于美国的。集中第三、四篇是威廉·B. 古迪孔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姊妹篇。古迪孔斯特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Fullerton）教授，乃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之一。早年作为美国驻日本横须贺Yokosuka海军的国际关系专家时，他开始对跨文化传播感兴趣，著有《文化与人际传播》（Cult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with Stella Ting-Toomey）、《和陌生人沟通》（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等多种专著，主编了多期、多种跨国与跨文化传播的年鉴及手册等。惜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两篇论文是他专门为我们的China Media Research
 所作，也是其遗作之一。在他去世前和我频繁的Email联系中，我感受得到他极强的研究使命感。尤其是他曾一再对我提起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与国际接轨和本土化问题，不敢有忘。本论集收入这两篇论文，也是对他的纪念和告慰。

随着东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日益强大争雄和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日益提高，欧美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再能独霸学坛。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与等同性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东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质疑、批评与挑战。集中第五、六、七这三篇论文可以说是这样的学术趋向的代表。它们分别是日本独协大学外国语学部石井敏（Satoshi Ishii）教授的《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香港大学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教授的《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博士的《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石井敏教授是日本跨文化传播的先驱大师，也是日本第一位撰写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著作的学者。他活跃于国际跨文化传播学领域中，著有《亚洲对传播学的贡献，过去、现在和将来》、《西方中心论传播研究的改进：佛教思想的典范》等等。维莫尔·迪萨纳亚克系剑桥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教授，有关于亚洲文化、传播和影视研究方面的著述二十多本，同时他还是获奖诗人，已经出版了六册诗集。跨文化传播领域是需要一些诗人的气质的。至于三池贤孝博士，人称他为跨文化传播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著述日进，新见频出。

如果说前面几篇论文还只是比较笼统地立足于“东方”、“亚洲”在跨文化传播中应有的地位，那文集中第八、九两篇论文则更具体到亚洲国家了。作为华夏子民，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认为，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能动作用。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选择与文化互动过程中，尚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跨文化传播的与国际接轨及本土化，并非意气即可用事。文集中第八篇J. Z. 爱门森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探讨的就是跨文化传播中比较深层结构的问题。文集中第九篇《全球对话中的菲律宾的Kapwa：一种不同的与“他者”共处的政见》，乃美国丹佛大学S. 李莉·门朵萨（S. Lily Mendoza）博士和底特律玛丽格柔夫女子教会学院的吉姆·坡金森（Jim Perkinson）博士的鼎力之作。考虑到菲律宾文化在世界上的声音还不是那么响亮，尽管坦率地说该英文原作文字确实比较佶屈聱牙，最终编译者还是努力把它完成并收录，希望举一反三，提醒我们自己注意跨文化传播中的非简化的知识建构和他者传播的权益。

文集中的第十、十一篇是广告、广电领域的，没有人会试图否认广告、广播电视与文化的紧密关系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网络广告之现状》作者李海容是美国互动广告学刊主编，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广告系副教授，在广告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的作者杰伊·纽厄尔（Jay Newell）博士，曾任美国TNT有线电视网推广部主任等职，因其业绩优异，多次在美国获各类奖项。张苏珊（Susan Chang，中国名张淑慎），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大众媒体专业博士研究生，曾任美国纽约CNBC有线电视网广告销售市场经理。他们的研究是典型美国式的，并来自第一线。

十二篇则属健康传播。《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一文是作者在2005年6月于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的与会论文基础上，再结合中国具体状况而写就的。作者贝拉·莫迪（Bella Mody）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前国际传播协会主席，著名学者。莫迪教授原籍印度，曾经在加纳、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印度等国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过艾滋病的相关工作。她在“媒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她比以往更辛勤地奔走呼吁于国际间。

十三、十四两篇《与国际著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面对面——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查尔斯·萨门访谈录》和《聚焦非裔美国人的经历——访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黛丝博士》，系近年由一美国博士生群体策划的、著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采访系列中的两个。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是全美最早建立的传播院校，也是全美最大和最享声誉的传媒学院之一。被采访的该学院院长查尔斯·萨门博士（Dr. Charles T. Salmon）是著名的学者。另一位接受采访的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黛丝教授，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会长，其任职的学院位于华盛顿，大部分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跨文化传播中的许多问题在美国本土中是首当其冲的。这两篇采访现收录在本文集中，希望的是采访过程中涉及到的多方位角度的问答，能促进对国外相类院校的了解，并能为国内传播院校提供参考借鉴作用——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的职能之一。

最后一篇，是J. Z. 爱门森的《杰克逊·波洛克的滴色画与伊斯兰宗教艺术——通过艺术进行跨文化传播》。音乐、绘画等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因没有语言的障碍而容易进行，但达到真正的传播交流效应绝非易事而又影响深远。本文是该领域的一个具体尝试。

跨文化传播涵盖领域之深广，常令人望洋兴叹。时近岁末，透过窗户，邻居们的圣诞灯火遥遥可见，周围静寂无音，坐在我的书房里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空气中却隐约能闻到整个世界的骚动。离我们很近的密西根Dearborn那边有个社区，其居民多是早先从伊拉克过来的难民，现在电视上正播放着他们欢庆萨达姆之死的场面。这些令人想到不同文化间交流失败在世界上所引起的种种动乱，当然也就再次想到跨文化传播学科的重要性。

本集作于匆促之间，错误缺点在所难免，请学坛同仁不吝赐教。

以上基本简介勾勒出了全集的内容宗旨，借作前言。

 

J. Z. 爱门森

2006年12月29日

于美国密西根奥克玛斯

 

————————————————————


(1)
  英文原文为：This paper gives a very solid academic justification to our Global University System (GU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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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传播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学科的宗旨当是通过传播来促进各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本文就重视世界文化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及联合大学与传媒以更好实现课程积极目标诸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中通过多层次的论证强调指出：人们始终持有相异或相冲突的宗教、哲学以及意识形态，尚没有一种普世真理使世间所有人心悦诚服。即便是广泛接受和运用中的科学知识，其发展亦受阻于人类本身的局限而不可确定。尽管科学在前沿问题研究上竞争激烈，也仍然无法回答和消除所有的问题和差异。因此，从全球或泛人类立场观之，人类现有的知识与理解能力具有不确定和不完整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浸透在所有的具体文化信仰之中。认识到共同局限性的人们——尤其是政界的领导人——亟须摒弃极端的文化分离思想，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并行动，这样才能避免不同民族及不同国家间的不断冲突和互相伤害，以达到纷呈文化间的融洽交流，从而也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世界文化教育；认知局限；融洽交流


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世界上国际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须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亟待发展。笔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看得更远。考虑到目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笔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目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全球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World Perspective"）这一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地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这些课程牵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野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盖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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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这套课程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ood），无论难以想像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这就像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记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 is a 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 is no god）；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在，而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灵论（the animistic 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在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 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 cycles of 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见、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两种。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即便它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 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能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民主党派人士，还是中国台湾的民进党人，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许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可以不断地认证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因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信服。

然而，在科学知识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性。要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19和20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尚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 universe），也就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 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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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像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不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研究的行为科学（the behavioral 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因此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 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 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知觉。（“反应构成”）

(Repression of strong unacceptable motives is sometimes accompanied by overt behavior and conscious feelings that are opposite to the repressed 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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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帮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他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 sentence of the form 'p and not p' can be 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 priori 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能力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
(4)

 。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这种计划不一定会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性行为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16、17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
(5)

 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必须至少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试想像一下，地球就像一叶扁舟，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运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一旦失去平衡，会导致全舟覆灭。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将能逍遥遨游于无限之中。

话要说回来，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可能会面临一些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各国优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自尊。并且显然，宗教信仰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 random absurdity）；凭借正确的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试着独立地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for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 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式统治。柏拉图式的统治者是极少数的个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态”：善（Good）。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统治以最佳的姿态实施公平。这样的公平通过保持三个不同阶层（统治者、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都承担着由哲学所联合起来的社会授予的任务。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 extrasensory prototype for morally good 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
(6)

 。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快感，并经常将这种快感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种族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予的。

此外，艺术也可以提升、充实这种满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课程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艺术作品是人类的愿望、焦虑和满足等情感的反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通过思考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生命得到升华；与此同时，人们在更广泛的世界层面中寻求定位。比如说，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服务的，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远胜于文字教义，它们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赏的桥梁。如常见于西欧哥特式大教堂（Gothic 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绘玻璃，它们服务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会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学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见到美妙绝伦的彩砖装饰（colored-tile adornments），这种彩砖以精美的字体写有《古兰经》的经文。但也绝非只有穆斯林才会沉醉其中。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塔造像匠心独具，同样，并非只有佛教徒才会赞叹它们的美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始无终、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向何处去的深不可测的宇宙（a teleologically unfathomable universe），但这些纪念碑仍然象征着人类精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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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问题，不太了解的读者可参见阿尔·戈尔著《平衡中的世界：生态与人类精神》（波士顿、纽约、伦敦，1992），特别是第1—163页 [Al Gore, Earth in the Balance
 : 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
 (Boston, New York, London, 1992) esp. pp. 1—163]


(2)
  关于现代宇宙学与天文学的相关问题，读者可参见理查德·莫里斯的精彩论述《宇宙问题：星系光环、暗物质和时间的终结》（纽约，1993）[Richard Morris, Cosmic Questions
 : Galactic Halos
 , Cold Dark Matter and the End of Time
 (New York, 1993)]


(3)
  见伯纳德·伯尔森和加里·A. 斯达纳著《人类行为：科学发现的目录》（纽约、芝加哥，柏林格姆，1964），第284页[Bernard Berelson and Gary A. Steiner, Human Behavior
 : An Inventory of Scienlific Findings
 (New York, Chicago, Burlingame, 1964), p. 284]


(4)
  这些观点的比较评论，见斯蒂芬·F. 巴克尔著《逻辑学原理》（纽约，1965），第295—304页[Stephen F. Barker, The Elements of Logic (
 New York, 1965), pp. 295-304]


(5)
  我们从芭芭拉·沃德的书《太空船地球》（纽约，1966）中借用了这个短语。该书赞同“珍爱世界家园”（patriotism for the world）等概念，很有说服力。[Barbara Ward, Spaceship Earth
 (New York, 1966)]


(6)
  《柏拉图的理想国》，译自佛朗西斯·麦克唐纳德·康福特的介绍和注释（纽约和伦敦，1967），第220页[The Republic of Plato
 ,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New York & London, 1967),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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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ts forth in some detail the contents of a proposed set of courses dealing with world cultures, and suggests how these courses might be implemented in common by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One message to be emphasized in these courses is that various groups of humans have held, and continue to hold, conflicting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beliefs, the validity of none of which can be established on a basis compellingly persuasive to all interested parties. And even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widely persuasive, evolves, remains ever incomplete to an indeterminate degree,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n its frontiers, and is in any event incapable of resolving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us from a global, panhuman standpoint there is an inconclusiveness and incompletenes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is is the one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situation that overarches all particular beliefs. Those individuals —— including, importantly, political leaders ——who consciously grasp this commonality of the human condition, should, one may suppose, be in a favored position to think and act, not as culturally separatist extremists, but simply as earthlings, and thereby to avoid the kinds of conflict so often productive of mutually destructive activity among the peoples and nation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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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的社会正经历全球化的过程。通讯与传输技术的高速发展正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有着不同的文化、种族、社会及宗教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具有跨文化／全球传播能力，从而了解如何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如何对别人的想法加以理解。换言之，只有利用全球传播能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才能在全球化社会中有效而成功地进行传播活动。因此全球传播能力就成为人们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关键能力。本文尝试对全球传播能力（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加以定义，其中包含四个方面：发展全球思维方式（global mindset），展现自我（unfolding the self），文化描绘（mapping the culture），交际校准（aligning the interaction）。



［关键词］全球传播能力；全球思维；自我展现；文化描绘；交际校准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数十年中，随着通讯与传输技术的发展以及众多社会及文化革命的发生，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世界正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变革的程度与复杂性仍将继续加大，这将对构成现代人生活基础的一些想法和信仰构成挑战。为了能够成功地驾驭全球化的激流，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套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即全球传播能力（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只有依靠全球传播能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才能在全球化社会中有效并有创造地进行传播和交流（Chen和Starosta，1996，2005）。

全球传播能力的知识和技能，不仅通过培养人们的多元文化身份助其成为多元文化人，而且培养人们对这种多元身份的观念意识，进而维护多元文化的共存，从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公民文化（Adler，1982；Boulding，1988； Frederick，1992）。因此，对于文化差异来说，全球传播能力是培养包容与相互尊重的关键；无论从未来人类社会的哪个层面说，这种能力的意识都是全球公民身份的标志（Belay，1993）。这也是本文在全球语境中考查传播能力这个概念的目的所在。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这两种主要的趋势标志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出现。

首先，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网络。1844年电报的发明是这一系列巨大变革中的第一步。然后是1875年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电话，1956年成功铺设海底电缆，1960年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1977年建立光纤通讯体系，还有最近发展的电子通信系统如电子邮件、BBS、电脑会议、网页等；再加上传输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已经在本地区、跨地区以及全球的不同范围内相互联系，进行教育、经济、旅游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互动。科技的发展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不可逆转（Eichengreen，1999；Harasim，1993）。

在这些通讯及信息技术中，互联网的贡献最为显著。随着联网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互联网模糊了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之间的界线；通过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互联网给来自不同社会、无论是否相识的人们以交流的机会，这使个人信息和公众信息都更为快速和方便地在国家间传递（Larson，2000；Ma，2000）。上网成为一种日常活动，网络也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的使用也带来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不仅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还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区域让人们享受畅所欲言的自由。通过在互联网上投身自我形象、创建虚拟真实，我们的物质存在及环境得以延伸；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得以走到一起的新社区诞生了（Chen，2000；Moley，1991）。

第二，通讯和传输技术的变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面貌。比如说Citicorp，Coca-Cola，Exxon，Gillette和Sony等公司50％以上的商业收入来自本国以外的市场；AT & T，GM，Marriott，Motorola和Wal-Mart等产业公司同样在过去十年中就全球化趋势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Gupta和Govindarajan，1997）。国家经济以及市场的旧格局已逐渐被全球化体系所取代。

从管理和传播的角度，Adler（2002）把经济组织的转变过程描述为从地区公司、跨地区公司、跨国公司向全球性公司转变的过程。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需要有跨国界的敏锐嗅觉以发掘世界各地客商的潜在需求；然后从客商所处的文化出发，将这种需求以准确而恰当的方式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并送达客商手中。

全球化的经济转变无可避免地改变了产业世界的面貌，同时带来了新的消费者、新的公司、新知识和新工作（O'Hara-Devereaux和Johansen，1994）。因为新的消费者遍布世界各地，很难将之集中起来，所以全球性市场几乎给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科技、管理、文化、语言等等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新型公司的出现要求有新的公司文化以适应新环境，这又给原有的组织结构带来挑战（Chen，1999a）。换句话说，以新的方式管理好特点多样、分工复杂的员工，这将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能够生存的根本条件。创意、工艺、信息等新知识将越来越成为无形的产品而与传统的有形产品并行。为了有效地传递这些新知识，全球性商业活动必须被转化和翻译为多元文化形式。而全球性的新工作则反映了一种分散形式的劳动力的出现。在这种劳动力形式下将产生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新型用人关系。因此，为了能够灵活地解决劳动力分散的问题，必须在员工安排和组织管理方面制订改革方案。

全球化过程不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还将人们的生活圈子扩大到全球的范围。但这其中仍有一对矛盾，即本土身份与全球多样性之间或者说同质性的世界文化与异质性的各地文化之间如何进行协调（Chuang，2000；Zhong，2000）。Naisbitt（1994）将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辩证冲突称为“全球性悖论”，意指这样的现象：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其中最小参与者的影响力越大。于是全球化“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差异进行整合，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发展鲜明的自我或者说文化身份的需要”（Chen和Starosta，2000a，p.5）。通过传播活动，人们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利益、协商与共建文化身份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公民团体，这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Boulding，1988；Collier和Thomas，1988；Lynch，1992）。

总之，全球化已经打破时间、空间、文化假设以及人类社会的范围、结构和功能的种种局限。它不仅要求新的思考方式和组织方式，而且提出“在知与行、理论与现实、结构与程序之间探求有力的联系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Kofman和Youngs，1996，p. 1）。全球化的这些新问题需要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以圆满地完成跨文化交际活动。

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作为人们调节和适应环境的一种本领，“能力”（competence）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人类一种必不可少的素质；人类依靠“能力”建立联系和同盟，从而使社会得以生存和延续。作为一种个人特征，“能力”是一种内在的本领，与个人的智力或受教育水平无关。这种内在本领会在社会化过程中随着移情能力的提高而增强（Weinstein，1969）。它使人们能够认识不断变化的环境，建立独特的价值序列；而这种价值序列是构造心理状态、策划交际过程、生成行为策略和技能以适应环境的基础。作为一种状态，“能力”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将自我与他人进行联系的学习本领。它尤其重视所使用的行为技能：如何设定和完成传播目标，如何在社会网络中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及如何妥善适应情景与环境的变化（Bochner和Kelly，1974）。

综上所述，“能力”的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理解情景和环境要求的认知本领；其二，它是证明具有理解情景和环境要求的本领的动机；其三，它代表了交际活动中完成特定目标的有效性和恰当性。“能力”概念的这三个方面契合了这样的观点：“能力”综合了基于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本领的各种成分（Chen，2002；Chen和Starosta，1996）。

在全球传播语境中，“能力”进一步要求人们具有承认、尊重、包容和整合文化差异的本领，以达到合格的全球公民的标准（Chen和Starosta，1997，2003）。全球的层面上，具有“能力”的人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发展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技能以面对环境发展趋势的必要性，而且能够通过用眼睛、思想和心灵来观察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思考、组织和行为的新模式（Rhinesmith，1996）。因此，全球传播能力使人们具有探求远见、共识以及多元身份意识的能力，从而在智慧、知识和创造力的发展过程中释放人类潜力以建设和平而有创造性的社会。

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A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培养全球传播能力的第一步是发展全球思维方式（a global mindset），即对其他文化持有利于跨文化交流的开明态度。全球思维方式是全球传播能力的基础。良好的全球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预见到全球社会的到来，同时恰当而有效地运用跨文化传播技能。它使人们能够正视世界潮流之变化而且参与到调节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去，同时追求一种多样性和文化差异都能得到尊重和平衡的宽松语境。也就是说，全球思维方式是人们学做全球公民的必要能力。

除全球思维方式外，全球传播能力还包括其他三个方面：自我展现（unfolding the self）、文化描绘（mapping the culture）和交际校准（aligning the interaction）（Chen，1999b，2000）。图1展示了这四个方面以及全球传播能力模式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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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全球思维方式（Global Mindset）


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思维方式表现了个人或者群体的思考方法和思考形式。由于文化会对感知方式和推理过程等有一定的预设，因而思维方式是一种固定的心理状态，让人们总是戴着特定的眼镜来看待人和事。它就像一个认知的滤镜，我们通过它的特定方式来观察周围的世界。因为我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这样的认知滤镜，而学习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化过程以及个人经验当中，所以个人背景和文化背景越是多样，思维方式就会越不相同。因此，思维方式可用作一种概念工具，来检测为什么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总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问题或行事（Fisher，1988）。

虽然思维方式常常像自我实现的预言那样起作用，但人类思维的力量不可小视。人类思维构成了人们的整个信仰体系，决定了人们是否接受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实——语言的和非语言的，隐晦的和直白的。它通过感知、推理以及直觉或精神的过程来创造真实。人类思维这种巨大的隐喻力已被不同学科的学者所研究和报道。

就Gupta和Govindarajan（1997）以及Rhinesmith（1992）看来，全球思维方式要求人们摒弃原有的排斥其他文化及其差异的认知滤镜，拓宽思路。它让人们能够以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以积极的心态来期待新潮流与新机遇，从而以和谐的方式实现个人、社会和组织的不同追求。全球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开放的心态，它代表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狭隘乡土观念（parochialism）的减少或消失。民族中心主义者们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自身的文化团体上，主观地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解释外界的刺激、评判他人的行为。持狭隘乡土观念的人们仅仅孤立地从自身的视角看待世界，而认识不到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Adler（1996）指出，怀有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乡土观念的人们都无法正视文化多样性，而后者正是全球化社会的一个关键要素。民族中心主义者们认为“我们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们不考虑文化多样性会给个人或组织带来什么问题。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只有一种文化的圈囿里。狭隘乡土观念者们认为“我们的方式是惟一的方式”，他们强烈地希望抵触和忽略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被自己的行为蒙蔽视线，不能察觉全球化潮流的变化和复杂（Adler，2002）。

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乡土观念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是闭塞的世界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将自己与他人的方式相结合并达到平衡这样的创造性过程，全球思维方式可以培养人们的协作能力。因此，虽然文化差异会带给人们问题，但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认识和利用它来创造机遇，它便可以转而帮助个人与组织的成长。换句话说，全球思维方式的开放心态允许历时性的变化、进步和变革的存在，并且正视文化差异及其他潮流如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Starosta和Chen，2003，2005）。

作为全球传播能力的基础，全球思维方式与个人的情感、认知、行为能力关系紧密。换言之，全球思维方式构成了全球传播能力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人们学着通过其个性特征因全球化的刺激而产生的内心反映来展现自我，学着对文化差异培养认知意识，并且学习全球交际活动中所必需的行为技能。因而，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们有五个个性特征（Rhinesmith，1996）：

第一，他们在文化上很敏觉。由于全球化使人们在传播的每一个层次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会遭遇不同的文化，因此对于能否建设性地建造交流，跨文化敏觉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不仅有心智成熟的自我与积极正面的想法，还有面对文化多样性的一颗敏觉的心。

第二，他们很开放。开放有两层含义。从个人的角度说，开放使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求持续的进步，而环境的不断变化正是全球化过程的特征之一。从传播的角度说，开放意味着对不同文化的传播对象没有先入之见。总之，开放所要求的是一种强烈的动机，人们因之而获得持久的能力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

第三，他们见识广博。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会驱策自己在对待本地及全球问题时拓宽视角加深认识。他们熟悉文化、社会、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异与同，这保证了他们在做决定、解决纷争及驾驭全球化浪潮时做出理智的选择。

第四，他们是有批评能力和全局观念的思考者。除了见识广博、能够敏锐地体会文化异同外，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还有通过批评性和全局性的思考来解决变革世界中的复杂问题的能力。在他们眼中，世界不只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世界中包含了丰富多彩而又存在一定秩序的万千种种。也就是说，他们有演绎和归纳的思考能力。

第五，他们懂得变通。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在全球传播活动中会显示出心理与行为上的变通性。在遇到多样化的信息和快速变化的环境时，他们反应敏锐且适应性强。这样的变通能力使一个人将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视为自我进步的契机。同时，通过不断地调整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标识了全球传播活动中交际各方的复杂关系——他们可以有效、高效并自然地应对变化。

总之，全球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调节和控制好全球化的纷扰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复杂、模糊、矛盾甚至冲突的情况。同时，它还促使人们追求更广阔的视野，激励人们学着尊重和珍惜文化差异，期望人们在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各种欲求中化解矛盾和冲突，推动人们像百川归海一般自然地顺应全球化的潮流。

自我展现（Unfolding the Self）


全球传播能力要求人们展现和释放自身的个性特征，包括懂得变通、心思敏锐、头脑开放、动机适当。“自我”处在全球性社会的中心地位，必须把“自我”调动起来，使其在建立自我连续体过程中的身份得以形象化。通过个人特性的延展，自我身份开始在个人与社会的沟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和“你”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了全球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我展现是促进创造、学习和变革的重要途径（Chen和Starosta，2004）。在全球化社会中，面对持续的变化及各种复杂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不能展现自我往往就意味着不能成功驾驭未来社会的潮流。

就和天与地一样，作为完整的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人类、个人或者说自我在全球化社会形成创造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和最基础的作用。而为了充分挖掘潜力，自我必须接受不停的教育，不断地解放和永久的净化。就像Giddens（1991）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是“内”与“外”这两极不断地增强相互联系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与个人化这两股相对的力量不断地互相交织推拉，不断地互相调整和再调整，以期为人类社会寻求完整而和谐的未来。因此，当全球化使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小时，自我身份的缺失会使全球文化陷入危机，后者可能因为混乱与不确定而遭到破坏。

由于自我的内在价值与宇宙秩序相一致，Cornford（1952）将自我描述为预言家、诗人与智者的结合体，可以跟世界进行物我的交流与转换，从而达到理想与真实之存在的境界。因此，很明显，自我可以将一切——包括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框架、价值的实现等等——通过个人意念的范式而铸造成形（Fang，1980）。

St Bonaventure的想法与Cornford的隐喻异曲同工，St Bonaventure认为在对待知识与启示时，“自我”有三只眼睛：物质之眼、理性之眼和思想之眼（Wilber，1983）。人们用物质之眼来从经验上体验外部的世界。通过人类的感受及其延伸，人们了解到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是一只感官经验之眼，让人们认识到时间、空间和物质的世界。理性之眼是用来获得逻辑、哲学和心灵的知识的。通过这只理性之眼，人们步入记忆、理念、想像和智慧的心灵世界，久久流连。虽然理性之眼常常要靠经验感受来提供信息，但它在想像、意愿、逻辑推理、概念理解、心理洞察和创造力等方面极大地超越了物质之眼。最后，依靠思想之眼，心灵得以升华至一个超越感官与理性的境界，揭示出自我解放的真谛。这种精神体验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它划定了话语或者说语言表达的界线。

完整自我的展现依赖于物质、理性和思想这三只眼睛的璧合。不幸的是，这三只眼睛的分裂与对峙——具体表现为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分峙——是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使人类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止步不前，而不能达到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期望的“圣人”的高度。

孔子将个人的发展类型分为五种（Fang，1983）。第一种为“庸人”，是最为普通庸碌的人。经过教育，“庸人”可成为第二种人“士”。“士”虽不能洞悉一切知识，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虽不能在生活中做到尽善尽美，但仍举止得当。经过努力，“士”可以进步成为“君子”。“君子”有良好的教养，优雅平和。更高水平的人是“贤人”，他们的价值标准达到了与整个社会相一致的高度。他们的话足以作为天下人共同的准则，但同时又无损于其自身。最后，“圣人”拥有极大智慧，能从容地应对一切而毫无滞碍。

因此，展现自我其实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动态过程，意味着要对自我的个性特征进行不断的教育、解放和净化。这些个性特征被归于“大移情”（great empathy）门下，它蕴涵了这样的道理：“同”寓于“异”中，“特殊”寓于“普遍”中。换言之，“大移情”的精神是靠人类多样性的互相融合、互相渗透来体现的（Chang，1963）。从人类的角度看，“大移情”通过将自我意识推广到他人意识，建立了“推己及人”的理念。

最后，在全球或是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说，自我展现是指这样的能力：通过想他人所想、感他人所感，寻求到与对方共享的传播信号并将自我投射到对方的心目中（Chen和Starosta，1997，2000b）。拥有大移情能力的人会对他人的感受与反应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会在不同的情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会在情感表达、积极倾听及语言回应等方面显示出理解互动，从而建立起一种跨文化的和谐（Barnlund，1988）。总之，自我展现要求人们不断地净化自我，持续地进行学习，培养敏觉性，发展创造力，增强移情能力。

文化描绘（Mapping the Culture）


全球传播能力要求人们具有对自身及他人的文化进行描绘的认知能力，这是获取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的能力。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实体来理解与看待，这是认识他者文化的基础。而正是这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给尊重和整合文化差异带来可能。因此，这种理解是跨文化或者说全球传播过程中降低情景中的歧义与不确定性的先决条件（Chen和Starosta，2003）。通过理解文化差异，消除尴尬、迷惑与焦虑，人们将更易于适应全球环境下的情景要求，迅速地应对环境的变化。

全球化意味着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各样相同或不同文化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应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不仅要求我们发展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让我们走进外面的世界，哪怕这外面的世界对于已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在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中，人们被迫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范式和表达形式，并逐渐地加深文化理解（cultural awareness/ understanding）。因此，每次有了新的见闻，我们就会对其中的文化差异进行对比，这些差异可能使我们更倾向于某种文化表达方式，同时产生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想法，从而在面对不熟悉的文化对象时可以更为举止得当。当我们一旦遇到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我们便会意识到世界上有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并非只有自身文化一种；这种理解会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强，其过程一旦开始便无法逆转。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理解是一个必需的机制。文化的多样性会带来歧义与不确定，而文化意识可以舒解这种环境所引起的焦虑与不适应。

文化描绘的能力正是拥有文化理解的表现。通过文化描绘这一认知过程，我们获得了关于自身和其他文化的相关特征和知识，并进一步描绘出一幅文化的图景来显示我们的理解程度。全球传播能力不仅要求对传播过程中主客体的文化加以理解，更加要求这种理解兼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Sikkema和Niyekawa（1987）认为，对同种或异种文化的消极理解只代表人们知道了有其他文化的存在。这种理解往往基于跨文化环境下的浅层体验，如去外国旅行，在会议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遇，或者认识一些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消极理解只是在理性与智力上加以了解，不能保证人们在面对其他文化时能够真正正确地处理问题或者加以适应。此时，积极理解就要求人们把情感因素加入到这个认知过程中去。换句话说，积极理解中加入了“自我”（ego）的因素，从而有助于培养尊重、包容和接受文化差异的态度。因此，消极理解与积极理解共同构成文化理解的连续体，显示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总之，依照Chen和Starosta（1998—9）以及Hanvey（1987）的观点，文化描绘的能力是拥有文化意识的表现，其发展过程包含四个阶段：（1）困惑阶段——源于浅层文化特征的认识导致了不信任感的产生，人们倾向于将文化差异视为异类。（2）沮丧阶段——随着认识的深入，他种文化与自身文化的不同特征形成强烈对比，这导致了内心冲突的形成；对差异的非理性解释刺激了沮丧和失望心情的产生。（3）分析阶段——人们开始理智地分析不同文化特征之间的差异，从而逐渐地从认识上理解文化差异、正视文化差异的存在。（4）融合阶段——人们有了换位思考的移情意识，可以从对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差异。文化描绘的能力转而带来核心文化特征上的融合，或者说主观上的亲近。这将有助于人们更为顺利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

交际校准（Aligning the Interaction）


最后，全球传播能力还要求人们有一套行为技能。人们要想在全球化社会中适应新的变化和新的交际方式，这套技能必不可少。校准全球交际活动要求让人们可以在全球的语境中对复杂的意义进行协商讨论，并对复杂情况和矛盾冲突加以掌控。因此，在跨文化或者说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有效地激活或校准各交际活动，这将使人们可以圆满地完成任务，达到传播目标，成为成功的全球公民。

培养全球思维方式、展现自我、进行文化描绘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可以在交际的层面上有效而且是恰当地进行运作。换句话说，心理、情感和认知能力都必须整合到一套行为技能中，从而在全球化社会中成功地进行交际活动，获得一定的收益。为了避免与通常使用的概念“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发生混淆，Chen（2002）以及Chen和Starosta（1996）建议使用“跨文化灵敏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代替“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以描述全球传播能力这一行为过程。

灵敏性（adroitness）作为人的一种特性，是人们有效地与他人或环境进行交际和调适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属性，灵敏性可以通过由自身本能要求所刺激产生的行为而获得。换言之，一个人的灵敏程度可以通过他与别人或环境进行交流时对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来衡量。灵敏的程度也可以通过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它不是偶然地影响而是明显地控制着交际活动的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敏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以个人智力和感受力为基础的移情能力（Weinstein，1969）。

跨文化灵敏性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是指在全球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从一系列传播行为中选出一定的行为以完成特定的目标。这些特定的目标包括：获得与这些目标相关的信息、准确地预测他人的反应、选择一定的传播策略以及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正确地评价交际活动的结果。更细化地说，有效性是指能够通过掌握和控制传播过程或传播环境、自然地与不同文化的传播对象分享感受、提供必要的文化提示信息、将传播过程仪式化、想像由各种文化异同所构成的图像等实现传播功能的最大化（Chen，1990、1992）。

恰当性（appropriateness）是指人们能够在全球性传播活动中满足语境的要求，或者说在不同的情景中能够认识到不同的规则体系（Chen，2002）。这就要求信息发送应该数量合适，信息传递应该前后连贯，话题内容应与情境相关，表达方式应有一定规范（Wiemann，1977）。这种在情景的限制下保住不同文化传播对象的面子的能力：（1）适用于语言与非语言语境。在这种语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达对交际参与者来说都有意义；（2）适用于关系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信息的结构和传递方式是与交际各方之间的关系相适应的；（3）还适用于环境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从符号和物质环境中归纳出、并作用于交际活动的各种限制条件得到了交际参与各方的充分考虑（Wiseman，2003）。总之，跨文化灵敏性是指交际者们能够在全球传播环境中实施传播行为并得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并不违反交际对象的互动规范与准则。

因此，基于跨文化灵敏性的成功交际活动与全球化社会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人和环境。从人的角度说，跨文化灵敏性要求有一套行为技能，包括语言能力、行为变通能力、交际控制能力和身份保持能力。从环境的角度说，跨文化灵敏性要求人们能够控制与处理好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与复杂情况。

结论（Conclusion）


由快速的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所构成的全球化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在新千年中，人们在全球范围内互相依靠、互相联系已成为生活的一种特征。如何培养新的个性特点及生活方式以维持多元文化的共存，这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考虑到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全球化”及“传播能力”的概念，然后通过讨论全球化和传播能力的本质，提出一种全球传播模式。

本文认为，为了在全球化社会中得以生存，人们需要获得全球传播能力，其中又包括四个方面：培养全球思维方式，展现自我，描绘文化以及校准交际。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全球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拓宽视野以避免对不同文化有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或是偏见。展现自我要求人们不停地教育、解放和净化自身以培养健全的自我身份，从而同心协力为人类社会创建完整而圆满的未来。文化描绘是指获知自身及其他文化的知识和特征、从而对文化间的异与同达到认知上的理解。最后，交际校准要求人们培养跨文化灵敏性，在全球传播环境中举止有效、恰当，不违反交际对象的规范和原则，从而建立起一个全球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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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re living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has shrunk the world, in which th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for people and cultures becomes a norm of life. As a result,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ethnic, social,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s demands that we develop intercultural/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by which we know how to see things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and add their knowledge to our personal repertoires. In other words, only through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an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successfully in the globalizing society. Therefore,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becomes a critical ability for adjusting people to the demand of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ineate a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which consists of four dimensions: developing the global mindset, unfolding the self, mapping the culture, and aligning the intera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 2005; 1 (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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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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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之上篇。在本文中，笔者首先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笔者梳理回顾了一些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以及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在下篇中，笔者紧接上篇，考察了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的具他理论，着重论述的有调适理论（accommodation）、认知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理论（communication networks）和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最后，考察了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理论


 

理论……是我们撒向“世界”的网……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网编织得更加精细。

卡尔·波普

 

我读完博士学位时，美国还没有形成跨文化传播的理论。
(2)

 当时，我就深信理论的缺乏会阻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步伐。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参见我对Gudykunst的介绍［1983］，Gudykunst和Nishida的辩论［1979，1989］）。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美国以外的发展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如U. Kim1990年提出的植根于具体文化的理论等——都不甚熟悉（倘若读者对任何现有的理论有所了解，方便将材料寄予我一份，将不胜感激）；鉴于此，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些理论中，有些可能适用于其他文化（如一些基于检验的理论），有些则不适用。而且即便有适用于其他文化的理论，依然有必要“进行本土化探索”、“建立本土化理论”（该问题将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

虽然其他地区尚未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但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却突飞猛进。早在1983年我编撰的首卷《跨国、跨文化传播年鉴》中，我就收录了尝试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间的人际传播进行研究的最初理论（Gudykunst，1983）。
(3)

 等到侧重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第二卷《年鉴》出版之际（Kim和Gudykunst，1988），理论的发展不但更为成熟，而且有些还得到了实证的支撑。在上一卷重理论的《年鉴》付梓时，理论发展又有了质的飞跃（Wiseman，1995）。
(4)

 而在我编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最近一卷中（Gudykunst，2005c）收录的理论就更向前迈了一大步。
(5)

 今天，诸多理论已然突破了迂回反复，并且还获得大量研究成果的支持。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中有三个主要的切入点。
(6)

 一、在传播理论中文化被纳入传播过程（如Applegate和Sypher［1983，1988］就把文化纳入了建构理论；
(7)

 Cronen，Chen和Pearce［1988］以及Pearce［2005］把文化引入了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而言语代码理论研究传播是如何影响文化的，可参见Philipsen等［2005］）。换句话说，理论中文化已与传播结合起来了。二、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M. S. Kim［1993，1995，2005］的谈话制约理论；Ting-Toomey［1988，2005b］的面子—协商理论）。
(8)

 三、设计理论来描述或解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如Gudykunst［1995，1998，2005a，b］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Y. Y. Kim［2001，2005b］的传播涵化整合理论）。到目前为止，又以从第三个切入点建立的理论为最多。

许多理论研究者在尝试描述或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时，只是宽泛地研究跨群体传播，而没有专门关注跨文化传播。使用跨群体方法的研究者往往假设：文化是影响传播的诸多群体身份之一（如种族划分、社会阶层、辈分），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跨种族传播、跨代传播还有其他的各种传播中的过程都是相似的。我将跨群体、跨文化理论分为彼此并不相互排斥的五类：一、有效结果效应的理论（如，Gudykunst，2005a；Oetzel，2005）；二、调适理论（如Gallois等，2005；Orbe，1998a，b）；三、认知管理理论（如Imahori & Cupach，2005；Ting-Toomey，1993，2005a）；四、传播网络理论（如Yum，1988）；五、面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如Gudykunst，2005b；Kim，2001）。在总结理论前，有必要简单论述一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的关键问题。

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来发展理论，这种理论都基于一套“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译者注：metatheory译为中文是超理论，超理论在英文中意为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理论，用以阐明某一或某类理论而本身又更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所谓“超理论假设”是学者建构理论时做出的哲学假设。这些假设并非专门适用于某些特殊理论，而是适用于相同假设前提下的理论群。对于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对不同理论进行比较来说，我们用以对理论进行评估的标准至关重要。认识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对于正确地认识理论也非常必要。在此，还有另外两个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是为了应用理论而建构理论吗？伦理问题应当纳入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来吗？在这一部分中，我将简要地讨论一下上述这些问题。

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1989年，Gudykunst和Nishida运用Burrell和Morgan（1979）的客观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理论划分方法（见表1）对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论进行比较（见Fiske和Shweder［1986］社会科学中的超理论的讨论；也见Abrams和Hogg［2004］关于使用“超理论”建立更具体理论的讨论）。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个人之外存在“现实世界”，他们寻求行为规范，认为传播是由情况和环境“决定的”；相反，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个人以外不存在“现实世界”，他们试图了解传播者个人的视角，认为传播行为是“随心所欲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目标往往不同。比如，客观主义信奉者认为理论应当能够解释和预测研究的现象；而主观主义信奉者则认为理论应当描述研究的现象。当然，两种倾向的学者都赞同理论应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它应该能带来后续研究。


表一　Assumptions about Theory









	Subjectivist Approach (Human Action/Interpretive)
	Objectivist Approach (Causal process)



	
ONTOLOGY


Nominalism: There is no "real" world external to individual; "names", "concepts" and "labels" are artificial and used.
	

Realism: There is a "real" world external to individual; things exist, even if they are not perceived and 1abeled, to construct reality.



	
EPISTEMOLOGY


Antipositivism: Communication can onl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duals communicating; no search for underlying regularities.
	

Positivism: Attempts to explain and predict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by looking for regularities and/or causal relationships.



	
HUMAN NATURE


Voluntarism: Communicators are completely "autonomous" and have "free will".
	

Determinism: Communi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situation,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occurs or by individuals'traits.



	
METHODOLOGY


Ideographic: To understand communication, "firsthand knowledge" must be obtained; analysis of subj ective accounts.
	

Nomothetic: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systematic protocols and "scientific"rigor.






* These are "extreme" statements of the assumptions drawn from Burrell and Morgan (1979, pp. 3-7) by Gudykunst and Nishida (1989).


Gudykunst和Nishida（1989）认为极端的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视角都是站不住脚的，要理解跨文化传播，这两种方法都必不可少，理想的方法是最终将两者合而为一。几乎所有学者都将理论单纯地建立在客观主义假设或是主观主义假设上，这可能与他们在大学研究生院中接受的教育有关。可惜，大多数学者比较固执，认为自己的超理论假设是“对”的而他人的是“错”的。另一个将客观主义方法与主观主义方法割裂的原因是：表面上看来客观主义假设和主观主义假设相互矛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方说，Gudykunst（2005a，b）提出：个人无意识时，客观主义假设适用；而当个人有意识时，则主观主义假设适用（如有意识地注意目前自己的传播行为；Langer，1997；见下文）。因此，他认为有些传播活动适用客观主义假设（当我们无意识时），有些则适用主观主义假设（当我们有意识时）。然而多数理论研究者并未将此纳入考虑之列，单纯地把理论基于客观主义假设或主观主义假设这二者之一。
(9)



评估理论

Fiske（2004）认为“好的理论应该因果明晰、前后连贯、叙述性强、评议简洁、可检验、论证充分并能解决问题”（p. 132）。大多数客观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不接受“能解决问题”这一点，但对理论建设的其他要求一致赞同；相比较，大多数主观主义倾向的学者则对有些要求不太赞同（如假定因果关系）。另外，评估理论时，我们需要一套清晰的标准，而且重要的是要记住客观主义信奉者和主观主义信奉者评估理论所持的标准不同。主观主义标准无法正确评估客观主义的理论，反之亦然。

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认同学者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并检验理论的逻辑性、解释性或描述力以及启迪价值。正确理解学者所提出的超理论假设很重要。倘若我们做不到，就无法对理论进行正确的评估。理论性的命题应该与得出理论的超理论假设保持逻辑一致。检验理论的方法也应与超理论假设一致。我们可以质疑理论中的超理论性的假设前提，但一旦开始评估理论，就必须认同假设，不强加其他的超理论假设。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

我们很少发展几个理论来描述或解释同一个事物。既如此，就不能对理论进行直接比较。这表明，评估理论时，我们必须注意它们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见Walker & Cohen，1985）。譬如，学者真的把理论限于某种环境下吗（如陌生人间的初次交流）？设计理论是旨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还是仅一个方面（如有效传播、身份认知协商）？倘若学者不能清晰地设定理论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就不能明确理论的目标。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质疑学者所设定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但一旦开始评估或检验理论，就必须接受。

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是理论必要的组成部分。可惜，很多理论研究者并不重视对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的设定。假如说某理论仅适用于初次交往，则该理论与恋爱关系理论的相异之处就不应使其受到质疑。也就是说理论无法解释超出研究者设定理论外延的东西时，不应该受到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将普遍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况，或者将一定的理论性宣称仅限于特殊条件下。如果学者称一表述只适用于感觉身份稳定的人，那么感觉不稳定者的反馈资料就不能用来检验理论的提法。

应用理论改进传播

对于传播学而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大多数客观性的著作）认为：理论应当解释和预测传播活动，而不是帮助个体改进传播；相反，许多人文学者则认为传播是一门“实践学科”。譬如，Craig（1989）说到“传播的学术起源（如经典的希腊—罗马传统的‘修辞艺术’）可以追溯至尝试对公共和私人传播活动加以整理、批评与改进的理论著述”（p. 97；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说这只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他认为对理论进行批评时，一般会比较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地位，而“超越历史条件之局限的理性原则……［是］进行实践批评不可或缺的根本”（p. 108）。在批评性理论中，实践来源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存的实践一般迎合统治阶级的兴趣”（p. 110）。然而，其他人则只关注实践，没有强调权利问题。

大多数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家反对理论必须用于实践，但还有几位社会科学家却提出理论应当指导实践。例如，Kurt Lewin说，“好理论就是实践的”（见Marrow，1969）。以Lewin的著作和Dewey的实证主义为基础提出的“行为科学”（如，Argyris等，1985），关注个体何种方式提高行为的有效性。然而，使用该模式的研究者却并不强调理论在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建构重视实践或忽视实践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两者都是合理的、可行的，并且与理论本身是否为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无关。我倾向于赞同Lewin。任何好理论，即使最初并非为实践而设计，也可以用来改进传播。如果是以实践应用为目的，则理论上的命题不应过于抽象。命题越抽象，应用越困难。

理论发展中伦理的地位

使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的学者（如客观主义者）认为理论及研究方法应该“价值观中立”或“无价值观”（见Sjoberg和Nett［1968］对该问题的讨论）。从这点来看，目的在于把社会科学家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价值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见Kaplan［1964］对社会科学价值观的精彩讨论）。的确，价值观对社会科学家选择什么来进行研究影响甚微（见Weber，1949）。但价值观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的同时，发展理论的方法中的伦理问题也被忽略了。

提到伦理问题，许多传播学者持不同观点。Johannesen（2001）认为，“伦理问题、对错程度、美德邪恶以及道德责任……是人类传播过程中与生俱来的（p. 202）”，“至少从柏拉图开始，伦理问题就一直是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核心”（p. 202：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认为这适用于修辞学而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学）。

建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过程中，学者们必须表明自己在伦理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伦理问题究竟是否应该纳入理论当中？我认为两种立场都有自己的道理，不管持哪种立场，学者们都可证明其正确性。不过，我认为假若理论学者建构理论的目标是为了应用，那么就有必要考虑伦理问题，毕竟有一套明确的伦理准则才能提高传播实践。

以上简单回顾了理论建构中的问题，接下来，我打算全面总结一下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些理论分成彼此之间并不完全相互排斥的7类（如解释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时也不排斥谈论网络传播理论）：（1）文化传播理论（将文化纳入传播过程中的理论）；（2）解释文化变异性的理论；（3）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4）侧重适应或调整的跨群体、跨文化调适理论；（5）侧重身份认知管理或协商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6）侧重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7）侧重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的跨文化理论。本文中将讨论前三类，第二篇文章中则要讨论后四类。客观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理论都要包括。然而，大多数建立的理论都是客观主义倾向的，极少有理论学者尝试把客观主义倾向和主观主义倾向的假设结合起来。

文化传播理论

几位研究者已经把文化概念纳入传播过程研究当中。下面我将简单回顾一下该切入口发展起来的三个主要理论：（1）建构理论（Applegate & Sypher，1983，1988）；（2）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ronen等，1988；Pearce，2005）；（3）言语代码理论（e.g.，philipsen，1992；Philipsen et al.，2005）

建构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


Applegate and Sypher（1983，1988）把文化概念引入建构理论中（如Kelly's，1955，个人建构理论；参见Delia，1977）。他们提出了几个假设前提，“理论应具有解释力”，“对日常交流要进行集中、详细的解释”，“研究核心是文化和传播的关系”，“要做出价值判断”，“理论和实践要紧密结合”（p. 44）。

Applegate和Sypher（1988）指出传播是指个人“分享、交换信息的相互识别的交流过程”（p. 45）。该过程受到一定目标的驱动，个人进行其认为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交流活动。Applegate和Sypher认为复杂信息行为（信息中包含许多目标和环境因素）导致“个人中心”的传播（这要看个人对交流对象的适应程度）。“认知结构”不一样，传播观念和相关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这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定义，并指导他们的策略性的行为。（p. 48）

Applegate和Sypher（1988）认为“文化决定传播逻辑”（p. 59），不同文化侧重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都不一样。又转而说到“文化传播理论详细解释了如何在更大的信息内涵和诠释的语境下归置和组织事件”（p. 59）。Hong等人（2003）则认为结构活化（construct activation）是社会认知中影响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他们也回顾了动态结构主义方法的表征）。最后，Applegate和Sypher得出结论：跨文化传播培训“应当着重培养灵活、整合的策略手段，以达到目标”（p. 59）。

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下文简称CMM）


Cronen等人（1988）考察了文化在信息内涵的同位调整（CMM；Pearce & Cronen，1980；Pearce，2005）中的作用。他们归纳出了CMM的三个目标：（1）“CMM寻求以下问题的解释：我们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与传播现象有何关联”（p. 67）。（2）“在承认文化异质的情况下，CMM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p. 67）。（3）“CMM寻求对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启发性评论”（p. 68）。

Cronen等人（1988）把关于CMM的命题进行归纳。他们进一步解释到“所有的传播都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p. 72）；“人类传播天生就是不完美的”（p. 74）；“道德规范是传播的组成部分”（p. 76）；“（文化的）差异多样性对传播活动中信息的解释与传递来说非常重要”（p. 78）。Cronen等人（1988）还提出三个文化推论：“文化是理论与行为的共同体”（p. 78）；“文化是多种声音的”（p. 79）；“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p. 80）。此外，他们认为要理解文化内和文化间的传播，就必须描述文化语境，也必须了解个人对传播活动的诠释。

CMM被视为以美国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规则”理论（如Cushman & Sanders，1982），它用来分析社会“情节”（episode）中使用的规则（如餐桌上的交流；Cronen等人，1988），要描述社会“情节”关键就要看社会场合情景了。总而言之，CMM所说的描述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帮助参与者了解在具体场合情景中要想“建设性地交流”该做些什么（Pearce，2005）。

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


Philipsen（1981）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言语代码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

文化传播中传播的功能就是保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力量的健康平衡，提供一种身份的共享感，而这种感觉保持个人尊严、自由和创造力。在有着共享身份的文化传播中，维持两个次级传播过程——（1）创造（2）确认——的平衡可以使该功能得以实现。（p. 5）

因此，文化传播牵扯到社区谈话中使用的文化代码的协商问题。社区谈话是人们协商如何“共同生活”的交流过程。

Philipsen（1992）提出言语代码理论，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的不同代码”（p. 56）。该理论认为社区谈话中意味着传播行为的不同代码。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概念、意义、前提和规则”（p. 56）。

Philipsen（2001）认为“每一次社区谈话都在交流行为中留有不同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的痕迹”（p. 53）。群体成员参与社区谈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但是每一个社会谈话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他还认为“传播是在个人和社区生活中使文化的功能得以实现的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资源”（p. 59）。社区功能包括“个人如何作为社区成员来生活”（p. 59）。说传播具有“启发性”是因为社区的新生儿与新来者都要通过传播活动来学习本社区具体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说传播具有“实践性”是因为传播活动允许个人参与到社区谈话中去。

Philipsen等人（2005）总结出了言语代码理论，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侧重于影响我们传播的文化和代码。这些学者认为我们运用文化和言语代码以使自己和他人的传播有意义；我们的文化和言语代码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言语代码的“修辞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如何连贯地、合法地、艺术性地运用代码。

文化变异性理论

有学者已尝试从文化层面／个人层面的维度来解释传播过程中跨文化差异。形成的理论包括：面子—协商理论（FNT，Ting-Toomey，1988，2005b；Ting-Toomey & Kurogi，1998）、谈话制约理论（CCT，Kim，1993，1995）和违背期望理论（EVT；Burgoon，1992，1995；Burgoon & Ebesu Hubbard，2005）。不过，EVT不算是真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而只是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性罢了。由于三个理论均借用了Hofstede（1980，1991，2001）文化多样性的维度。因此，在这里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维度。


Hofstede
 的文化变异性维度（Hofstede's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Hofstede（1980，1991，2001）给文化变异性划分了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强—弱回避程度；权力大—小差距；以及男性化—女性化。任何文化都包含维度的两极，不过在单一文化中只有一极呈显性，此外，文化的个体成员对文化的支配趋势了解程度不同。因此，在解释跨文化传播的异同点时，有必要将文化和个人两个层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个人主义文化注重个体目标（Hofstede，1980）；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集体目标。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Hofstede & Bond，1984，p. 419）。

Tiandis（1995）认为内群体是否相对重要是区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主要因素。内群体指对其成员重要、个体成员会为之作出牺牲的群体。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拥有许多具体的内群体，它们可能影响他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的行为。既然内群体数量繁多，有些具体的内群体对个人行为施加的影响就相对较小了。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只有少数几个宽泛的内群体，它们则影响他们在各种环境下的行为。

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通过与主流文化趋势相关的文化规范影响文化中的传播活动（比方说，美国文化倾向于使用个人主义规范，而亚洲文化则是倾向于集体主义规范）。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通过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特征间接地影响传播。这种习得的特征至少有三个：自我性格、自我价值观和自我阐释（见Gudykunst & Lee，2002）。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理解自我内群体行为的异同点提供了解释框架。Hall（1976）对高低语境传播的划分则可以用来解释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差异。
(10)

 高语境的传播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Hall，1976，p. 79）。低语境的传播刚好相反，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的编码中”（p. 70）。高—低语境传播存在于所有文化，然而，往往只有一种形式是显性的。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倾向于低语境传播，直接交流；与之相反，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则倾向于高语境信息，间接交流，因为维持内群体的和谐一致是十分重要的（Gudykunst & Ting-Toomey，1988）。

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强的文化往往有明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来指导几乎所有情况下发生的行为（Hofstede，1980）；而回避不确定性程度较弱的文化的社会规范和原则就不那么明确和严格。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中，人们接受侵犯性行为，但却宁愿尽量克制以避免冲突和竞争（Hofstede，1980）。另外，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有极强的愿望达成共识，离经叛道的行为不可容忍。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调整回避文化不确定性对传播的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见Gudykunst & Lee，2002）。

权力差距是“机构和组织中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Hofstede & Bond，1984，p. 419）。权力差距大的群体成员接受权力是社会组成部分（比方说，上级认为下级是和自己不同的一类人，反之亦然）。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而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力的运用应当合法，重视专家或合法性的权力。平等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是调整文化权力差距对传播影响的两个个人层面的因素（见Gudykunst & Lee，2002）。

男性化—女性化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如何分配。

男性化社会中：社会角色有明确的划分（如男人应该有很强的决断性，坚强和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而女性则应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注生活质量的）；

女性化社会中：社会性别角色有所重叠（如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是谦虚的、温柔的和关注生活质量的）。（Hofstede，1991，pp. 82—83）

男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赞扬成就、雄心、物质、权力和决断性（Hofstede，1980）；而女性化倾向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心理上的性别角色是调整男性化—女性化对传播影响的个人层面的因素（见Gudykunst & Lee，2002）。

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
 简称为FNT）


最初只是关于冲突（Ting-Toomey，1985）的“面子—协商”理论（FNT）已经得到扩展，结合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特征来解释面子问题、冲突形式和维护面子的行为（如Ting-Toomey，1988，2005b；Ting-Toomey & Kurogi，1998）。Ting-Toomey（1985）说冲突是个人原有身份认知或面子受到威胁或质疑时的面子—协商过程（Ting-Toomey，1988）。面子是“个体期望他人予以其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Ting-Toomey & Kurogi，1998，p. 187）。

Ting-Toomey和Kurogi（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使用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则恰恰相反，更多使用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更多的是维护和要求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多的是负责地承担起一定的义务。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倾向于通过信息交流将尊敬—顺从的差距降到最低程度，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喜欢垂直型上对下／下对上的面子交流。

Ting-Toomey和Kurogi（1998）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注重关系的、过程的解决冲突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则注重于独立的、结果的解决冲突的策略。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更倾向于使用间接的面子策略，而权力差距小文化中的地位高的成员比地位低的成员在口头上则往往使用更直接的面子策略。

Ting-Toomey and Kurogi（1998）还把文化变异性维度的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和面子行为以及冲突模式结合起来。如强调自我面子，则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如重视他人面子，则往往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独立型的自我阐释类型（如个体认为自身与他人相分离；Markus & Kitayama，1991）往往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的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解决模式，而依赖型的自我阐释类型（个体认为自身与内群体的其他成员相联系；Markus & Kitayama，1991）则倾向于选择回避性或帮助性的冲突模式和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双倍阐释类型（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强）使用独立的、关系的冲突解决模式，而矛盾类型（两种类型的自我阐释都弱）则两者都不选择。

Ting-Toomey（2005）对FNT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除了些细小的变化以外，2005年版的理论和1998年的基本相同。在2005年理论版本的结语中，Ting-Toomey说，接下来，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谈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谈话是有目的的，要求传播者之间相互调整（M. S. Kim，1993，1995，2005）。M. S. Kim （1993）把谈话制约分为两类：社会关系型和任务导向型。社会关系型限制强调关心他人，注意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并且尽量不把意见强加给听者；任务导向型的限制则强调透明度（如信息被清晰传播的程度）（M. S. Kim，1995）。另外，M. S. Kim（1993）还解释不同的文化选择的传播策略不同。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认为维护面子的行为（如避免伤及听者感情，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和避免听者给出负面评价）更重要；而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加重视透明度。

M. S. Kim（1995）认为：目标追求过程中，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比独立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更看重不伤及听者感情和尽量少地强加意见于人
(11)

 ；而独立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比依赖型自我阐释的个人把透明度看得更重要。具有双重的自我阐释类型的个人则同时看重关系限制和透明度限制。M. S. Kim（1995）还认为：个体越渴望赞同，他们就越尊重听众的感情，越不把意见强加于人；个体越渴望支配，他们就越强调透明度。个体的心理性别角色越男性化，就越强调透明度；越女性化，则越强调不伤害听众的感情及不把意见强加于人。

违背期望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
 简称为EVT）


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让人们可以借以预期他人的行为（Burgoon，1978）。违背期望理论（EVT）关注的是人们对个体行为的预期及这些预期被违背时人们的反应（EVT已被纳入人际适应理论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theory即IAT]，Burgoon，Stern，& Dillman，1995；见Burgoon & Ebesu Hubbard，2005），预期建立在社会准则、规范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上（Burgoon，1995），偏离预期的行为会激怒他人或使他人警觉。至于何为偏离预期的行为则要看传播者的衡量标准。传播者的衡量标准是指个人的个性特征（如他们是否有吸引力以及／或者有亲和力）。Burgoon（1995）还认为“传播者的正面或负面个性特征会影响对违背行为的诠释及评估”（p. 201）。

Burgoon（1992）认为每种文化预期的“内容”随着Hofstede文化变异性的维度不同而不同。
(12)

 具体来说，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期望口头交流采用间接方式、有礼貌、不亲密。对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与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是相关的，但不超过这样的限度：传播行为总要受社会准则与规范的制约（Burgoon，1995）。与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文化相比，回避程度低的文化中约束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少（Hofstede，1980）。强烈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成员往往更加无法容忍违背预期的行为。权力差距也影响着地位高低的人们对于违背行为的解释（Burgoon，1995）。比如，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地位高者的违背行为被看作是对所属角色行为的违背，这样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压力和焦虑，即负面的结果。

Burgoon和Ebesu Hubbard（2005）总结了EVT跨文化和文化问的变化。譬如，Burgoon、Ebesu等人（1998）说到：个人在共文化传播中比不同文化问传播表现出更强的协作性；协作力度越大，参与者对两种传播中的交流行为的评价就越高。Ebesu Hubbard（2001）认为：参与者的社会技能受到控制时，共文化和文化间有相似程度的协作力度。Burgoon and Ebesu Hubbard 说在解释交流中的协作时，社会技能可能比文化差异更为有力。他们提出，这一点论证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心论点（e.g.，Gudykunst，1995；参见下面）。

侧重有效效应的理论

发展理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释具体的结果。跨文化理论学者建立理论时所用的结果是有效传播和群体有效决策。与此相关的有四种理论。
(13)

 （1）文化辐合会聚理论（e.g.，Barnett & Kincaid，1983）；（2）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如Gudykunst，1995，2005a）；（3）群体有效决策理论（如Oetzel，1995）；（4）Y. Y. Kim的（1997，2005a，即将出版）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Cultural Convergence）


“文化辐合会聚”理论（Barnett & Kincaid，1983；Kincaid，1988）建立在Kincaid（1979；也见Rogers & Kincaid，1981）提出的“传播辐合模式”基础之上。
(14)

 Kincaid（1979）把传播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分享信息达到理解彼此及所属文化的过程”（p. 31）。他说人们可以理解彼此，但却无法达到尽善尽美。“通过几个回合的信息交换，双方或多方可以向同一点移动，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信息内涵。”（p. 32）

Barnett and Kincaid（1983）使用传播辐合模式就传播对文化差异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数学理论。他们说“热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假设传播活动可无限进行下去，封闭系统内的所有参与者将越来越朝着平均的集体思维模式靠拢”（p. 175）。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可能延缓辐合过程甚至使之朝相反方向前进（如导致分裂）。他们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来预示：来自两个文化成员相互交流时，向着集体性认知状态的辐合过程。Kincaid's（1979）的辐合模式适用于个人层面的传播，而Barnett and Kincaid的数学模型则适用于群体层面的现象（如文化）。

Kincaid（1987b，1988）以口头形式演示了“文化辐合会聚”理论。Kincaid（1988）用2个公理和3个假设总结了该理论。例如，公理1，“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成员之间的传播是不受限制的，整个社会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朝着更大的文化统一性状态靠拢”（p. 289）；而当传播受限制时，社会体系则分裂的越来越多样化（公理2）。3个假设则将公理应用到了移民群体和土著文化的案例当中。

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简称为AUM）


在“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UM）的发展中，古迪孔斯特（Gudykunst，1985）首先整合了Berger和Calabrese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URT）和“社会身份”理论（如Tajfel，1981）。Gudykunst和Hammer（1988）使用“不确定性”（如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和“焦虑”（如感到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来解释跨文化的调适（见下文AUM理论调适部分的讨论）。

Gudykunst（1988）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理论，使用“不确定性”和“焦虑”消减来解释有效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即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该理论并未被看作AUM）以及跨文化调适理论。AUM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是群体传播的一种。Gudykunst（1988，1993，1995，2005a）使用Simmel（1908／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如个体存在于一环境下，但却并非是该群体的成员）作为理论设计的核心概念把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接着，Gudykunst（1990）又将1988年适用于外交这一特殊跨文化传播案例的理论版本中的公理进行了应用。

Gudykunst（1993）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该理论（注：该版本中首次使用了AUM一词）。在该理论版本中，Gudykunst把以往的超理论假设进行了细化。该理论的假设避免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立场两个极端（如他假设个体传播受到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影响，但只要留意［mindful］，他们也可自己选择传播方式）。这表明有些情况下，客观主义假设有效，而有些情况下，则主观主义假设有效。

Gudykunst（1993）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理解（见Reynolds，1971）和应用。
(15)

 该理论版本也加入了伦理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最大和最小限度（如有效传播要求传播者的焦虑和不确定应介于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限度时，就无法有效传播（例如因为我们过分关注焦虑或者不能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限度时，由于不在意发生的事件（由于焦虑小）或是过于自信所作预测（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传播。

对最小和最大限度的关注致使理论核心从“焦虑和不确定消减”转向了“焦虑和不确定管理”。Gudykunst又引入了Langer提出的“有意识”这一概念，作为AUM和有效传播的折中点，也强调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Langer（1997）认为“有意识”包括“接纳新信息”、“察觉各种变化”、“对不同语境保持敏感”、“留意各种视角”以及“适应当前环境”（p. 23）。当留意时，我们能够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和最小限度之间，并和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Gudykunst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了“焦虑／不确定性理论”。继Lieberson（1985）之后，Gudykunst（1995，2005a）谈到有效传播有“基本”和“表面”因素。他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传播的其他“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力［见Gudykunst（2005a）对该理论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实证研究的总结（如见Gudykunst & Nishida，2001）］以及在提高传播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或者有意地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该理论1995年的版本囊括了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47个关于文化多变性），而2005年的版本则只涵盖了一半（只有47个）。Gudykunst（2005a）删减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并将文化多样性的公理的使用范围缩小至有效传播的基本因子上。他还指出跨文化领域中给有效传播下定义的方式有很多种（e.g.，见Tominaga，Gudykunst，& Ota，2003）。Gudykunst说对有效传播下定义并不影响理论中的公理，但影响有意识时想要使用的传播方式（如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以一种方式传播；而倘若认为有效传播是与他者保持良好关系，则会以另一不同的方式传播）。最后，他还提出在AUM理论中引入辩证法（如不确定辩证包括新鲜感和可预测性）。可惜，没有对这些方法展开叙述。

这里讨论的有效传播和下面要讨论的AUM的跨文化适应理论版本属于同一理论研究项目（Laktos，1970）。一个理论研究项目应该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论，用来检验理论的理论研究，以及将理论应用到个体和社会变化的研究（Berger等，1974）。有效传播理论当然也被用于提高人际传播（如Gudykunst等人，1995）和群体传播（如Gudykunst，2004）的质量与效果。而相关的适应理论则用来为走出国门的人们设计一些调适的训练。

有效决策理论（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1995年，Oetzel将Hirokawa和Rost的“警惕性互动”理论（VIT，1992）以及Ting-Toomey关于“面子—协商”和“冲突管理”的跨文化理论（1988）整合后，提出了适用于跨文化群体的“有效决策”理论。

在VIT理论中，Hirokawa和Rost（1992）假定：群体成员谈论与群体决策相关联事宜（如问题）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对相关事宜的思考方式又影响所作决策的质量。而且，群体作出的最终决策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副决策”组成的（p. 270）。不过，Oetzel（1995）认为VIT可能限于美国的单一文化群体，毕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的结果不同。因此，他从质量和适用范围的角度对“决策有效性”加以了定义。

Oetzel的理论（1995）包含14条命题。最初的一系列命题关注的是同质群体（单一文化）和异质群体（跨文化）。他认为，当同质群体的成员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注重任务结果；当他们进行互相依赖的自我阐释时会比较注重关系结果。与进行依赖型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相比，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并不追求相互间的统一，他们会有更多的冲突且少以合作的方式解决。与异质群体的成员相比，同质群体的成员对群体的贡献更为均衡，对群体也更忠诚。

Oetzel（1995）还认为当多数成员进行独立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采用支配式冲突策略；相反，当多数群体成员进行相互依赖型自我阐释时，群体就运用回避式、妥协式或帮助式（obliging）的冲突策略。采用合作模式处理冲突问题的群体比采用竞争或回避模式处理冲突问题的群体能更为有效地做出决策；成员纷纷表明个体身份的群体比成员表明（展示）社会身份的群体能更好地做出决策。进行决策时，成员越是能同步地给予意见，越忠于群体及决策，那么，所做的决策就越有效。一致通过的决策比多数人同意或妥协后达成的决策更为有效。另外，Oetzel还认为符合下列VIT的“必要条件”也适用于跨文化群体：即群体成员理解存在的问题，为之建立“合适”的标准，提出备选的决策，并分析这些决策的正、负面结果，这些群体比不具备“必要条件”的群体做出的决策更为有效。

2005年，Oetzel对“有效决策理论”重新进行了阐释，较之1995年版，这次少用了许多命题（proposition）。他认为“消极环境因素”越多（如群体问有过冲突的历史），群体越是异质性，群体成员就越少注重他人和彼此的脸面，群体传播的有效性就降低。此外，他还提出群体越是呈现个人主义倾向，越多成员采用支配式的解决冲突模式，轮流讲话；群体越是呈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就越多成员选择协调式的解决冲突模式，共同参与。最后，Oetzel还总结到，越多群体成员运用有效传播，那么他们取得的关系有效性和任务有效性就越大。

一个跨种族传播的整合理论（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Y. Y. Kim（1994，1997）奠定了跨种族传播综合理论的基石（2005a她首次提出的定理）。她采用综合系统理论（开放式系统）作为理论框架，其理论设计是四个圆；表示行为的圆为中心，表示语境的其他三个圆则分布在外围，由里到外依次是（1）行为（编码／解码），（2）传播者，（3）情况和（4）环境。

Y. Y. Kim（1997）利用一个相关联—不关联的行为变化统一体来解释编码和解码的各个方面。她解释说“当行为接近这个变化统一体的相关联的一端时，就会增进传播双方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交流过程的完成…当行为接近不关联的一端时就容易导致误解与冲突”（p. 270）。进一步解释，关联性解码行为包括细分、综合、个性化和留意等过程；非关联性解码行为则包括分类、格式化、拉开传播距离和最后归因出错等过程。关联性编码行为包括达成共识、编制以个人为中心的信息和进行个性化传播等过程；而非关联编码行为则包括产生分歧、进行带有偏见的谈话以及种族歧视词语的使用［ethnophaulisms，如直呼种族名称（译者注：如称黑人为黑鬼，白人为洋鬼子之类）］。

Y. Y. Kim（1997）从“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方面来考察传播者（p. 271）。她参照了许多因素，像认知结构（如认知复杂性、分类广度）、身份彰显程度（如种族身份、种族语言身份、内群体忠诚度）、种族偏见（如内群体偏袒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相关的概念（跨文化身份、道德内涵）。Y. Y. Kim（2005a）还提出包容性、稳固的身份往往产生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而排他性的、不稳固的身份则产生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Y. Y. Kim（1997）把情形（situation）定义为物质环境。她把种族异质性、种族显著性、交流目标（如目标）区分开来（割裂开来）作为情况的关键因素。Y. Y. Kim（2005a）说到种族亲近性、种族整合的网络、共享目标会导致关联性跨种族传播；而种族距离感、种族分散的网络、个别目标则导致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环境包括影响跨种族传播的国内、国际力量，诸如制度平等／制度不平等（征服史、种族等级划分）、种族实力（如种族语言的活力）、种族间的接触（环境的交流潜能）（Y. Y. Kim，1997）。Y. Y. Kim（2005a）认为制度平等和强大种族产生关联式的跨种族传播；而制度不平等，弱势种族，竞争激烈的环境压力往往产生非关联性的跨种族传播。

Y. Y. Kim（1997）提出该理论模式为诸多学科进行整合研究提供了参考框架。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实践活动的参考……比方说，从模式我们可以推断出：改变环境中现存的条件，可以有助于关联性的传播行为”（p. 281）。

结　语

本文首先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个课题。然后，对跨文化传播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回顾：文化传播理论，文化变异性理论以及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考察跨群体／跨文化的其他理论：调适理论、认知管理理论、传播网络理论和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理论。最后再来考察未来理论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着重强调在中国发展“本土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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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of two articles on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is article, I begin by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mining issues in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this I review theories which inter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second article, I examine 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that focus on accommodation, identit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 I conclude the second article by examining issues in the future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developing indigenous theo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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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之下篇。在上篇中，笔者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笔者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对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笔者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课题，尤其指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理论


 

在有关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姊妹篇之上篇中，笔者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即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笔者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进入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最后，笔者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关于调整与适应的理论。

侧重调整或适应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们的另一个目标着重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们如何相互调整或相互适应。与此相关的有三种理论: （1）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Gallois等，1995，2005），（2）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Ellingsworth，1988），（3）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Orbe，1998b；Orbe和Spellers，2005）。

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简称CAT）


传播适应理论（CAT）源于Giles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言语适应理论（SAT；Giles和Smith，1979）是其雏形。言语适应理论（SAT）认为在与他／她人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说话者运用语言策略以博取赞同或显示个性。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Giles等人（1987）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SAT）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名为传播适应理论（CAT）。Coupland等（1988）将传播适应理论（CAT）应用于研究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传播，并对原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基于侧重／聚焦对方将说话者的策略概念化，同时加入了对方对说话者行为的理解／解释）。Gallois等人（1988）将Coupland等人（1988）的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传播上，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即ELIT；Giles和Johnson，1987）的一些推测，同时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力。Gallois等人（1995）改进了1988年的理论版本，在适应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及跨文化差异。Gallois等人（2005）又对1995年的理论版本进行了更新。

传播适应理论（CAT）从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境况”研究起（Gallois等，1995），这部分理论包括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接触的社会规范（在传播适应理论中，跨文化传播被归入跨群体传播的一类）。1995年的版本还吸纳了文化差异性理论。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传播者的“适应倾向”，即传播者视交往的外群体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或是二者相结合的传播倾向（Gallois等，1995）。“适应倾向”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个人因素（如社会角色与个人身份），（2）跨群体因素（反映传播者对外群体倾向的因素，如可察觉的内群体的活力），（3）“初衷”（比如察觉潜在冲突，持久的决心去适应其他的群体）。

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播者视交往为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Gallois等，1995）。同样，如果主流群体的成员觉得自己的社会身份不够稳固并感受到外来群体的威胁时，他们会消极地看待非主流群体成员对主流群体的辐合现象。而那些依赖所在的群体，并与群体保持团结一致的人们，则往往以群体间的形式来看待交往，同时强调自身群体的语言标识。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现场情形”（immediate situation，Gallois等，1995），它包括五个方面：（1）“社会心理状态”（如当时传播者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2）“传播的目的与注重对方”（如传播动机、交谈需要、关系需要），（3）“社会语言策略”（如近似语策略，语篇控制策略），（4）“行为与技巧”（如语言、口音、话题），（5）“标记与归因”。“现场情形”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评价与将来意图”（Gallois等，1995）。这种提法以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行为的感受为焦点。比如说从传播者的角度看，传播对象的辐合行为会被视为怀有“善意”而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当传播者视传播对象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并有正面评价，他们将来就会更乐于与传播对象及其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交流传播。

Gallois等（2005）的理论模型基本建立在1995年版本的基础上，不过减少了命题的数量（从1995年的17个减少到2005年的11个）。这使得该理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跨群体传播，并更易于开发出经得起检验的假说。他们指出，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进行交流时会发生一些意外，这可以随时将群体传播自然地转化为人际传播。这样，传播者将“初衷”转化为“将来意图”的过程就难以把握了。

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Ellingsworth（1983）首先假设，所有传播活动都含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差异。他从而认为，解释跨文化传播应该从解释人际传播开始，且必须考虑文化因素。
(2)

 Ellingsworth（1983）的理论意在解释传播者在“有目的的传播”中是如何进行调整以互相适应的。他归纳出八条“规律”（即“传播者互相影响形成的动态关系”，p. 202），譬如“对传播风格的调整适应不同，会引发文化理念差异”以及“环境对传播双方的有利程度不同，调整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同”（p. 202）。

Ellingsworth（1983）认为，功能性地调整传播以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有利于任务的完成。非功能性调整传播会引起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当传播者们必须互相合作时，调整传播过程中公平就实现了。运用一些说服策略有利于调整传播。当环境对传播的一方有利，或传播的一方势力较强，则另一方就会感到调整的压力。传播者的调整性行为越多，其文化理念的变化越大。Ellingsworth（1988）更新了该理论，增添了一些规律与命题的讨论，但总体理论未作大的调整。

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a，1998b）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Orbet和Spellers（2005）总结了该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的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体理论（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Ardener，1975；Kramarae，1981）和视角理论（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b）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传播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播活动”（p. 3）。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和企图使他们缄默的人协商”（p. 4）。共文化理论有两个前提：（1）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2）当面对“压抑的主流社会结构”时，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可以凭借一定的传播方式来获取成功。

Orbe（1998b）认为，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一般出于三种目的：（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分子），（2）适应（比如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受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其他一些影响共文化群体成员进行传播的因素包括“经验领域”（如过去的经历）、“能力”（如个人从事不同活动的能力）、“情境”（如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传播）、“预想的代价与补偿”（如一定行为做法的利弊）以及“传播方式”（即攻击性的、自信的或不自信的传播）。

Orbe（1998a，1998b）将共文化群体成员在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的过程中运用的一些做法（比如边缘群体的成员如何“协商其缄默的群体地位”，1998b，p. 8）分离出来。这些做法是由共文化群体成员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共同决定的。不同的目的与方式组合形成九种不同的传播倾向，不同的传播倾向又对应了不同的做法：（1）若传播者不自信且分离主流群体，则会“躲避传播”、“维持人际传播的障碍”；（2）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增加可见度”并且“消除定型观念”；（3）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重视共同点”、“发展积极面子”、“进行自我反省”并“避免发生冲突”；（4）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分离，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群体内部的传播网络”、“显示强势”并“抱守定型观念”；（5）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跨群体的传播网络”、“发挥联络者的作用”并“教育他人”；（6）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对传播活动“充分准备”、“过度补偿”、“操纵定型观念”并在传播过程中“讨价还价”；（7）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且意在分离，则会在传播中“攻击他人”、“妨害他人”；（8）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但意在适应，则会“正视传播活动”并“从中受益”；（9）若传播者怀冲突之心但意在同化，则与主流群体之间会“游离其外”、“镜像”、“策略性地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自我嘲弄”。

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

理论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协商问题。关于身份问题的理论有四种：（1）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Collier和Thomas，1988；Collier，2005），（2）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Cupach和Imahori，1993；Imahori和Cupach，2005），（3）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Ting-Toomey，1993，2005），（4）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Hecht 1993；Hecht等，2005）。

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Collier和Thomas（1988）就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提出了解释性理论（可同时参见Collier的论述，1998，2005）。他们的理论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六个假设为：（1）人们“在语篇中协商多元身份”（p. 107）；（2）跨文化传播是“靠做出推论的假设和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来实现的（p. 107）；（3）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在传播活动中保持意义连贯、遵守规则（即进行适当的传播）并得到正面的结果（即进行有效的传播）；（4）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商定“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系并且得到正面的结果”（p. 112）；（5）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即让与传播者有着共同符号意义系统和行为准则／规范的群体认可并接受他的身份，p. 113）；（6）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文化身份的概貌），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以及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六条假设的基础上，Collier和Thomas（1988）推导出五条规律。其一为“语篇中的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p. 112）。其二：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越容易发展与保持跨文化关系。规律三与规律一相类：“语篇中的文化身份差异越大，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p. 115）规律四：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一方给对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对方自认定的文化身份越契合，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最后，“与文化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系统地与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如参与者、情节模式和话题发生变化”（p. 116）。而Collier和Thomas理论中的命题指出：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与其他身份的位置就越重要。

Collier（2005）详述了自理论产生以来，影响她思索文化身份问题的各种因素。在最新的理论版本中，她运用了批评理论视角，但没有阐明理论命题。她关注的是“实践智慧”。

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


Cupach和Imahori（1993）的身份管理理论（IMT）是以人际传播能力为基础的［Cupach和Imahori（2005）对理论及检验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3)

 身份管理理论建立在Goffman（1967）对自我展现问题和面子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身份这一概念给“经验”提供了解释的框架（p. 113）。身份为行为提供预期，并激励着个体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许多种身份，但Cupach和Imahori认为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如特定关系中的身份）在管理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继Collier和Thomas，Cupach和Imahori认为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有着类似身份的人的数量）、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和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传播者们有着相互不同的文化身份时，跨文化传播进而产生；传播者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身份时，他们进行文化内传播。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身份的种种侧面会在“面子”（即与环境相对应的不同身份）的展示过程中展露无遗。他们称“保全面子是人类交往过程中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条件”（p. 116）。在身份管理理论（IMT）中，“人际传播能力应该包括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成功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身份的能力”（p. 118，斜体字部分省略）。在传播中保住面子的能力是人际传播能力的一方面；Cupach和Imahori认为这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同样适用。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因为人们往往不了解他人的文化，那么他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处理面子问题时会运用定型观念。但定型观念由于基于外在强加的身份，它会对面子造成威胁。运用定型观念会导致辩证的紧张关系，这包括三种面子上的对立统一：（1）友情面子与自主面子，（2）能力面子与自主面子，（3）自身面子与友情面子或能力面子。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成功处理面子问题的能力，也就包括了处理这三种紧张关系的能力。

Cupach和Imahori（1993）认为发展跨文化关系的能力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反复实践，不断摸索”（typo in Gudykunst's article），在此过程中发现传播者享有共同点的身份。第二阶段是使传播者不同的身份变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辐合关系身份，即使他们的文化身份仍是不同的”（p. 125）。第三阶段是对身份进行重新协商。“有能力的跨文化传播者会以第二阶段新出现的却狭窄的关系身份为基础对不同的文化身份实现重新商定。”（p. 127）Cupach和Imahori认为这三个阶段会不断循环；处在跨文化关系中的人们会经历这三个阶段，他们身份的各个方面会从相互关系中展现出来。

Cupach和Imahori（2005）指出，身份管理理论（IMT）并不是药方包治百病，但从中得出的三条原则可用于提高跨文化传播的能力。首先，跨文化合作者需要建立关系身份（比如利用符号上的辐合）；第二，跨文化合作者应该把文化差异视为“财富”而不是“障碍”；第三，跨文化合作者需要认识到，“身份管理”与“关系管理”是在同一过程中的，“如同手心手背”。

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
 简称INT）


Ting-Toomey（1993）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体现于“在新的传播情节中传播者双方之间的有效身份的协商”（p. 73）。她提出若干假设来组建身份协商理论（INT；Ting-Toomey［2005］对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自我意识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可以使人感觉到安全或者脆弱，对身份边界的确定刺激了行为的发生，身份边界的确定则为包含和分化的对立，这种辩证关系又会影响自我意识的健全程度，而健全的自我意识会使个体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即“在各种不同的传播环境下恰当、有效而有创意地运用认知、情感和行为资源的资质与能力”，p. 74）。

Ting-Toomey（1993）认为，人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定过程中越觉得安全就越乐意进行跨文化传播；而越觉得脆弱就越容易在跨文化传播中感到焦虑不安。而人的脆弱程度会受他们对安全的渴求程度的影响。人们相互之间越需要包含，越是注重内群体与关系界线；越是求异，越会拉大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能否处理好安全—脆弱和包含—分离的辩证关系会影响到人们在身份协商过程中的应变能力。人们在自我认定中越觉得安全就会具有越健全的身份意识与越强的综合自信心。而人们的自信心越强，他们的集体信心就越强，在与陌生人传播的过程中也就有越强的应变能力。

人们与陌生人传播的动机影响了他们对传播资源的寻求程度（Ting-Toomey，1993）。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应变能力越强，商定身份的效率越高。人们掌握的传播资源越多样化，他们在互动的身份确定、协调与协同方面的效率越高。最终，人们在传播中资源多样化，在“共建传播目标”和“发展共同的身份内涵与身份理解”的过程中就越灵活（Ting-Toomey，1993，p. 110）。

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Hecht（1993）及Hecht等人（2005）建立了有关身份的传播理论（CTI）。
(4)

 Hecht（1993）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异端与冲突……而这些异端的各个方面在所有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p. 76）。Hecht认为身份是一种“传播过程”，应该在信息交换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他首先给出一些假设：“（1）身份有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和群体身份的特征；（2）身份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动；（3）身份有情感、认知、行为和精神等侧面；（4）身份可以从内容与关系的不同层次加以理解；（5）身份同时具有主观的和外在的意义；（6）身份是一种编码，从对话中表达出来并在社区下定义成员关系；（7）身份具有语义特征，可以从核心符号、意义与名称中得以传递；（8）身份指定了恰当传播与有效传播的模式。”（p. 79）。Hecht认为这些假设是符合辩证理论的。

Hecht（1993）认为有四种身份框架：个人的、表现化的、关系的和群体的。而框架作为解释现实的方法，从而“为认识社会现象提供视角”（p. 81）。从个人框架看，身份包括个人特性。Hecht就此提出三点假设：（1）“身份是按等级划分的意义”，（2）“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3）“身份是期待与动机的源泉”（p. 79）。Hecht认为，身份是在与他人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与身份有关，但身份总包含在所有的信息之中”（p. 79）。关于身份表现有三个假设：“身份是浮现的”，“身份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符号中表现”以及“身份体现了等级划分的社会角色”（p. 79）。

Hecht（1993）认为身份是在传播者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双方关系的一部分，因为身份是双方“共同商定的”。关于关系身份，Hecht提出三点假设：“身份显现在传播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身份在‘关系’中表现”以及“‘关系’使身份成为社会成分”（p. 80）。Hecht同样在“群体”的框架下考察身份，“身份是一个群体中的人们具有的，它也维系了这个群体的存在”（p. 80）。他的一个论证是“身份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p. 80）。Hecht等人（2005）总结了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5)

 和理论假设、理论体系中的各种提法（与1993年基本一致），支持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理论今后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他们认为Jackson（2002）的文化契约论填补了身份传播理论（CTI）中关于身份协商问题的部分空白（如Jackson将跨民族传播中的契约协商分为“准备”、“半完成”和“共同创立”三个阶段）。Hecht等还认为身份传播理论（CTI）同样适用于诸如研究疾病身份、运用科技手段协商身份的情景中。

侧重传播网络的理论

传播网络理论乃基于这样的假设：影响人们行为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特性。“网络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人们在群体／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信仰或内在规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不是静止的、与外界壁垒分明的群体本身。”（Yum, 1988b, p. 240）这些理论着力于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6)

 相关的理论有三种：（1）外群体传播能力理论（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y, Y. Y. Kim, 1986）；（2）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theory, Yum, 1988b）；（3）网络与文化移入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theory, Smith, 1999）。

传播网络与跨群体传播能力理论（Networks and 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Y. Y. Kim（1986）利用个人传播网络的概念来解释外群体传播能力（注：此理论被包含在Y. Y. Kim（2005b）关于联合或分离的跨民族传播理论中）。个人网络强调人与人的联结。Y. Y. Kim认为，“自身有意或无意依赖于其所在网络的成员来认识和解释他人的各种各样的特征与行为，这是个人传播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p. 90）。

Y. Y. Kim先假定，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外群体成员的存在以及与外群体关系的性质对个人的外群体传播能力有影响。然后推出命题一：“个人传播网络的成员越不同，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总体能力越强。”（p. 93）此命题说明，在个人传播网络中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

Y. Y. Kim（1986）理论的命题二为：“个人传播网络对外群体成员的向心力越大，自身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p. 93）此命题说明，在个人传播网络的中心位置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命题三认为：“自身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进行群体传播的能力越强。”（Y. Y. Kim, 1986, p. 94）此命题说明，与外群体成员保持频繁的接触和亲近的关系有利于提高群体传播能力。

文化内与跨文化的传播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7)



Yum（1988b）的理论分析了文化内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的异同。她先提出这样的假设，跨文化情境下的行为比文化内部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变动性。然后她提出了六个命题。

Yum（1988b）的第一个命题为：跨文化传播网络呈现出放射状（人们连接着他人，而他人之间并不互相连接），而同一文化内部的传播网络则是相互连锁的（人们联系着他人，而他人之间又互相联系）。命题二做出这样的推测：与跨文化的情况相比，文化内的传播网络更为稠密（基于实际直接联系的数量与可能联系的数量之比）。Yum（1988b）的命题三认为，与跨文化传播网络相比，文化内传播网络是一种多通路的网络（来自不同路径的各种信息经过不同的网络结点又传向不同的路径方向去）。而命题四认为“跨文化传播网络中的连接是弱联系而非强联系”（p. 250）。强联系需要频繁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朋友之间），泛泛之交或者只是偶尔联系的角色关系（比如与美发师之间）的联系是弱联系。

Yum（1988b）的命题五认为：“与文化内传播网络的情况相比，‘联络者’与‘桥梁’的角色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更为显著，并在保持网络的连通性方面有更重要的地位。”（p. 251）“联络者”是指将传播活动中的各个团体（比如互有联系的若干个人）联系起来的人，但其本身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桥梁”是指联系起各个团体而本身又属于其中某个团体的人。“联络者”与“桥梁”都是“中间人”的角色，都在不同群体的成员间构成间接的联系。Yum（1988b）的最后一个命题认为“传递性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起的作用比在文化内传播网络中小得多”（p. 252）。当“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时，“传递”就产生了。跨文化传播网络既然较为疏松且其中多为弱联系，则在与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建立联系方面有帮助。

传播网络与文化适应理论（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


Smith（1999）建立了将社会网络与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联系起来的理论，
(8)

 其中包括与网络性质有关的七个假设以及下列的七个论题。首先，移民更容易与承认他们身份的人（比如说与他们来自同种文化的移民或者是居住国主人）建立联系。其次，移民经历新的社会网络的方式会受到他们原来文化的影响。第三，移民的社会网络中居住国主人越多，移民越容易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第四，随着移民逐渐融入新的社会，他们的社会网络也逐渐发生变化。第五，移民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等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建立跨文化传播网络的能力以及吸收、适应居住国文化的能力。第六，密集的网络（网络成员之间成员彼此之间全都相互联系）会降低移民获得吸收及适应居住国文化所需资源的能力。最后，Smith认为，“基于情境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和基于个人关系规范的跨文化网络相比，前者的跨文化网络不如后者密集，但会有更多放射状的联系”（p. 650）。
(9)



侧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与调整（Adjustment）
 的理论
(10)



学者们对移民的吸收、适应主流文化问题及寄居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调整问题已经关注了五十多年。但仅在最近的20年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正式的理论才被建立起来。相关的理论有五种：（1）传播文化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ulturation theory, Y. Y. Kim, 1988, 2001, 2005b）；（2）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Bourhis等，1997）；（3）关于适应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of adjustment, Gudykunst, 1998, 2005b）；（4）在同化、偏离、疏远状态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in assimilation, deviance, and alienation states theory, McGuire和McDermott, 1988）；（5）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 H. Nishida, 1999, 2005）。
(11)

 前两种理论主要关注长周期的移民文化适应问题，而其他三种关注短周期的寄居者适应问题。

跨文化调适（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二十多年来，Y. Y. Kim一直致力于发展她的传播与文化适应理论。她最早的理论出现于韩国移民对芝加哥地区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的模型中（Y. Y. Kim, 1977）。此后，她基于开放系统的视角不断地对理论加以改进（Y. Y. Kim, 1979，1988，1995，2001，2005b; Kim和Ruben, 1988），主要是增添了移民“压力—适应—增长动力”的过程以及将注意力放在移民“跨文化”的转变。此外，现阶段的理论尝试着将“实现跨文化适应”描述为“陌生人与接受陌生人的环境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1995, p. 192）。

Y. Y. Kim现阶段的理论包含了以开放系统论为基础的若干假设，以及其他若干规律与命题。规律即“法律般的”揭示了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严格陈述。命题则从规律中推演得来。在一共十条规律当中，前五条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广义原则，包括：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与反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都是跨文化适应过程；“压力—调整—进展”的动态过程是适应过程的内在动力；跨文化转变是“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功能；随着陌生人逐渐完成跨文化转变，“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的难度不断降低；跨文化转变给陌生人带来功能上的强健和心理上的健康。后五条规律论述了跨文化转变和一些概念的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包括跨文化转变和居住地人的传播的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
(12)

 、种族文化进行的传播活动、环境情况以及陌生人的个人素质。
(13)



在诸命题中，前三条设定了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和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种族传播活动（－）以及跨文化转变程度（＋）之间的关系（Y·Y·Kim, 2001）。
(14)

 居住地的个人及大众传播活动受种族传播活动（－）及跨文化转变程度（＋）的影响。种族的个人及大众传播活动会对他的跨文化转变有负面的影响。其他命题将居住地文化对陌生人的接受程度及陌生人在居住地文化中感受到的同化压力跟居住地的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相联系。将种族团体的力量与居住地的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及种族的传播活动（＋）联系起来。种族距离受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以及种族的传播活动（－）的影响。陌生人对于转变的准备程度跟居住地人的传播能力（＋）、居住地人的传播活动（＋）以及与种族的传播活动（－）
(15)

 有关。陌生人的适应性格跟他与居住地文化的传播能力（＋）、与居住地文化的传播活动（＋）以及与原来文化的传播活动（－）有关。

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Bourhis等人（1997）建立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指出：居住国成员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受到国家整合政策的影响下的双方文化适应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p. 369）。他们的理论是由Berry（1980，1990）的移民文化适应模式发展而来的。

Berry（1980）的理论模式基于移民对两个问题的回答：（1）他们是否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2）他们是否想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两个问题都答“是”，说明他们对居住国文化有“整合”的倾向。如果只想与居住国文化保持良好关系但不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则说明这些移民倾向被所在的文化“同化”。如果移民们只想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不想与居住国文化建立良好的关系，则说明他们“分离”的倾向。而如果他们对两个问题都持否定的态度，则他们就有处在文化边缘的倾向。Bourhis等（1997）又将“边缘化”倾向划分为“反常倾向”（比如“文化疏远”）和“个人主义倾向”（比如说他们将自己与居住国文化成员定义为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的成员）。

Bourhis等人（1997）就居住国人文化涵化的倾向，建立了一种类似的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对两个问题的回答上：“（1）你是否接受移民保持他们的文化遗存？（2）你是否接受移民适应你所在的文化？”（p. 380，斜体字部分省略）。如果两个问题都回答“是”，则说明居住国文化群体的成员趋向将移民“整合”进自己的文化。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否”、第二个问题回答“是”，则说明他们有将移民“同化”的倾向。如果第一个回答“是”、第二个回答“否”，则说明他们有“隔离”的倾向。而如果两个答案皆为“否”，则说明他们“排斥”移民或有“个人主义”的倾向。

Bourhis等人（1997）有机地整合了两种模式，形成新的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
(16)

 他们利用互动文化适应模式（IAM）来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存在问题的还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当居住国群体成员与移民群体抱有共同的文化适应倾向——或共为整合、或共为同化、或共为个人主义——的时候，相互关系最为和谐”（p. 383，斜体字部分省略）。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


对陌生人的概念进行定义是一个区分形象－背景视觉的现象。AUM的有效传播理论（Gudykunst, 1995，2005a）是从与陌生人（接近人们内群体的人）进行传播的人的角度来写的，而AUM的适应理论（Gudykunst, 1998，2005b）则是从陌生人（如寄居者）进入新的文化并且与当地人进行传播的角度来论述。

AUM理论最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AUM这样的名称）是有关适应的理论（Gudykunst和Hammer, 1988）。
(17)

 Gudykunst（1998）扩展了此种理论，加入了1995年有效传播理论的一些规律，以及另外两条着力关注适应现象的规律（即，陌生人的焦虑会因居住国文化的多元化倾向而减少、因他们长久地居住它国而加剧）。Gudykunst（2005b）发展更新了这一理论。

当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之中，他们会对当地人的态度、感觉、信仰、价值观以及行为感到不确定（Gudykunst, 1998，2005b）。他们需要预测居住地成员会采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当陌生人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传播时，他们也会感到焦虑。焦虑是一种紧张的情绪，一种不安的感觉，是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传播时因为结果不可预料而产生的忧虑（Stephan和Stephan, 1985）。这种焦虑源于陌生人对传播的消极预期，包含了通常所谓的“文化震荡”。

为了适应其他的文化，陌生人不想要完全消除自己的焦虑与不确定性（Gudykunst, 2005b）。但如果他们的不确定与焦虑之感太严重，也会妨碍他们与居住国文化成员进行有效的传播。
(18)

 如果不确定性过甚，陌生人很难准确地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信息或对其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
(19)

 而如果焦虑过甚，陌生人的传播活动会非常机械，并用自己的文化参照系来解释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焦虑过甚还会导致陌生人处理信息的方式过于简单而限制了他们预测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的能力。而如果不确定性太微弱，陌生人会变得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而毫不担心自己的预测是否会错。而如果焦虑的程度太低，陌生人会觉得没有动力与居住国文化的成员进行传播。

如果焦虑或不确定性过强或过弱，陌生人必须有意调制他们的焦虑情绪以利于进行有效传播及适应居住国文化（Gudykunst, 2005b）。调制焦虑要求陌生人懂得“留意”（比如建立新的类别，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观点；Langer, 1989）。控制了焦虑后，陌生人需要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推测与解释（比如控制不确定感）。如果传播活动陷于机械，陌生人会用自己的参照系来预测和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与此相反，如果陌生人懂得时刻留意，他们会对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观点（比如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角度理解传播活动；Langer, 1989）从而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

Lieberson（1985）认为，就讨论的现象，有必要区分“基本的”与“表面的”原因。在AUM理论中，调整（并留意控制）不确定与焦虑的感受是陌生人进行跨文化适应的基本条件；而陌生人在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传播过程中究竟体验到多少不确定与焦虑，是许多表面因素（比如自我意识、传播动机、对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反应、社会类分、传播情境过程以及与居住国文化成员的关系等）共同作用决定的。理论认为，陌生人适应能力（比如对行为的适应能力）的表面因素与陌生人在不确定和焦虑的感受中所进行的调适是分不开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Gao和Gudykunst, 1990; Hammer等，1998）。

同化、偏离和疏远理论（Assimilation, Deviance, and Alienation）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同化与适应并非适应过程的最终结果，而是传播过程的暂时结果。
(20)

 因为无论是谁，无论他与某种文化整合得如何好，他总会在某些时候偏离社会规范与社会准则。McGuire和McDermott认为“当个人（或是群体）的看法在与他人的传播中得到正面的强化，便达到‘同化’的状态……当个体成员遵守期望的规范时，群体便达到‘同化’的状态”（p. 93，斜体字部分省略）。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居住地人对移民偏离文化规范时的反应是“疏忽的传播”。“疏忽的传播”即负面的信息或是信息的缺失。当移民不曾偏离文化规范或者处在同化状态的传播中时（比如说与居住国文化成员互动，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越来越流畅等），居住国文化成员会作出“同化的传播”的反应（比如称赞移民的行为，乐于与移民交往等）。

当处于偏离文化规范的状态时，移民会感受到他们与新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McGuire和McDermott, 1988）。居住国文化成员此时会以“疏忽的传播”（比如低程度的传播、负面的反馈等）作为反应。居住国文化成员的“疏忽的传播”可能使移民与居住国文化“疏远”。被疏远的感觉包括“规范的缺失感与社会的孤独感”（p. 101）。移民从而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自己被排斥在居住国文化之外。这当中并不一定“包含敌意、攻击与冲突”（p. 101）。

当移民感到被疏远时，居住国文化成员对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移民是否继续处在被疏远的状态中。如果居住国文化成员的态度加强了这种疏远感（比如拒绝与移民交往，肮脏语言，嘲笑移民等），移民很可能会选择退出，或者对居住国文化充满敌意，又或者拒绝使用居住国文化的语言。

McGuire和McDermott（1988）认为对于“疏忽的传播”，居住国文化成员与移民的反应是相似的。他们总结道：“如果偏离和疏忽传播的程度及类型发生变化，会致使个人接近或进入疏远或是同化的状态……因此，群体或个人的疏远或同化状态是偏离行为与疏忽的传播二者相互关系的结果”（p. 103）。

关于适应的文化要略理论（A Schema Theory of Adaptation）


H. Nishida（1999，2005）运用“要略”理论发展了有关寄居者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理论。她将“要略”定义为“对以往经验知识的概括集合，可以被整合进相关的知识体系并用于指导我们在熟悉情况下的行为”（p. 755）。H. Nishida认为，寄居者不能理解居住国文化成员的行为是因为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

当寄居者不具备居住国文化的要略时，他们会将注意力放在“费力费神的受数据驱使处理过程上”（H. Nishida, 1999, p. 767）。数据驱使处理的过程会受到寄居者自身文化要略的影响，换句话说，寄居者只关注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居住国文化成员认为重要的东西）。H. Nishida认为，寄居者“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会积极地尝试重构自身的文化要略或者总结新的文化要略”（p. 768）。

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前文所言，近20年来，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美国及其他文化地区，仍有一些跨文化传播课题在未来跨文化理论中有待研究。

首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理论使用的是客观主义方法，而很少有理论运用主观分析法。有一些主要采用客观主义方法的理论中含有主观主义的成分（如AUM理论中的“留意”），但总的趋势是不将两种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显然我们需要更多运用主观主义方法及综合运用主客观方法的理论。在我看来，只有综合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我们才能认识传播。这要求我们不能死守超理论假设。

第二，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有一些不是用英语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我没有注意到。但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缺失一如美国以外的心理学理论的缺失（Sinha, 1997）。尽管一些出生于其他文化而在美国也生活了多年的研究者，也发展了几个这里探讨过的理论（如Todd Imahori, Min Sun Kim, Young Yun Kim, Hiroko Nishida, Stella Ting-Toomey, June Ock Yum），本文涉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出生于美国，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是因为理论在不同文化学术中的位置（在许多文化中，学术不重视发展理论），传播理论的研究在许多文化中才刚刚兴起，或者许多文化只把研究重点放在大众传播上（而不是像跨文化传播这样的人际传播形式）。由美国以外地区的学者发展本土化理论是当务之急。

在其他地区发展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理论之前，应先发展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
(21)

 U. Kim（1990）将本土化定义为“土生土长的、并非从其他地区移植而来的、生就为本地区人民服务的”（p. 145）。因此，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U. Kim（2001）认为本土化研究方法应重视具体文化中人们的经历。而本土化与本地化又是不同的。理论的本地化是指转变美国的理论、使之适用于不同文化的过程（Sinha, 1997）。两种方法对于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都是有用的。有些其他地区的学者想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理论加以修改，使之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即理论的本地化）；而还有一些学者想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发展自己的本土化理论。

与传播有关的一些亚洲本土化概念的研究很多，它们可能会对发展本土化理论有所启示。
(22)

 比如说，“amae”（相当于“依靠、依赖”之意；Doi, 1973, 2001; Miike, 2003; Tezuka, 1993）；“awase”（相当于“与他人相互适应”之意；Tezuka, 1992）；“chi/ki”（相当于“能量流”之意；Chung等，2003）；面子（比如，Hu, 1944; Lim和Choi, 1996; Morisaki和Gudykunst, 1994）；和谐（比如，Chen, 2001）；间接（比如，Okabe, 1987; Lim和Choi, 1996）；“ishin-denshin”（相当于“不靠语言、心领神会”之意，Tsujimura, 1987）；“sasshi”（相当于“猜测他人的意思”之意，T. Nishida, 1977）；以及“sunao”（相当于“正直服帖”之意，Tezuka, 1992）。

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话题概念像日本人的传播能力（如Miyahara, 1995, 1999; Takai, 1994, 1996; Takai和Ota, 1994），一些本土化的传播理论模式（如enryo-sasshi, enryo相当于“沉默、保留”之意；Ishii, 1984; Miike, 2003；又如中国人传播中的自我－他人模式，Gao, 1996）以及对“亚洲哲学如何影响传播活动”（Yum, 1988a）、“亚洲人的自我建构（如互相依靠）与西方人的自我建构（如独立；M. S. Kim, 2002）形成不同的传播风格”等问题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还不能被视为本土化传播理论。Ito（2002）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论可能是个例外。Ito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日语著作颇丰，且他声称所研究的大众传播问题是日本特有的。但是Ito的理论可以视作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在日本的本地化模式，仍非完全的本土化理论。

Dissanayke（1996）呼吁，应该建立传播学的亚洲本土化研究方法；他曾在一本著作中（Dissanayke, 1988）多次尝试探讨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视角。Kincaid也作过类似的尝试，但未建立完整的理论。Chan（2000）认为本土化研究需要本土化理论的指导。Miike（2002）提出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假设，但他的假设本身是用英文写成的。在以日语写成的研究成果中，运用nihonjinron（直译为探讨日本人）方法的很多（参见Dale对此概述，1986），对日本与美国的传播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也很多（参见Gudykunst的研究，1993）。这些都可以作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基础。关于中国人的行为（Bond, 1996）与传播（Gao和Ting-Toomey, 1998）的研究也很多，这些也都是有用的。应该认识到，对于其他文化地区的研究者来说，用英语写成的理论不会是本土化的，本土化理论应该是研究者用母语写成的。
(23)



在建立本土化理论之前需要对超理论假设的问题有所认识。美国理论体系中的主客观假设可能与其他地区本土化理论中的假设相同或不同（比如中国的超理论假设就会以、至少部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那么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当具体文化中的本土化理论创建完成并经受过了检验，我希望它们能被“翻译”成英语，这样美国的理论研究者可以将其整合到普通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中去，从而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
(24)



第三，目前的许多理论未包括“权力”这一课题。很明显，权力因素在很多——但不是全部——跨文化和跨群体交往中起作用。比如Reid与Ng（1999）就研究了语言、权力和跨群体联系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将权力纳入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中。Berger（1994）考察了人际传播中的权力因素，他的分析可以作为在跨文化传播中观察权力的一个起点。同样，语言和编码转换的问题也应该整合到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来。我认为在美国，语言和编码转换的问题常常被理论界忽视了，因为绝大多数的跨群体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是用英语进行的。

第四，目前提出的许多理论其实是相互匹配的，只是有着不同的理论外延与适用范围。这就为理论整合提供了可能。比如，Gallois指出传播适应理论（CAT）可以涵盖其他的一些理论但未指出具体实施（比如一种可能是与传播适应理论并无二致的共文化理论）。类似的，Cupach和Imahori（1993）的理论与Collier和Thomas（1988）的理论从理论上说是匹配的。Gudykunst（1995）建议可以将对焦虑和不确定的控制理论（AUM）与辩证理论的一些方面（Baxter和Montgomery, 1996）结合起来。我认为将不同的理论，尤其是将客观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理论、将美国的理论和其他地区的理论加以整合，可以增强我们理解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同时，我认为，跨群体或跨文化传播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或描述）人际传播。

最后，本文总结的一些理论鲜有研究支持。就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现状而言，进行不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是不可取的，除非与发展新理论相关。为了提高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我们需要更多可用于检验理论的研究，而非更多的无理论基础的研究。本文总结的许多理论需要在不同的境况中和不同的文化中加以检验。如果本文的理论能对其他地区的学者们有所启示，我希望他们能提出适当的文化尺度对这些理论加以检验。确定这些理论在美国以外地区的适用程度很有必要，这可以带动理论的本地化进程、推动“普遍性”理论的发展的可能，这可以与发展本土化理论同步。

 

（本篇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秦筠参与了翻译）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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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的部分内容选自Gudykunst（2002）、Gudykunst和Lee（2002）以及Gudykunst等（2005）。


(2)
  他采用Dubin（1969）所概括的程式来创立自己的理论。


(3)
  Cupach和Imahori没有给出正式命题。


(4)
  Hecht（1993）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Hecht、Collier和Ribeau（1993）的理论的基础上。


(5)
  译者注：metatheory译为中文是超理论，超理论在英文中意为对理论进行研究的理论，用以阐明某一或某类理论而本身又更进一步发展的理论。


(6)
  本节中的两种理论也可作其他的理论分类。Kim的理论可被归到有关有效传播的理论中；Smith的理论可被归到涵化理论中。而Yum的理论不能划归到其他的理论中。


(7)
  译者注：贾玉新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译为“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文化之间的交际”［见《跨文公交际学》第177页］，但我们觉得译为“［同一］文化内的传播”当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8)
  基于这样的着眼点，这种理论也可被划分在下一节。如前文所述，我们所划分的各类理论并不相互排斥。


(9)
  这条命题与其他命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增添了跨文化视角的比较。


(10)
  译者注：本文翻译过程中承Dr. Gudykunst的研究生，现在San Jose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工作的Gao Ge教授的不少帮助，她指出：acculturation是吸收及适应主流文化；assimilation的含义是完全融入主流文化，被同化。她对国内已有的“涵化”译法还未认同。另外她还建议将identity译为“认同”；她觉得“身份”有着社会的层面，外加的成分，而认同是一个中性词。


(11)
  我摒除了尚不完整的理论及与传播问题无关（如Ady, 1995）的部分。


(12)
  与居住地文化及与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包括个人传播与大众传播组成部分。


(13)
  译者注：“‘压力—调整—进展’动态过程”这一译法综合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第71页与第349页的译法。


(14)
  括号中的加号和减号分别表示正负的影响。


(15)
  译者注：这里原文是加号，但从上下文逻辑来看有误，应该是减号。


(16)
  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与Gudykunst's（1985）关于规范权利及在陌生人－居住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冲突可能性的模式相似。


(17)
  Witte（1993）利用她的恐惧引力理论对此理论讲行了重组。


(18)
  在1993年和1995年的理论版本中，Gudykunst对焦虑与不确定感的高低极限值进行了探讨（参见Gudykunst, 2004; Gudykunst和Kim, 2003）。


(19)
  此处（及下文中）我只使用“行为”一词，但其规律同样适用于主流文化成员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20)
  McGuire和McDermott没有给正式的理论命题。


(21)
  Kincaid（1987）和Dissanyake（1988）的著述中所涉及的亚洲“理论”不能算得真正的理论。它们是一些观点或是哲理，可为发展本土化理论提供基础。


(22)
  此处我重点着眼于亚洲，因为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理论偏重于通过中介的传播。


(23)
  Kincaid（1987）包含了一些传播的亚洲“观点”，但此书未含本土化理论。


(24)
  在一些亚洲国家中，关于传播学理论的出版发行可能是个问题。比如说，在日本就没有一份以日语发行的全国性传播学刊物。教授们大多将文章发表在由自己所在的大学出版的研究年鉴上，而这些年鉴往往只有很小的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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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of two articles on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article, I begin by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mining issues in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this I review 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In the second article, I examine 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that focus on accommodation, identity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 I conclude the second article by examining issues in the future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developing indigenous theo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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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个全球“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可能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一样，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与等同性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东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质疑与批评；而在过去数十年中，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被拥护欧美中心范式的学者们视为具有客位的
(1)

 、泛文化的、普遍性的特征而单向地、不加批判地加以推广。在这种学术范式更替的情况下，目前的研究尝试提出三种有益的专业建议，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当代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这些建议将成为以东亚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标志。
 
(2)




［关键词］英语作为“外语”；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欧美中心主义；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能力；范式


引　子

在世纪之交，作为传播学研究者，以最大的创造力探求、译介、综合、推进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学术是我们的责任。从中国的学术角度出发，对西方已有的知识加以批评、提高、充实或转化，也是我们的责任；且反之亦然。让得以进步与充实的学术成果进入中西的课堂，从而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更强的传播能力或者成为更优秀的传播专业人士，让他们可以更好地面对21世纪前所未有的要求与挑战，这同样是我们的责任。（Jia, 2000, pp. 157—158）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也随之不可避免地有了越来越多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研究正吸引着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中国内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传播学专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接触越多，摩擦越大；这条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传播的诸多层面上，对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跨文化／跨种族摩擦、冲突和战争进行解释。此处的关键在于，这些摩擦、冲突和战争从本质上说可能是由跨宗教的根本原因引起的（如Park, 2001; Sadakata, 2005）。从这一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对于东亚的传播学研究者来说，而且对于东亚商界、教育界、政界及其他许多领域的人士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将贯穿整个21世纪。

本研究中的关键主题是“跨文化传播”，这一学术概念已被许多不同的传播学研究者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定义。而本文的后面部分将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建议，其所依赖的“跨文化传播”定义具有一定的涵盖性：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收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这个定义将注意力集中于传播中互相联系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过程、文化对传播活动的潜在影响以及传播活动所处的物质、社会文化和关系语境上。

为了在范式更替的时期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向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研究者们需对以下三个基本要求加以认识并牢记于心：（1）研究者们应坚信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不应盲目地崇拜和接受西方、尤其是北美的文化。（2）研究者们应持续地努力实践双向的跨文化传播，改正以往单向引进和模仿西方文化的传统做法。（3）除了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文化外，研究者们还应对自身所处的，传统上长期受到佛教、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亚文化特质与东亚传播特点加以研究。

为了更为具体和有批判力地分析和讨论这些跨文化传播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1）对传统的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2）弄清有关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东亚学术发展新动向；（3）在东亚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下，为将跨文化传播的思想与方法引入英语（作为外语［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和／或作为国际语言［EIL: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教学做出有益的尝试。

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批判性回顾

在这个后现代学术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人类传播研究中以欧美为中心的学科遭遇了研究范式的缺失。因此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求基于东亚思想体系、理论和方法的有建设性的新范式作为替代（Kincaid, 1987; Tsujimura和Kincaid, 1990）。除了上述学术氛围的原因外，潜在的研究贡献还来自于东亚的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工作不断地受到东亚及美国传播学研究者们的激励（如Chen, 2001; Gordon, 1998/1999; Ishii, 1997, 2001a, 2001b, 2001c, 2004; Ishii, Klopf和Cooke, 2003; Ishii, Kume和Toyama, 2001; Miike, 2002, 2003; Yum, 1988）。在这种研究范式“缺失—寻找”的情况下，东亚的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们亟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的文化中，哪些方面可以并应该被积极地贡献出来，从而从整体上完善和充实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及人类传播研究（Chen, 2001; Hara, 2003; Miike, 2002, 2003）？在此研究中，“范式”这一学术概念可定义为指导理论建设和研究方向的所有预设、假说及方法的总和（Ishii, 2001a）。

传播学研究中，以欧美为中心的思想、理论以及方法在过去数十年中作为一种传统而被传承，并被视为具有客位的、泛文化的、普遍性的特征而运用于实践；这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后现代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们的广泛质疑与批评。比如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者Kim（2002）强调，极度需要“将曾经狭隘的欧美学科国际化”（p. 6）。他不无忧虑地指出，“除非我们引入国际化的视角与维度，否则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将永远看不到自身囿于文化的预设与局限”（p. 6）。基于类似的批评观点，Yum（1998）不失时机地提醒欧美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者们：

……大部分的研究和理论都建立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学者进入传播学领域，用北美传播模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对于北美传播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是这样。（p. 374）

Chu（1986）对欧美中心的传播学研究有更为具体、更具批评性的意见。总的来说，北美的传播学研究有以下五点不足：一、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经验主义）的研究。二、过于依赖量化研究方法。三、简单问题重复研究。四、忽视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五、忽视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第五条批评意见可能并不直接适用于跨文化研究，但是其他四条，毫无疑问已经被无数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著作、文章所印证。

跨文化心理学是与跨文化传播关系密切的一个学术领域。在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Ho（1988）认为，若将欧美中心的心理学思想、理论、方法不加分析地直接引入并应用于亚洲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

……对西方心理学的依赖只能导致研究者对亚洲／亚洲人产生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不仅如此，将西方心理学全盘进口到亚洲的做法是一种文化的帝国主义，是思想殖民的延续。亚洲人如今要面对的、对他们自身的成见，不仅来自于西方的研究者们，还来自于完全躺在进口心理学（主要是美国心理学）理论上的亚洲研究者们，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p. 89）

就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有八点不足需要进行批评性的和合理的分析研究。第一，欧美中心的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说受到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和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制约，从根本上不同于非基督教的宗教和非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第二，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建立在崇尚个性、独立与竞争的欧美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不能理解与之文化迥异的亚洲群体，因此具有种族上的排他性。第三，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希腊罗马那种以说话人（信息的发出者）为中心、注重说服程度（传播效果）的修辞方法；而对于亚洲那种以听话人（信息的接收者）为中心、强调传播活动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的传播活动则所知甚少。第四，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依赖的意识、理论上方法的标准是基于男性白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视角与实践；研究者们却不加分析、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视为客位的、泛文化的、普遍的准则。

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五点不足是，研究者们的兴趣大多集中在北美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跨民族的传播与关系问题上，忽视了北美人在国际环境中、尤其是身处东亚时的跨文化问题。海外教育战略特别工作组（Strategic Task Force on Education Abroad）2003年的讨论会（Panel, 2003）报道中表达了对美国这种单边的研究态度的担忧：“美国人在学习外国文明上的勉强可能会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p. 1）第六，以欧美为中心的研究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最近和当前发生的跨文化问题上，缺乏历时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而后者却正是促进系统化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第七，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不解决宗教问题，即使宗教在建构文化基础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Imamichi, 1981, pp. 151—198）。第八，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在讨论语言问题时，既片面又有局限性；这一缺陷可用熟知的沃尔夫—萨皮尔假说／语言相对论来说明，也可与以下事实相印证：大多数说英语的北美研究者们只会使用一种语言，这使得他们在从事有关非英语文化及非英语传播活动、尤其是有关东亚的研究时，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以上对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这些缺陷的综合批评，也意味着当代的研究范式非常需要用新的选择来完善和充实。而这种新选择将来源于西方以外——尤其是来自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东亚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建议

浸润于欧洲中心主义中的理论，要么全盘忽略、要么过分简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复杂性，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局限与狭隘。而随着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的大幕逐渐拉开，这种不恰当正变得越来越明显。（Shome和Hedge, 2002, p. 260）

在范式缺失—寻觅的过程中，为了完善和充实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东亚（主要是中国内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们被寄望从他们自身社会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教育的、经济的等等）视角和实践出发，做出更多的学术贡献。为此，越来越多的东亚及北美传播学研究者（比如Chen, 2001; Chen和Starosta, 1998; Chu, 1986; Gordon, 1998/1999; Ho, 1998; Ishii, 1997, 1998, 2001a, 2001b, 2001c, 2004; Ishii, Klopf 和Cooke, 2003; Ishii, Kume和Toyama, 2001; Kim, 2002; Kincaid, 1987; Miike, 2002, 2003; Miyahara, 2004; Tsujimura和Kincaid, 1990; Yum, 1988）积极而广泛地呼吁, 越来越有必要将亚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引入传统的欧美中心的研究当中。比如传播学学者Dissanayake（1988）强调：

……非常有必要对当下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模型、范式和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寻求并提出更能与人们的文化气质及世界观相契合、从而更有助于建立批判性研究态度的替代性理论、模型和范式。（pp. 4—5）

在这种范式更替的情况下，基于东亚社会文化背景，我们至少可以为跨文化传播提出五种主要的视角和实践。

以“关系”为中心的视角与实践

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致力于在有着不同文化、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和发展和谐的跨文化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的跨文化态度和跨文化关系那样区分多数和少数、优势和劣势、发达的与发展中的、有权力的和无权力的。出于这一原则，跨文化传播学者Chen（2001）对中国与西方的“和谐”观作了区别：

在西方文化中，传播效率或者说传播目标的完成情况被视为衡量传播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而中国人则更重视恰当性和互惠性，通过恰当而互惠的交际活动达成“和谐”……这样的理论不仅清楚地反映了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潜在问题，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的传播、从而在与中国人进行交际时达成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极好的机会。（p. 66）

历史的视角与实践

有两种主要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实践可以并应该引入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从而对后者加以完善：“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探求的是在一段时间内，随着与其他文化的不断接触，某一特定社会中传播和文化的特点是如何变化的”（Ishii, 1997, p. 322—323）。与此相对，共时研究“探寻在某一特定时间，尤其是当前情况下，某一特定人群的文化和传播有哪些主要特点”（Ishii, 1997, p.323）。从很大程度上说，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忽视了历时研究；或者说没有从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跨文化活动和跨文化事件。从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关系的角度说，亚洲文化通常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且历史对文化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在学术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重要。因此，针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时或者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应得到东亚及欧洲、北美的学者、教育者及实践者们更为积极的评价和应用。

国内的和国际的视角与实践

数十年来，欧美中心的北美学者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时，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社会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和跨民族冲突上，属于“国内的”研究（如Bark和Jandt, 2003）。其国际学术兴趣一直以来最多只是通过聘用具有双语能力的东亚助理研究人员进行一些跨文化比较或跨文化对比研究，这种态度带有许多传统东方主义观念的色彩。鉴于北美人在东亚居留时所遇到的跨文化冲突与障碍，北美跨文化研究者们将来创立新范式的任务即是通过更为广泛和系统的研究，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思路更为“国际化”。

同时，东亚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们应将其专业研究的注意力投向自身社会中由于国内文化的多元化程度迅速加深而引发的种种当代现象。更进一步说，他们要研究的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东方—西方），还有东亚国家之间（东方—东方）的跨文化、跨种族问题。这些都不断要求他们开展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国际性课题，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宗教的视角与实践

宗教构建了文化宫殿最基础、最隐秘的部分，对一种文化的态度、信念、认知、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显而易见。比较宗教学研究者Machida（2004）说，世界范围内不同族群间不断发生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从本质上说基本上都与历史—宗教，特别是一神宗教（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原因有关。可是由于一些原因，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这样切近的研究课题显得不感兴趣。跨文化宗教哲学家Dean（1995）提出，在建立新的学术范式时，发展与宗教相关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说：“跨文化宗教哲学为人们思考和践行宗教哲学和宗教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p. 3）东亚宗教文化往往兼容并蓄，包容如佛教、儒教、道教及阴阳学说等多种宗教思想，这与只信仰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当代跨文化研究者能够对东亚这种宗教文化加以认识，必将在学术上收益良多。

而比较宗教学的跨文化研究者们还应该注意，由于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古代本土宗教及原生民间信仰的影响，东亚的各宗教文化都已经或多或少地经历了各种融合离析、改观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与风格。无论是东亚还是北美的跨文化研究者，在建立新的与宗教相关的研究范式时，都应该对东亚的宗教与其传统思想文化之间深层而复杂的联系给予特别的关注。（Chen, 2001; Chen和Starosta, 1998; Chuang, 2004; Dean, 1995; Garret, 1999; Ishii, 1998, 2001a, 2004; Ishii, Klopf和Cooke. 2003; Ishii, Kume和Toyama, 2001; Kincaid, 1987; Tsujimura和Kincaid, 1990; Machida, 2004）

语言的视角与实践

大多数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者们，尤其是北美的研究者们，一直以来都忽视了或者说避开了跨文化情境中语言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已经被无数的相关书籍和文章所证实。这些研究人员的教育背景和专业兴趣明显局限于他们国内的传播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说英语的人占绝大多数，处于中心的地位。一旦语言上的视角和实践发生转变，在国际环境中英语不作为优势语言而作为一种“外语”出现，研究就止步不前了。欧美中心的这种语言上的缺陷和对非英语语言的研究态度亟须改变，美国海外教育战略特别工作组曾非常严肃地指出过这一点（"Panel," 2003）：

据美国教育专业调查，全国一千三百万本科生当中选择出国留学的仅占1％多一点……“由于我们固步于自己的一种语言而忽视了世界，我们把自己置入了危险的境地，这本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我们的国家强盛，经济发达，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国际邻居们的语言和行为，我们的繁荣与安全就难以持久”（p. 1）。

从这一批评的角度说，东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不仅自身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对于学习和教授外语也有兴趣，因而是改进北美人对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传统态度的合适人选，而且责无旁贷。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东亚和北美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都应记住，这里的所有批评与建议都不是主张舍弃当代欧美中心的研究范式，而是要用东亚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它、充实它。Miike（2003）用很简洁的表述强调了这一观点：“所谓亚洲中心的跨文化研究者，其基本任务不是完全忽略欧洲中心的文化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而是要引起他们对东方宗教、哲学、历史等的注意。”（p. 264）

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东亚英语教学：合理的组合

在东亚，英语教学不仅作为一门学校科目而且作为一种产业已经成为最为普及和最被广泛接受的教学领域。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英语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也应该是——使人们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利用语言（英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得到系统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从事英语教学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在不断地尝试和检测各种不同的理念、途径和方法。在东亚的教学氛围中，最为普遍和基本的困难之一是：联系东亚教育环境下的英语教学，如何定义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于外语／国际语言在对跨文化传播能力进行概念化与理论化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跨文化理论研究者Martin（1989）编辑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特刊并没有给予一定的关注，这与近期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表现出的倾向是相一致的。

北美跨文化理论研究者Wiseman和Koester（1993）在其所编著作中对跨文化传播能力加以定义并理论化，挑战了这一难题。其书中的理论文章虽确有真知灼见，给人以启示，但很明显至少含有以下三个常见的缺点。其一，此书中的文章基本上仅仅针对美国社会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问题，而忽视了国际环境中的此类问题。其二，他们未能以清晰的模型明确说明跨文化传播能力究竟含有哪些可能的成分，其结构如何。其三，他们未能弄清楚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各成分之间如何动态地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基于这些批评，可以认为，欧美中心的理论体系未能从概念和理论上给英语教师和学习者提供可在东亚的社会文化及教育环境中使用的理想建议。

在东亚的英语教师及其他外语教师中，Canale和Swain（1980）及Canale（1983）是非常知名、受到普遍欢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根据他们的假说，传播能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他们的提法至少有四处理论缺陷：（1）他们是以说话者／信息发出者为中心，未能给听话者／信息接收者的互动作用以足够的重视。（2）他们以语言上的能力为指向，未能从概念上对传播能力的其他方面给予充分考虑。（3）他们没有对四种能力之间潜在的动态联系进行描述和解释。（4）他们未能对既定环境中传播能力的整体内部结构作清晰的说明，而这种说明在传播能力概念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

为了将Canale和Swain（1980）及Canale（1983）提出的“传播能力”的概念加以改进和完善，尤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Ishii（2001b）提出传播能力中含有九种相互之间动态关联的成分，且这九种成分可以从结构上整合为一个清晰的模型：a．认知成分；b．情感成分；c．与个性有关的成分；d．语言技能；e．非语言技能；f．策略技能；g．目标达成技能；h．关联性技能；i．情境适应技能。传播能力的概念讨论到现在，下面这一“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假设性定义大概可以真正为东亚的英语教师们服务了：

所谓英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指一个人在既定的英语情景中发送与接收语言与非语言信息，从而恰当、有效、自然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活动，保持自身文化尊严与文化身份的能力。

东亚的英语教师往往不加分析、虔诚地引进、应用和模仿北美有关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方式和方法；而这些实际上是在北美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文化环境下、为那些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人们而设计的。东亚外语教师这样的教育观念需要得到批评纠正，他们应该对跨文化语言教学理论研究者Damen（1987）提出的三种语言教学类型加以认识：第一种是“第二语言”教学，指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的语言教学（p. 16）。第二种是“外语”教学，指在目的语环境以外进行的语言教学（p. 16）。而第三种，“这［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是指在一群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将英语作为一种共同语来使用”（p. 16）。如此看来，我们应反复强调，在东亚，英语不应作为一种第二语言、而应作为一种外语和／或国际性语言来教和学。对英语教学作这种概念分类非常重要，它决定了英语教学在东亚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中的整个体系，包括教学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操作和评价标准等等。

大部分参与英语教学的东亚人如今都不断地被要求检查和改正以往的做法，不能再盲目而单方面地崇拜、引进和模仿英语人群尤其是北美人的思想、行为和物质文化；这样只能导致自己丢失自身社会文化的历史、传统和身份，成为无根的边缘人。

总　结

目前的研究目标有三：一、对传统的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指出其中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二、在这理论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从东亚的视角出发弄清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动向；三、将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和理念从概念和态度上应用于提高东亚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下的英语教学水平。如今，东亚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以及英语教师们都从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视角和实践出发，为学术和教育作出贡献；这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了将其中的想法系统地付诸实践，有三点基本要求至关重要，需要大家时刻牢记：（1）坚信文化间的平等；（2）进行双向的跨文化传播；（3）对相关各方的文化和传播都要加以研究。

最后，可将这些新观点用美国著名传播学理论家Littlejohn（2002）的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我们在美国和欧洲所理解的传播学研究是纯西方的……而东方的思维方式可以增进我们对传播的认识。”（p. 4）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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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ge of global paradigm shifts, perhaps like most other fiel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validity and equivalency of contemporar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ich have for decades been uncritically and one-sidedly diffused by Euro-U.S.-centered paradigms as etic, pancultural, and universal, have come to be academically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on-Western, particularly East Asian, issue-conscious scholars, educators, and practioner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of scholarly paradigm shift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make three kinds of professionally constructive proposals to complement contemporary Euro-U.S.-center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East Asian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These critical proposals will serve as a new signpost for complementing contemporary Euro-U.S.-center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China Media Research
 . 2006; 2(1):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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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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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播被视为社会的血液，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传播是构成文化的基本要件，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离开传播而存在。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作为传播学学者的我们仍然将注意力仅仅放在西方传播理论上呢？对亚洲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做深入的研究，将为传播学扩大学科领域、拓展研究范围。这还将帮助学者们更为有效地将传播研究概念化、系统化。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整理和重新描述，这一事业既令人着迷又非常复杂。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开展工作，并在不同的方面同时着手。在本文中，我将提出有关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五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要重视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2）亚洲理论将如何改变现有传播学研究的知识体系？（3）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4）我们在工作中将会遇到哪些主要问题？（5）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传播；亚洲传播学


 

本文意在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情况进行回顾和展望。虽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为这一领域赢得了学界的重视，还新创了一些有趣且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仍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因此很自然地，我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亚洲传播学学者们在未来所要面对的挑战上而非已经取得的成就上。

传播活动是社会的血液，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至关重要；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人类发展的始端，传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传播”（communication）、“团体”（community）、“交流”（communion）等词是同源词，就很能说明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媒体变得越来越发达。如今在发达国家，由于卫星传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传播活动的范围与效率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能力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得到了发展。无可否认，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传播都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思考、看待、理解传播的方式将给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中，传播学研究一直在向前发展。西方传播学学者开创了许多新的领域，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我们固然应该为这些成就喝彩，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疏漏：一直以来，我们基本上只是从西方的观点、方法和视角出发来研究传播问题；我们亟须通过使用非西方的不同视角来对这一领域加以充实。出于这样的考虑，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创造出博大精深的文明；而没有一个文明离得开积极有力的传播体系。因此对我们来说，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概念、视角和预设是至关重要的。一大批学者，比如G. M. Chen (1998, 2001), L. Chen (1993), Cheng (1983), G. C. Chu (1986), L. L. Chu (1986), Dissanayake (1982, 1983ab, 1986, 1988, 1989, Garrett (1991), Goonasekera和Kuo (2000), Ho (1988, 1995), Ishii (1984, 1998), Jensen (1992), Kincaid (1987), Kume (1996), Miike (2002, 2003), Nordstrom (1979, 1983), Oliver (1971, 1976), Servaes (2000), Thayer (1979)及Wang和Shen（2000) 等已经在开拓理论空间和寻求研究方法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当西方和亚洲的传播学学者都在使用西方的理论模型与范式研究传播问题时，除了一小部分学者外，很少有人从亚洲的视角来理解传播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学术界鲜有亚洲理论和亚洲模式可供传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使用。不仅如此，大部分亚洲的传播学学者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使用的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中产生的著作文章。传播学要想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种更有意义的研究，就必须与相关的知识本源、情境信息及本地思维模式相联系。因此，亟须发展亚洲的传播学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式。我必须澄清，这并非宣扬学术沙文主义，也不是要用“西方”与“亚洲”这两个概念来笼统地概括两大片地区。我很清楚西方内部、还有亚洲各国内部在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内在差别，但认识到这种差别并不阻碍我们对产生于亚洲国家的文化概念进行研究。

如果说系统地构建亚洲传播学理论体系是一项亟须进行的重要学术任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自然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要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同时着手。让我们先来看看，在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上，从哪四个方面出发可以有所收获。首先，要对经典文本加以研究，因为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很多文本有其哲学价值：像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数千年的岁月中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从很多经典文本中寻找有价值的传播概念。像印度的《舞论》（Natyasastra）、中国的《论语》、日本的道元
(1)

 和世阿弥
(2)

 的作品，这样的古代经典著作中有很多针对传播的精辟见解。应该对这些文本作品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找出其中对研究有用的传播概念。若干年以前，笔者曾对五世纪印度教文法学派哲学家帕提诃利（Bhartrhari）的作品《字句论》（Vakyapadiya）中的传播概念进行过考察（Dissanayake, 1982）。

第二，从传统经典和现代文化中提取大量与传播相关的概念。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成绩，我将在下文中详述之。比如说，在印度的经典文化传统中，有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a）、语境（praka-rana）等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加深我们对印度传播理念的理解。相似的做法还可以推衍至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避免落入本质论（essentialism）的错误中而自相矛盾，我们必须把这些概念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在具体的语境下进行观察。这将使我们避免以静态的眼光看问题的错误。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民间戏剧、民间舞蹈、民歌民谣、礼仪庆典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些仪式和表演可能是宗教的或者是社会群体性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研究传统的传播概念和传播行为。比如说，Tamotsu Aoki（1991）关于护身咒（paritta）
(3)

 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诵念护身咒是一种佛教仪式，在斯里兰卡、泰国等地较为普遍。Tamotsu Aoki的这篇文章用符号分析法对护身咒加以研究，从而寻求其在传播上的意义。

第四，很有必要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是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被有序地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当中。这并不简单，因为这项工作容易流于肤浅。我们应提醒自己，理论与实践并不是相分离的，理论是实践的鉴定反映。对于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样杰出的有革命性的哲学家来说，无论世间的现象如何纷繁复杂，日常生活是一切认识的起点。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必须关注日常的行为、习惯和想法——这是传播的物种志（ethnography）——从中理解亚洲文化的特点；如果可能的话，再从经典传统中所包含的概念和描述出发，对我们的理解加以系统整理。

这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尽快投入研究，当然我们还可以添加更多的方面。

我选择先聚焦于经典文化和哲学基础，是因为就我看来我们所要进行的研究包含许多方面，从这一角度切入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而随着研究工作不断前进，我们还要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必然的趋势。最要紧的是，我们努力地发掘亚洲传播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固然很有价值，但毕竟最终是为了在传播行为和传播哲学方面促进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深层理解。

如前文所言，在探讨文化概念的含义从而观察传播发展动态这一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在这里，Hui-Ching Chang、Guo-Ming Chen、Mary M. Garrett、Satoshi Ishii、William G. Kirkwood、Yoshitaka Miike、June Ock Yum等学者功不可没，他们开创了新的理论空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让我试举中国、印度和日本三例。Chang（1991）解说了源于佛教的概念“缘”，从而探讨中国人在人际传播及解决冲突方面的一些特点。Kirkwood （1990）联系实际运用研究了经典概念“rasa”
(4)

 ，从而阐释印度在诗歌和戏剧方面的传播方式及其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Yum（1987）证明了“uyeri”
(5)

 这一概念在理解韩国人际传播问题上的重要性。最后，我想特别关注Miike（2003）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探讨了“amae”
(6)

 这一概念对于日本传播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将“amae”这一概念引入学术视野的是土居健郎（1973），在他的《日本式的“爱”：日本人“依赖”行为的心理分析》
(7)

 一书中，他将“amea”的概念理论化，并将之作为一种启发性的工具而用于理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通过语言研究和数据分析，他认为，类似“婴儿想重归母体、向往子宫的安全与舒适”的这种渴望在日本非常普遍。并且这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日本人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Miike（2003）在文章中试图分析这一概念在传播方面的意义。

在文章的开头，Miike考察了amae和enryo-sasshi
(8)

 这两个概念相交叉的部分，进而关注暗含在amea中的两个隐性需求，即扩充信息的需求和接收信息的需求。这同时加强和破坏了enryo-sasshi的交际形式。作者对amae 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构，继而勾画出一个新的概念“meta-sasshi”，并且对以amae为基础的传播活动进行了概念上的描绘。对于Miike的尝试，其重要之处在于他选取了一个与日本公众生活紧密相连的概念，并且从传播研究的思维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深入研究亚洲传播理论开辟了有意思的概念空间。

另外一对可以让我们理解日本传播行为特征与结构的概念是uchi（里）和soto（外）。这两个概念有许多延伸的含义，如内部与外部，私密与公开，狎近与严肃，联结与分离，直接与间接，个人与非个人，保守与开放，隐蔽与显露，有界与无界，我们与他们，熟悉与陌生等等。因此，通过uchi和soto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探知一组相关的概念，从而为理解日本的传播活动开创一条有趣的途径。此外，这对概念还与其他许多重要概念相联系，如omote（正面）和ura（反面）、tatamae（嘴上说）（但是据日本学生说，这个词应该拼成tatemae）和honne（心里想）、giri（接受）和ninjo（拒绝），而所有这些概念都与日本传播活动的动态特征紧密相关。

Uchi和soto这组概念在不同的层面上与传播活动相联系，如语言层面，空间关系层面
(9)

 ，文化层面，哲学层面等等，为我们看待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方法。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对话双方之间的空间距离，或是对话所用的动词种类来判断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同时，这两个概念不应被视作是封闭不变的，事实上它们随时间而逐渐变化，因而可视作传播行为发展情况的有效表征。它们还能显示出意义的冲突与协商，这一点已经被日本的人类学家们所充分证明。因此，联系文化概念的传播价值对其进行研究，这其中充满了张力和活力。对于后结构主义的或者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现代传播学理论研究者们来说，这一点将受到他们的衷心欢迎。

以文化为背景的概念——比如我在上文中举的例子——当中蕴涵了文化价值、文化认识及文化逻辑等内涵，因而在研究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播环境、传播活动如何被构建并赋予深层含义等问题时，这些概念显得非常有用。然而，若我们将这些概念泛化或绝对化，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让它们为研究服务。换言之，认识到这些概念的复杂性、认识到这些概念是在众多不同的力量与意识的综合作用下才形成现在的状态，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综合的、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概念，注意这些概念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诸如amae、uchi、soto、giri、ninjo等概念来说，进一步理解它们的复杂含义、将它们置于特殊的历史位置及语义发展的轨迹中加以考察，至关重要。如此才能对复杂性、多样性、内在张力、矛盾统一等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些不仅是上述文化概念的特征，也是传播过程的特征。我之所以关注于此，是因为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非常突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亚洲传播学理论；同时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文化为背景的亚洲概念不仅在解决理论问题方面、而且在传播研究上也非常有用。试以“缘起”（pratitya samutpada）
(10)

 这一概念为例。“缘起”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K. N. Jayatilleke（1963）认为其有四层重要含义。第一，这一概念代表了缘起的两条基本法则，“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换句话说即：有A就有B，没有A就没有B。第二，这一概念以更为动态的形式表述上述两条法则从而运用于现象世界，“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换句话说即：A产生了，B就会产生；A消失了，B也会消失。第三，这一概念指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生起变化的原因。佛说世有三界：欲界，即物质或者说生物世界；色界，即思想和理念的世界；无色界，即社会—道德和精神的世界。第四，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说，这一概念意指现象生灭的原因，也就意指着生命的轮回与永存。在这四层含义中，往往是最后一点吸引着大多数佛教徒的兴趣。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四层含义都同样重要。

“缘起”这一概念非常概括地表达了佛教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它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每一瞬间现实的产生都依赖于一定的关系或条件。这一瞬间的产生，依赖于许多其他的瞬间。没有其他的瞬间，就没有这一刻的瞬间。既然这一瞬间的现实的出现依赖于许多发生在此之前的原因和情况的集体作用，因此“缘起”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动态的、进行性的、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瞬间所共同组成。于是我们不可以说某一原因产生了某一事物或现象，而应该说，一个事物或现象的出现依赖于某事物。就像斯特谢巴斯基（Stcherbatsky）指出的那样，原因本身已经包含了它的结果。如果我们问：结果对其原因的依赖是怎样的？原因产生结果的这种作用又是怎样的？针对缘起这一概念，可谓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缘起”这一概念的另外一个方面表达了这样的理念：一个事物或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将之称为共因（cofactor）。就像Edward Conze（1967）针对这一概念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件事是由单独的原因造成的，而必然是多种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件事情想要发生，必须有足够的相关条件。结果本身仅仅是多种原因的集体表现罢了。这种理念对于建立传播学研究模式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缘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应被视为互相依赖的关系。因此要想区分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可能会引起混乱，因为要区分就要先确定谁发生在先、谁发生在后。比如说，佛说人的身心与意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也就是说，身心依赖于意识，意识依赖于身心，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很明显，这一概念对于建立传播学研究模型和研究范式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抛弃了单一的因果观念而强调复合的因果性。我相信，此处的讨论其意义在于，众多植根于亚洲经典思想传统的概念将为我们重建传播学研究模式带来极大的帮助。

如上文所言，在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上我们已有一些显著的成果，包括探寻亚洲文化中的传统概念并重新付诸使用、证明它们在传播上的重要性及其当代价值等。如果我们对其中比喻的理念及其在想像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加以关注，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德国思想家Hans Blumenberg在这一领域做了一些前沿的研究，他将其称为“隐喻学”（metaphorology）。就他看来，西方思想传统一直受到笛卡尔哲学的统治，强调利用概念对世界进行清晰、明确和系统化的理解。而与此相对，Blumenberg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哲学：它由历史起决定性作用，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料与述证，但缺乏对概念进行形式上的整理。换句话说，此处我们面对着一个二元论问题：“世界的模式”建立在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而“现实的历史的世界”又是这些概念形成和使用的地方。他认为，通过隐喻学研究，这其中的分裂可以得到弥合。Blumenberg（1996）的著作Shipwreck with Spectator
 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其德文版第一版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逃避使用概念的一切——对实在、世界、生命和历史的整体把握——都被留作意象进行长期加工。这种以想像为出发点和依归的所得，在大量的隐喻和比较中得以浓缩、变形和丰富。”（p.4）这种有意思的求知方式应给研究亚洲传播理论和方法的学者们以极大的启示。

让我们以佛教中的譬喻为例。有一些基本的譬喻指引和建构了佛教的思想。通过对这些喻义体系加以关注，我们亚洲传播问题的研究者们应该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为了证明我的观点，让我们看佛教中的一个经典譬喻，即对房子的譬喻。Stephen Collins（1989）已对此做过全面的论述，此喻阐释了人身体的本质、个人如何沦为欲望的牺牲品、修行的重要性以及忘我等问题。比如，佛说一男一女向一座宫殿走去并进入宫殿，喻指男性与女性在天堂中的重生。房子的建造者喻指欲望，在生死轮回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教文学常常劝说人们不要逗留在色、声、香、味、触的五欲中，因此在佛教文学中经常出现“离家”的主题。比如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这样写道：

乐在无欲，心存远离。喜于无诤，受尽欣悦。
(11)



因此，通过研究佛教文学中对房子的譬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构成佛教意象与意识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对于想展现亚洲传播学面貌的学者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本文的开头，我曾说希望人们更多地关注未来而非我们已取得的成就。提及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牢记，当代的知识体系与面貌极大地受到现代文化理论的影响，而现代文化理论又基本源自欧洲。在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述中，举目皆是Jacques Derrida、Michael Foucault、Roland Barthes、Jacques Lacan等名字。但如果因为这种整体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就抛弃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理论成就，这显然是既短视又有破坏性的做法。相反，我们需要积极深入地研究他们的著作，找出他们理论中不充分的论证、无根据的假设、以及过分的思维跳跃等等漏洞，同时尽可能地认识到他们的成就对当今亚洲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在下文中我将谈一谈后现代主义学者或者说文化研究学者对于建立亚洲传播学理论的一些批评意见。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创造性地和批判性地接受西方理论”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要超越，而是说要联系亚洲的方式方法对其加以考察，从而形成一种有益的对话。让我们来看现象学的情况。现象学是源于德国的一种哲学运动，后来影响到整个西方，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分析方法。胡塞尔（Edmnd Husserl）、雅斯帕斯（Karl Jaspers）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为这种哲学研究方法赢得了学术界的认同。法国的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萨特（Jean-Paul Sartre）也为这一哲学运动贡献了力量。直到不久以前，它基本上还被视为一场欧洲的运动，与英美哲学的主流思想针锋相对。但是在最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现象学已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英国与北美的哲学家们，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给了很多学科以启示。

准确地说，现象学有很多方面；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它实际上汇集了20世纪最丰富而又最大胆的思想。所以任何想要对现象学进行充分定义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但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对现象学的一些特征加以描述。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现象学的精髓在于通过有意识的直接体验对现象进行研究和描述，摒弃一切先入之见和预设假定。“直觉”在现象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现象学与亚洲思想传统有许多相通之处。

现象学认为，意识是有意向性的，意思是说，意识指向对象。没有所指向的对象，就不存在意识。无所感知则无感知，无所憎恶则无憎恶。既然我们只能在意识中获得意识的对象，那么我们认识事物的途径也只能是依靠探寻自己的意识。因此，从意识的意向性可以知道，将现实二分成为诸如思想和肉体、主观与客观这样相互对立的部分毫无意义。由意识的意向性所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它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世界的现实本身，而转移到现实对于意识的意义上来。这些想法与中国、印度、日本的一些思想传统不谋而合。

从上述观点中可以得到“主体间性”
(12)

 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对于理解人类传播活动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从最基本的层面看，主体间性要求关注对话者之间建立的交互关系。当然主体间性还有很多含义，它关注物质存在、物化主体、他者性及情境传播等概念。胡塞尔将“主体间性”描述为对他者的存在及其动机的感知。和主体间性一样，语言在现象学的理论中也处于传播哲学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指出语言不应再被仅仅视作传播的工具，相反，恰恰是语言的巨大力量使世界成为存在
(13)

 。他认为，语言先于个人；语言有自身的存在，只有利用语言、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人类才成为人类。语言被视为存在的铸范，这一思想的含义对于传播来说极为丰富和复杂。然而直到最近，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者还没有注意到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他们信奉语言只是传播的工具。若谁能对有关语言与传播的亚洲传统思想略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在这些传统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思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社会传播领域，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为传播学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位学者是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之一。他对“面对面关系”与“非面对面关系”做了很有用的区分。在“面对面关系”中，交际的参与者分享共同的主题、时间和场景，而在“非面对面关系”中，参与者被分割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中。“非面对面关系”或者说“间接社会关系”并不依靠手势、表情、体态、及其他非语言线索等主体间的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的一般方式。与此相对的是，处于“直接社会关系”中的人往往利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类型来理解他人。对于现代社会中我们所并不认识的人，我们是利用类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来对他们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即，我们是通过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来认识他们。比如说，每天载我上下班的公车司机，我与他并无私人交往；在我看来，他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类型，我只是把他当作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来加以看待罢了。舒茨认为，要想恰当地理解社会的本质，对不同类型加以考察非常关键。主体间的理解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如何化解因缺乏主体间的理解而带来的问题？舒茨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他的成就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有些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因为在西方的现象学理论和亚洲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一直想对现象学学说及其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加以描述。这里并非想将西方思维的结构范式加诸东方思维之上，而是想在探求真知的不同方式间建立一种对话，从而使双方都能从对方累积的智慧中获益，为人类传播研究开辟通途。但我们不能莽撞地进行简单比较和类比。从知识背景上看，有一些“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14)

 问题隐隐显现，这要求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加以注意：形成于不同环境、甚至形成于同一环境中的两种概念框架，相互之间可能无法兼容，不能加以转写或比较。各个领域的学者诸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加尔斯·德勒兹（Giles Deleuze）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进行过描述。但是正如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马肯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的那样，看似互不兼容的思想框架之间也存在着有效的比较方法。普特纳姆（Putnam, 1981）说：“所谓‘同义’，仅能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组关系的集合而存在。一组同义词中的任一个，意义都是模糊的；我们运用它们使之相互解释，从而使同义词的不同表达间趋于平衡。那种认为世上存在真正的同义关系、从而放弃让同义词相互解释这种可靠做法的错误想法已经被抛弃。”（p.116）貌似令人却步的研究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比较办法。比如若要对古印度思想家帕提诃利（Bhartrhari）的思想和现象学思想的概念框架加以比较，也并不是不能做的。确实，我们并没有一个足够恰当的支点使我们可以绝对客观公平地看待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但就如马肯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的那样，看似不可比较的概念框架之间也可以进行一些有价值的比较。他自己就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对道德的看法进行了比较，很有收获。

我在前文中说到，作为亚洲传播理论的研究者，我们不仅应该掌握当代西方理论，还应对我们的工作所受到的批评加以注意。我们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些批评、正视它们，才能使我们的目标与计划更为明确、更具说服力。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建立亚洲传播理论的想法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本质论（essentialism）是指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物体、事件和概念都与时间无关，是静止不变的，历史的发展推移对其没有任何影响。若仔细分析我们考察rasa、dvani、uchi、soto等概念的方法，便可以发现，我们是在分析历史性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对此处可能存在的疏漏保持警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这些概念放在各自的发展传统中加以历史性的考察。此处我使用“本质论”这一概念是有一定用意的，是一种策略上的做法。我很清楚，一旦我们开始建设亚洲传播理论就必须抛弃本质论，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对亚洲文化概念进行考察。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本质论的问题有关——是当下到处弥漫的二元观念，即东方与西方的分峙。人们在谈论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时，好像这二者处在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不可调和。事实上，中国、印度、韩国、或者西方，都不是单独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之间一直保持着相互接触，在思维、行为和想像方式上相互影响。让我们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混合的国家，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很重要的两点：（1）种族、道德、语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是这个国家的特征之一，我们不能抛开这一特征而将印度社会视作成分单一的整体。（2）我们不能无视西方与印度的联系以及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当然这种联系与影响都是双向的，已存在了数个世纪。我们用英语来讨论印度经典文本及传播理论，就是这种现象的明证。我把这种二元观拿出来讨论仍然仅是策略上的一个花招。一旦认清形势，我们就必须尽快地抛弃这种二元观的思考方式。文化本质论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将印度、中国、日本或泰国从世界中割裂出来，所有与本国相关的东西都优于与他国相关的。这是对西方产生强烈抵触情绪的结果，但最终会伤及自身。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不使自己陷入这种危险中。

一些学者还指出这样的不足：我们构建、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各种努力含有厚重的人文主义色彩。这一批评听起来会让人有些迷惑，毕竟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直以来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新文化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涌现，人文主义开始受到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人文主义处在了挨骂的不利地位。阿尔都塞（Althusser）、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等学者的批评使人文主义的声望一跌再跌。我本人对这些批评并不完全信服。无论如何，全面地看待人文主义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一定差异的。比如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围绕“个人”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将“个人”这一概念作为其意义的引导者和最终的裁判者。但是在日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关注的重点很大程度上是集体主义，个人只作为集体的组成成分而存在。亚洲的传播概念一再地强调了这一点。因此我深信，必须全面地看待人文主义而非一元化地将欧洲人文主义视作人文主义的全部。我们不断地发掘和构建亚洲传播理论，也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因此，关于人文主义的批评并没有绝对的说服力。如前文所言，新文化理论（如后结构主义）贬低了人文主义的价值，一些从中受教的现代传播学理论研究者开始尝试摆脱人文主义的思想。很明显，人文主义处在了当今学术争论的中心。在看待世界的问题上，它常常被描述为一种人类中心的视角，强调一种普遍人类本性的存在；这种普遍人性指导着人类所有的行为和思想。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激烈地反对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假设人类本性存在普遍性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欧洲中心的思维方式。同时，他们认为人文主义其实是个人主义的幌子；他们要求将人文主义这样的概念置于历史的、政治的语境中加以认识。人文主义从总体上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目的是将一些与欧洲复兴有关的观念和价值观从具体的语境中释放出来，再将之凝固成普遍永恒的东西。这样的做法被视为消除异质性、减少差异从而与他者相融合的一种方式。有趣的是，这其中的一些目标——比如去除欧洲中心的倾向——正合传播学学者们的心意。比如Miike（2002）指出，对于对西方以外地区的文化感兴趣的传播学学者们来说，必须抛弃传播学研究的欧洲中心模式。因此，联系人文主义的问题，谨慎地进行研究工作、认清某些批评是否真的对我们的兴趣和思考有价值非常重要。

另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对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检验。我们不能仅在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这些问题——虽然这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这些概念如何在特殊的语境下发生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反映传播行为的不同模式。比如说，Yum（1987）调查研究了韩国人际关系中的“uye-ri”问题。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在于其解释韩国人际传播模式之特征的方式。此处，我们观察到作者从当代传播行为的角度对文化概念加以考察的尝试。与此相似，Yang和Ho（1988）利用严密的实证分析法对复杂隐晦的概念“缘”加以研究，从而得到这一概念在传播上的价值与意义。仅这两篇文章就显示出将传统的亚洲传播概念放入精密的实证分析方法中加以考察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两点颇为重要：一、它使我们脱离抽象的思考而更接近事实经验；二、它使亚洲传播学学者们更为有效地与东西方的主流传播学学者相联系。

传播学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学科，这一点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亚洲传播理论想越来越多地吸引传播学学者的注意，那么，将亚洲概念亚洲方法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曾尝试利用一个日本概念来理解三部日本现代电影（Dissanayake, 1996）。我所使用的概念是seishin（精神），我通过它来解释和说明三部电影（市川昆的《缅甸竖琴》［Harp of Burma
 , by Kon Ichikawa］、黑泽明的《生之欲》［Ikiru
 , by Akira Kurosawa］和敕使河原宏《砂之女》［Woman in the Dunes
 , by Hiroshi Teshigahara］
(15)

 ）中所散射出的日本人的“自我”观念。要想证明亚洲传播概念的意义、功能与启发作用，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这些概念来对大众传播的不同方面加以考察。

在讨论亚洲传播理论、方法和概念时，一个最直接的切入点是对亚洲和西方的研究方法进行对比。毫无疑问，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西方模式占据着传播学研究领域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而我们还应探寻亚洲思想传统的内部联系。Garrett（1997）讨论了公元4世纪至10世纪，中国的佛教徒是如何被卷入一场正式和半公开性质的宗教辩论中的。其有趣之处在于文章强调了这场辩论的根源可以如何追溯到印度以及这些源于印度的原因对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虽然她关注的焦点并非传播，但她的文章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亚洲传播学者产生兴趣、获得启发。再举一例，Kirkwood （1989）探讨了在印度“追求真理”与“精神解放”相互交织重叠的情况，以及“追求真理”如何构成言语交际的准则。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印度教传统上，讨论范围包括吠陀和吠陀后的全部典籍，从而让我们可以有效地对印度教和佛教对待言语和真理的态度进行比较。

对于佛教徒来说，“正语”（samma vaca）
(16)

 是一条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与佛教教义中语言传播的概念有关。正语有四方面的重要要求：一、“正语”要求言语中不含任何形式的欺骗，言语行为应始终追求“正道”。二、“正语”不允许诽谤与中伤的存在，因为这些会导致人们相互间的摩擦与敌意。“正语”的目的是消除敌意与仇视，促进社会的和谐。三、“正语”摒弃“恶言”。恶言是指侮辱、谩骂、毁谤、讽刺挖苦等形式的语言。“正语”摒弃“恶言”，鼓励亲和友善的语言。四、“正语”要求人们不要进行轻佻无益的闲聊，而要说有意义的话。此外，佛祖还告诫人们在宣讲法理时，应对发言（kalavadi）的时机加以注意。对于语言在激化社会矛盾、煽动敌对情绪方面的力量，佛祖很警觉。因此他强调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问题保持时刻的警惕。此处我们可以观察到佛祖对于言语行为的态度是如何密不可分地与伦理道德问题相联系。当我们对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真理与言语行为的关系及其对于传播行为的意义进行探讨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传统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样的比较很有用。我们可以往前进一步，比较公元8世纪日本佛教思想家空海对言语和真理这两个概念的阐释。空海指出，应从微观和宏观的不同层面对言语加以考察。他认为，言语理论应该为人们从微观和宏观的不同方面认识现实提供帮助。他还认为，言语的真实性并不决定于被指称事物的状况，而决定于言语对听话者产生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再往前进一步，比较印度教与佛教的观点哪一个更接近于当代理论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看法。哈贝马斯“共识话语”的概念与此处言语和真理有关，最有意思。哈贝马斯认为，共识话语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而对话的参与者要想达成“共识”，必须对四种关于“有效性”的看法有共同的认识：（1）所说的话语从语言的角度说是可理解的；（2）话语的预设内容是真实的；（3）说话者是诚实而真诚的；（4）说话者所说的话语是符合社会准则的。

建立亚洲传播理论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做才能达成这一目标？这里，我们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不能走地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老路。一些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了地域研究，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在地理、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中国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印度也是这样。但近年来的研究和理论已充分证明，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同一个国家内部，其地理情况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差异。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摸索出针对亚洲国家的更为切实有效的传播学研究方法。除了认识到每个国家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外，在亚洲各国间探寻思想与理论的相互联系和源流关系也非常重要。因此，当我们谈及亚洲传播理论时，我们不应笼统地看待中国、日本、印度、韩国、越南等每一个国家的情况，而应意识到即使在同一文化区域内，也会有许多差异；即使是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也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从一个绝对公正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亚洲传播理论。我们自己就植根于这样的传统当中，因此我们的褊狭、兴趣、权势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者，我们必须促进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充分对话。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有很多认识、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我们如何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亚洲传播理论而不是将之视为静止不动的东西？既然传播学的欧洲中心模式一直统治着这个领域，而我们或多或少地都是在这个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身的分析方法都来源于此，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的影响？当我们对亚洲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和重新描述时，我们如何避免文化本质论和文化异质论的影响？在我们设定奋斗目标时应始终对这些问题给予特别的注意。

现代传播学研究包含很多分支领域，比如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等。跨文化传播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而亚洲传播理论研究又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一领域已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成就。在传播活动中，若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那跨文化传播就发生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传播的信息是在一种文化语境中进行编码，却要在另一文化语境中进行解码。跨文化传播非常重要；而且，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下世界迅速变小，随之本地化趋势和全球化趋势相互碰撞相互作用，跨文化传播也将因为这些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有两件事必须切实做好：一、突显“元信息”的重要性。在传播活动当中，信息内容的含义是有确定的指向的；提出“元信息”的概念，是为了强调信息的隐含意义对于传播者和对于接收者来说是同等重要的。而我们在研究中，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略或者轻视了后者，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应对这一点加以注意。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现在基本上仍是共时研究，要更深入地从历时的角度挖掘跨文化传播的价值与重要性。亚洲传播学理论研究者的工作从而被赋予了不同一般的意义。

翻译问题也需要加以特别关注。亚洲概念在直接翻译成英语时很难保持原有的丰富含义。而且，我们在将亚洲概念翻译成英语时一定要警惕，不能将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加诸亚洲概念之上。比如说，D.T.Suzuki将汉语“无心”（日语mushin，字面翻译为不小心，没注意）译为“无意识”，使之带上了西方精神分析的色彩，有悖于原词的意义和性质。可见翻译是一件非常难的工作，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种概念上的相对性问题给我们的工作投下很重的阴影。比如当我们谈论中国、日本或是印度的“self”（自我）时，我们能否保证我们翻译出了这个词在源文化中的确切含义？我们有没有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西方的世界观思想？为了让这些词免于受到西方世界观和概念体系的影响，解决办法之一是尽可能充分地将它们概念化、尽可能全面地描写出它们的使用条件。同时，我们不能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我们可以真正地通晓原生状态的亚洲文化及其知识传统。用一句后结构主义者常说的话来说，原生状态的亚洲文化及知识传统没有“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受到西方的污染。而亚洲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已有数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无法追寻完全纯粹的亚洲或西方的思想传统。我们真正能做的是，在承认自身思维已无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印记的同时，寻求亚洲思想的独特之处。语言翻译既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到中国的“自我”概念或日本的“自我”概念时，我们所指称的对象与英语中的“self”所指的对象完全相同吗？其中是否暗含着某些差异？如果我们将中国或日本的“自我”概念翻译作“self”，是否在将明明有着自身文化特征的亚洲概念放入西方的框框之中呢？作为亚洲的传播学研究者，我们必须始终注意这些问题。我们真正能做的是暂时先使用这些翻译后的英语概念，比如“self”，从而建立起亚洲语境和西方语境间的对话；希望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可以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地掌握一个词或者一类词的原意，从而在翻译亚洲概念时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选择恰当的英语对原始的亚洲概念加以解释，其过程困难重重。既然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性的尝试，继之以持续的工作和努力。有一个问题我们应予以避免，即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使用西方形而上的语言进行翻译；那样的话只能落入窠臼，拾人牙慧，对我们的亚洲传播学研究有害无益。

在本文中，我先回顾了我们已取得的一些成就，然后分析了我们在未来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挑战。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继续阐释的中心问题——什么是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我们如何对其进行系统的界定？——将带上新的意义。

 

(Fro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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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世阿弥（Zeami Motokiyo）（1363～1443）日本能剧演员，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原名结崎三郎元清。父亲观阿弥是大和猿乐结崎座的主持人。世阿弥自幼随父亲登台演出。52岁后脱离舞台，专事理论著述，其间曾被流放数年，81岁卒于京都。世阿弥的表演在继承大和猿乐的基础上，吸收近江猿乐的歌舞成分和地方民歌、宫廷雅乐等，创造了观世流的独特风格。他注重戏剧的文学性，提出“种、作、书”三道，即题材、结构、语言并重的编剧理论，并以“序、破、急”作为结构原则。代表作有《高砂》、《实盛》、《志松》、《忠度》、《井筒》等。他关于能剧的理论著作现已确定的就有23部，其中最重要的是《花传书》、《至花道》、《能作书》等数种。他的能剧理论主要围绕“花”和“幽玄”这两个概念展开。花指很高的艺术境界，也指演出效果，包括“幽玄”、“风趣”、“新鲜感”三个要素。“幽玄”是以宫廷贵族的优雅风度为表，以武士、僧禅的朴素、刚健气质为里来塑造人物形象，也指全剧风格的幽深玄妙。他的表演理论接触到表演心理学的一些重要课题，“心动十分，身动七分”，“妙趣富于无动作之中”等论断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3)
  译者注：又称保护经、守护经、明护经、护经等等，此处按《英汉佛学辞典》译法。“印度密宗起源于古吠陀典籍，其后流行于民间各阶层，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逐渐渗入民间信仰，并受此等咒术密法之影响，加以摄取，作为守护教徒、消除灾障之用，古来通常称为杂密。密宗并将吠陀以来之诸神，用交换神教方式重新组织佛教，而出现许多明王、菩萨、诸天、真言咒语。故后期大乘经典中出现以陀罗尼（梵dha^ran! i^）为主之经典，巴利律藏及经藏中，有说护身等偈之经典，锡兰等地佛教徒，将其编集，称为明护经（巴 Paritta），迄今仍传诵不已。”——见北大中文论坛http://www.pkucn.com/archiver/?tid-135708-page-2.html


(4)
  译者注：可大致译作“审美趣味”。


(5)
  译者注：这个词译者问了好几个韩国人，都不敢肯定是什么意思，可能因为在翻译和转写的时候读音上出现了一些差异。可能表示“我们”。


(6)
  译者注：“甘え”（amae）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它的大体含义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中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中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等等。


(7)
  译者注：土居健郎（Takeo Doi）的作品The Anatomy of Dependence（英文版书名），大陆似未见译版。此书日文版初刊于1971年。后香港译作“撒娇的构造”，台湾远流出版社1991版译作“日本式的‘爱’：日本人‘依爱’行为的心理分析”。译者问了几个日本学生，他们举了一些实际运用的例子，觉得译作“撒娇”不妥。所以此处基本取台湾译法。


(8)
  译者注：译者问了几个日本人，enryo有“谦虚、客气、保留”等意，而sasshi表示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等的一种恭敬之意，但是在现代日语中已经不用了。


(9)
  译者注：原文proxemic是一个新词，许多词典里都查不到。在Marriam Webster里有proxemics 的解释：the study of the nature, degree, and effect of the spatial separation individuals naturally maintain (as in various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and of how this separation relates to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factors.此处将“proxemic”译为“空间关系的”。


(10)
  译者注：缘起（pratitya-samutpada，英语作dependent co-origination）《中国大百科全书》解作：佛教教义。亦名缘生。“因缘生起”的略称。缘，意为关系或条件，所谓缘起即诸法由缘而起；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解作：（术语）事物之待缘而起也。一切之有为法，皆自缘而起者。


(11)
  译者注：对于文中的英文引诗，译者不知其出处，又不便贸然自己翻译。翻阅了许多本佛教诗偈、印度古诗歌方面的书，在《佛教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版）中找到意思相近的这首诗。此诗出自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十九《大品·沙门二十亿经》。


(12)
  译者注：Inter-subjectivity，国内有“主体间性”、“主体互动性”、“主体相互性”等译法，此处从《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的译法。


(13)
  译者注：陈嘉映《语言与哲学》（北京三联，1996）把这种想法表达为“语言给出存在”。


(14)
  译者注：此处按照《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的译法，解作：如果两个理论有共同的基础以估价或量度它们的优点和缺点的话，则它们是可通约的。其英文解释为：Two theories are commensurable if there is common ground to access or measure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We have already seen several reasons why the proponents of competing paradigms must fail to make complete contact with each other's viewpoints.Collectively these reason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 pre—and postrevolutionary normal scientific tradition".—Kuhn, The Slruclure of Science Revolulion
 , 1962, p. 147


(15)
  译者注：对于电影题目，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见的翻译。也许译得并不精确，但是中国的读者可能对这些译法已经熟悉。


(16)
  译者注：正语，（术语）八正道之一。远离一切虚妄不实之语也。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八正道（aryastangika-marga）佛教教义。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意谓达到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种方法和途径：1．正见。正确的见解，亦即坚持佛教四谛的真理。2．正思维。又称正志，即根据四谛的真理进行思维、分别。3．正语。即说话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说妄语、绮语、恶口、两舌等违背佛陀教导的话。4．正业。正确的行为。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陀的教导，不作杀生、偷盗、邪淫等恶行。5．正命。过符合佛陀教导的正当生活。6．正方便。又称正精进，即毫不懈怠地修行佛法，以达到涅槃的理想境地。7．正念。念念不忘四谛真理。8．正定。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教禅定，于内心静观四谛真理，以进入清净无漏的境界。——《中国大百科全书》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Wimal Dissanayak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Communication, it is said, is the life-blood of society. It is vit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human social order. Communication is constitutive of culture. No culture can breathe without communication. If so, why have we, a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o far focused our attention and energies solely on exploring Western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sian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will serve to wide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extend its discursive boundaries. It will also help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 be contextualized more productively. Unearthing and re-describing Asian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is as fascinating as it is complex. We have to proceed cautiously and operate on a number of fronts simultaneously. In this proposed paper, I wish to address five important questions related to Asian approaches of communication. First, why is it important to focus on Asian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econd, how will the uncovering of Asian theories change the intellectual cart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rd,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progress we have made so far? Fourth, what are some of the dominant problems we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in our endeavors? Fifth, how can we usefully overcom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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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

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

 

 

正如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坚持认为的那样，任何一种有所发现的方式，同时也自然会是一种有所未见的方式。因此，任何一种传播理论，任何一种占主要地位的范式，任何一种被广泛知晓的原哲学，都有其限度，有其局限性。同时也没有一种对占主要地位的范式的新取代，会是完美无缺、毫无局限的。但是，当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看法，在具体到人类可能性及评价标准这些方面尤其具有局限性。

——李·泰尔（1979, p. 12）

 


［摘　要］本论文是为亚洲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提供假设性基础的初步尝试。本文首先较之以欧美为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阐明了什么是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其次，通过对亚洲传播活动三大中心主题的关照，形成了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三套哲学假设。第三，根据前文所述的哲学假设，对三大预示着亚洲情境下文化传播研究未来方向的人类传播核心假设进行关照。最后，为了建构和发展非西方传播模式，本文论述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亚洲中心传播；欧美中心传播；人类传播核心


 

整个20世纪以来，传播研究领域都片面地为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个人主义、效率至上、实证理论研究所主导（Ishii, 2001）。传统的传播学术观点受西方参照系的影响而有所偏颇。他们还没能够成为一个包容所有能使传播学知识得以充分建构的概念定位的范例。所以说21世纪的世界需要多样化的人类传播理论，而不是单一国家的理论占主导地位（Gordon, 1998/1999）。既然这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新千年已经到来，当今的传播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研究出能够适应和体现传播领域人类行为多样性的理论视角和范式。

为了拓展和丰富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传播理论，非西方的传播领域学者应当从本土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迪萨纳亚克（Dissanayake 1986）曾经更详细地阐述过传播理论本土化和比较性研究之所以有很大价值的两大主要原因。首先，它有助于拓展探讨范围并促进从多种文化中产生新视角，而这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传播行为及对传播行为的概念化研究。其二，由于理论和研究有着重要关联，这将激发非西方社会中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相关的传播研究，而不会助长盲目地对西方传播研究信条亦步亦趋。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假设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有望建立和发展亚洲本土理论视角，并与假借自美国的理论视角形成比较。本着这样的目标，本文首先较之欧美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界定了亚洲中心传播研究的学术范畴。其次，通过对亚洲传播活动三大中心主题的关照，形成了亚洲中心理论范式的三套哲学假设。再次，根据上述哲学假设，为亚洲中心理论研究方法廓清了人类传播的三大核心假设。最后，根据所提出的假设性基础，本文探讨了亚洲中心学术研究的机遇和挑战，以求实现亚洲情境的文化与传播之理论化。

什么是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

在第一部分中，我将阐述清楚与欧美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相比，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是什么。
1

 为了便于当前的讨论，我暂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定义为：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这一概念包含三个重要内涵，从而立足亚洲中心视角对文化传播进行研究。

首先，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并非简单地指关于亚洲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或实践知识。亚洲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先锋倡导者Ho（1988）强调指出：

带有亚洲特性的亚洲心理学必须反映亚洲的知性传统，亚洲知性的传统在对人类本质的认知，对生活目标和意义的认知，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神祇之间关系的认知等方面区别于西方的知性传统。（p. 55）

同样的，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提倡使用非西方方式来研究那些反映东方人文化特质的传播编码、传播情境和传播复杂性。

因此，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区别于从西方视角研究亚洲传播模式的欧美中心传播学术。Ho（1993）明确指出，或许亚洲人的心理中并没有特殊的亚洲性。同样的，通过欧美理论视角和研究程序产生的关于亚洲传播文化风格的知识，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对亚洲传播文化模式的学术研究。在这里所缺乏的，是通过由亚洲知性传统得出的本土化理论研究视角而获得的，能解释亚洲文化价值观及传播行为的知识。

第二，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拥护亚洲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一种单一亚洲概念。Jensen（1992）指出，亚洲的不同部分也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由于宗教、哲学、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很明显，整个亚洲范围内存在着鲜明的文化传统差异。Garrett（1991）赞同Jensen的观点，他说道：“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迁，从中世纪的西藏到现代韩国，从早期中国到当代韩国，知识背景、主要宗教、政治体制、社会家庭结构、经济组织以及语言书写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 295）因此，在所有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研究中牢记亚洲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Irwin, 1996）。

与欧美中心学术研究经常把亚洲描述为一个同质化实体所不同的是，亚洲中心学术研究应当倡导而非忽视亚洲的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是说亚洲中心的学术研究不能提出区分不同亚洲国家和文化的核心假设，因为亚洲多样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足够明确的亚洲传统核心。根据Wong、Manvi和Wong（1995）的观点，亚洲中心学术研究能对亚洲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共同核心进行阐述，这些共同核心包含一系列宗教和哲学（例如，佛教、儒教、印度教和道教），并且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形成重叠交叉的影响。Wong、Manvi和Wong（1995）进一步阐明了亚洲中心学术研究的目的：

因此，在意识到后殖民世界动态的基础上，亚洲中心主义必须尝试去探索阐明后东方主义亚洲视角的可能性……此处所指的，并不是那种高估亚洲统一性以建构单一亚洲观念的重复。（p. 143）

第三，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上文提到的定义并没有暗指亚洲中心学术研究应该全盘忽视或排斥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相反，亚洲中心学术研究应当试图理解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和弱点，并通过提供“可取代的”文化传播研究方法，努力弥补之。正如Goonasekera和Kuo（2000）所阐明的那样：“因此，对亚洲视角的探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理论的彻底摒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西方模式的非评判性接受，以及对亚洲文献中蕴藏的智慧的漠视。”（p. vii）

Ishii（2001）指出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以白人为中心，不愿意学习和接受东方思想、哲学以及关于传播研究的假设。（2）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不加批判地被基于精神—物质二元论的笛卡尔哲学、人类和自然机械主义观点以及科学技术线性进步主义所主宰。（3）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以独立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并得到其支撑，虽然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完全独立和个人存在。（4）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以传者为中心，并以说服为主导，没有对传播的关系层面给予足够重视。

Chu（1988）注意到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的两个研究方法问题。首先，许多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者倾向于跟随更为创新的开拓者的研究步伐，因为他们不愿意“重新发明轮子”
(1)

 ，而希望确保他们的经验主义研究是“积累性的”。不幸的是，按照Chu（1988）所持观点，这“有时候会导致一种时尚流行趋势，并为美国学术领域追求快速发表的‘发表还是灭亡’传统助长”（p. 205）。其二，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对定量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的严重依赖，局限了研究对象的范围。Chu（1988）承认：

我们只能处理那些能用定量方式和统计检验解决的研究问题。我们常常让研究方法决定我们的研究选题。这一趋势有时被称为是“尾巴摇狗”
(2)

 。其结果是西方视角的传播研究易于重复，而且缺乏明确焦点，虽然研究方法兴盛发展，但是研究的仅仅是一些琐碎的、非相关的问题。（pp. 205—206）

为了拓展文化传播研究的视野，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者迫切需要敏锐了解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上述四个理论弱点和两大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

亚洲中心范式的理论假设

为了尝试在亚洲心理状态中提出概念框架，Ho（1993）对三种亚洲文化（中国、菲律宾和日本文化）进行了研究，从这三种亚洲文化中得到了比其他亚洲文化更多的本土化的关键概念，并且从中发现三大共性——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以及和谐性。在他的理论引导下，我重新研究了东方传播文化实践的现有文献资料，并回顾了传播理论的亚洲概念化研究（例如，Dissanayake, 1988; Kincaid, 1987; Thayer, 1983）。在对这些资料的仔细研读中，产生了三个可能对建构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特别有帮助的核心主题：（1）关系，（2）循环，（3）和谐。

Irwin（1996）恰如其分地写道，即便“亚洲”一词表示的是世界上一个亚洲人占主导地位的特定地理区域，但是亚洲没有绝对边界，而且“亚洲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常常与个人偏好相关，或者由论证的目的决定”（p. 2）。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因此，文中所说的亚洲仅限于这四个国家。但是，我们所提倡的亚洲中心假设也可能适用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学术研究。

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对上述三个亚洲传播活动主题的关照，我首先确定了三个层面的哲学假设——本体论层面、认识论层面以及价值论层面。其次，在提出这些哲学假设的同时，我将提出人类传播的三大核心假设，同时会简要提及一些东方文化传播模式。以下论述的假设将构成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尝试性”理论探索。需要牢记的是，下面将提出的亚洲中心假设并不是已经在所有或者真正的亚洲人心目中内在化的文化假设。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亚洲文化价值观和传播行为的意义这一“具体”目的而提出的。

亚洲中心哲学假设

亚洲中心范式的本体论假设是：任何人和事都在空间和时间上相互联结。这一本体论假设由关系和循环这两个主题构成。正如Kincaid（1987）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西方本体论历来被个人主义所主宰，其中独立的个体是主体，而互相依赖的关系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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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主体—背景本体论颠倒一下后，更适用于东方。Oliver（1976）曾巧妙地阐释过：

在印度，世间万物存在或发生的联系是最基本的，其结果是，自然与关系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在中国，最主要的关注点是社会关系——人类交往的本质和意义……（pp. 137—138）

亚洲人的自我认识比西方的自我意识更深刻地植根于人际关系网络。在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中，人类不是以独立个体存在，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而存在（Ishii, 1998）。而且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与政治体制、经济力量、历史解读、宗教信仰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人类无法掌控的自然，与人类创造的、受制于人类的世界相互交叠。无需多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人类有着深远影响。

这里所说的循环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它提供了当下与过去、未来以及生灵世界与整个自然界的一种联系感。人类生存于其过往祖先和未来后裔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在连接过去和未来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更有甚者，从佛教的再生观点看来，人类有可能在其生——死——再生的轮回中成为动物或昆虫。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甚至可能与动物或昆虫相联系。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虽然人类易于感知空间是被线性分割、区分和控制的，但空间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有陆地都在海洋中互相连接，地球与其他星球，而且有可能与其他生物一同，存在于宇宙空间中。地球上的任何空间都是更大的循环空间中的一部分。

Nordstrom（1979）从禅宗的观点出发，甚至提出“当任何两个存在之物进行交流时，他们就证明整个宇宙在与自身的所有方面进行交流，因为任何传播交流发生之时，就是生动体验万物不可分隔之时”（p. 24）。他富有见地的论述与亚洲中心本体假设所倡导的“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不谋而合。

亚洲中心范式的认识论假设是：任何人和事在与其他人和事的关系中变得有意义。前文论述的本体论假设自然而然地引向这一认识论假设。印度哲学家告诉我们，由于所有事物、事件、现象和存在都在更高的本体层面联结成一个统一体，因此，只有将他们彼此联系，才能有效理解之（Dissanayake, 1983a）。同样，在中国的认识论中，真正的知识被认为是个体思想与世界之间互动和互相联系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孤立现象，也不是一个仅仅与心智的基本功能相关的构建。

二元论和两分法是西方思想的特征，虽然事实上西方人内部也有不少对这两者弱点的自我批评。在东方思想中，“由于宇宙被看作一个和谐有机体，因此在认识方式上相应缺乏二元论……知识的终极目标是超越明显的对立，而‘看到’万物的相互联系”（Kim, 2000, pp. 432—433）。过去，中国人分极化的倾向不同于西方人的二分法，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不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而支持一个极端，并且倡导两者的平衡互补，以获取整体的最终和谐。（Chen, 1993）

根据佛教中依赖共生的理论，不能说一个原因导致某个事物或事件。只能说一个事物或事件对某事产生了功能性依赖（Dissanayake, 1983b）。Dissanayake（1983b）进一步解析道：“因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关系。因此，把它们称为‘因’和‘果’会产生误导，因为那样会预设原因的明显先发性。”（p. 32）佛教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与我们所提倡的亚洲中心的“非二元论、非二分法”认识论假设相一致。

亚洲中心范式的价值论假设是：和谐对任何人和事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价值论假设来源于和谐的主题并且与上述两项假设相融合。在东方文化传播活动中，“和谐，与其他人、自然以及所有生命获取同一，是传统的尽善尽美的境界，一种值得珍视的核心价值观”（Jensen, 1992, p. 155）。Oliver（1971）简要评价道，“中国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印度的总体目标是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也是中国道教的目标”（p. 261）。东南亚国家信奉的宗教传统，也将和谐视为至高善行。和谐是儒教、印度教、神道主义和道教中的“道”。（Ishii, Cooke, & Klopf, 1999）

东方的和谐价值论与西方的控制价值论形成了鲜明对比。Servaes（1989, 2000）推测道，西方人的主动取向（有为取向）和亚洲人的被动取向（无为取向）导致其对待自然和技术的观念不同。西方人希望掌握和控制他们，而亚洲人试图与他们获取和谐关系。Stewart、Danielian和Foster（1998）也注意到东西方价值论基础的明显差异。存在于许多西方人脑中的世界是物质而非精神的，而且他们认为世界应当被开发利用而为人类造福。相反，反映亚洲人民族精神的传统世界观认为人类与环境不可分割。它告诉我们应当努力与自然和物质世界保持和谐，而非试图控制这些力量。

在亚洲，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宗教上，在人类之间、在人类与物质之间、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在空间之间保持和谐，都被放在首要位置。东方的置和谐为优先在如今的时代中尤其珍贵。因为当今时代中，以牺牲自然环境以及人际关系之和谐为代价的无限制个人自由的主导地位，在西方日益遭到挑战。（Cushman和Kincaid, 1987）近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人类日益过度中心化和物质化，如今人类注定要通过与超自然事物、自然事物，以及其他人类的和谐互动而共存。（Ishii, 2001）

亚洲中心传播假设

亚洲中心范式的第一个人类传播核心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亚洲中心本体论假设把传播情境置于极高地位。传播被普遍认为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一种情境中。但是，如果关注一下大多数欧美的人类传播模式，就会发现，传播情境的概念化并不深入明了，虽然传播者作用、信息编码解码过程等理论得到了很好的论证和记录。Yum（1989）认为：

许多传播理论都基于个人层面，将个人作为一个分析单元，这样的传播理论倾向于从个人性格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此种理论暗示了个人行为发生于一个没有情境的世界中，就好像单单内在偏好就能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过程。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理论暗示了信息本身是创造某种传播效果的最重要因素……这种传播理论中以牺牲社会情境为代价的，对个人（以及信息）的过分强调，有可能是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所致……美国式的处世方式以个人中心和独立为特征，不同于东亚的以情境为中心和互相依赖的处世方式。个人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传播现象的理论研究中也有所表现。（p. 494）

情境应当在人类传播的概念化理论学者中得到更多重视，因为情境使整个传播过程能发挥作用（Ishii, 1997）。Kleinjans（1972）呼吁对构成亚洲传播情境的历史解读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对亚洲中心传播专家来说，对融合于文化之中的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历史事件和哲学思想的细致剖析，以及将其概念化为传播情境，这一工作正逢其时。对多种情境如何影响彼此的深入研究，亦颇为迫切。

另一个与第一个亚洲中心传播假设相关的重要观点，是传播情境需要被理解为“跨越空间的”和“跨越时间的”。跨越空间性和跨越时间性在本体论层面的联系在欧美的传播情境概念化研究中鲜有所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中心传播学者专家尤其应当将宗教信仰体系概念化为时空循环的传播情境。正如Dissanayake（1983）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东方，宗教与传统文化以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方式紧密联系，宗教成为观察那些引导和掌控亚洲传播行为的基本原理和先决条件的绝佳窗口。

Ishii（1998）的建立在佛教en（注定关系）的概念基础之上的日本传播情境模式，是东方传播模式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把握住本体联系跨时空性的模式之一。这与典型的西方传播模式截然不同，在西方传播模式中，多种跨时空关系的宗教信仰情境是主体，而神秘地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传播者是背景。陈国明（1998）的基于易学基础上的中国人际关系发展模式也值得关注。他在模型中详细论证的中国传播中人际关系发展的八个阶段以及循环过程，建立在周易时空循环本体假设的基础上。

亚洲中心范式的第二个人类传播核心假设是：在许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知和行为方面既主动又被动。亚洲中心认知假设在人类传播中强调的是，传播者的认知和行为并不独立于他／她及其周遭环境，也即传播情境的关系而存在。这表明，如果不考虑多种传播情境，传播学者将无法确定和分析人类在传播过程中的行为。也就是说，传播学者只有廓清传播情境和传播复杂性之后，才能详细阐明和评估人类传播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第二项亚洲中心传播假设还试图强调，传播者主动性及被动性至少要从两个层面（如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来理解。认知层面指的是传播者在表达其知觉世界时，在人际方面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行为层面指的是传播者在参与语言和（或）非语言传播性互动时，是外向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来自亚洲文化的人常常被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偏颇地定义为“被动传播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论断的潜在暗示，是亚洲人在传播上的能力更弱，需要接受培训才能进行全球性以及跨文化传播。这些研究者通常没有关注到全球性及跨文化传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境，以及认知和行为层面。事实上，亚洲人在接受或拒绝多种传播情境（例如信仰系统）时，在认知层面是极为活跃主动的。

Asante和Vora（1983）指出，欧美中心传播理论的视角之一是“强调和依赖显性行为评估传播活动的效果”，并且“其思想是：最终结果是成功的重要评估标准”（p. 294）。他们（1983）尖锐地质疑道：

难道糟糕的传播就不会引发行为吗，难道虽然传播有效，但是无法物质化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吗？……突发行为（行动或不行动）可能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例如紧急事件、技术不便和对变革的抵制。（p. 294）

可以这样说，西方人在传播互动中普遍倾向于更外向，而且行为上更主动，而东方人在传播互动中大体上倾向于更内向，但在认知层面上更主动。这一关于东西方差异的焦点问题，将引导亚洲中心和欧美中心传播专家建构互补的传播模式。例如，根据Dissanayake（1983a）所述，印度本土模式的支持者们发现，“人类传播中重要的，是寻找出接收者如何理解接收到的语言刺激，并探寻其意义。而这是一个内在过程”（p. 29）。

亚洲中心范式的第三个人类传播核心假设是：互相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备核心重要性。这一假设伴随亚洲中心价值论假设而生。不可否认，互相适应是和谐传播和关系的关键所在。大多数传播学者都同意Howell（1986）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传播是参与双方不断根据情况变化进行实时调整的合作过程。然而，没有太多的理论学家在进行人类传播的理论研究时，将适应这个假设放到核心位置。Howell's（1986）的传播模式可能是少数几个对适应过程和实践进行充分阐述和说明的西方模式之一。

Ishii（1984）的enryo-sasshi日本人际传播模型是第一个探索和解释传播者如何调整信息，以保持人际和情境之和谐机制的非西方尝试。它的模型将enryo和sasshi的互相调整功能视为成功和谐传播的关键能力。传播者视受传者和传播环境的不同，简化和节省信息（enryo），而不是详细阐述信息。这样一来，信息就通常变得“安全”和“模糊的”。受传者需要把自己放入到特定情境中，猜测信息的意义，从而延展信息（sasshi），对传者试图传播的意义进行解码。为了使enryo-sasshi传播成功，传播者一方的enryo范围需要与受传者一方的sasshi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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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人际传播理论研究中的非西方贡献是Kume（1996, 1997）的日本团体与组织传播的mawashi（非直接表达）决策模型。Mawashi缘自传统的日本乡村会议，可被定义为“通过几乎没完没了地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而达到共识的方法”（Kume, 1996, p. 45）。在mawashi传播过程中，内在思考远比人际间的自我肯定重要，每一个组织成员的意见都得到共享，并向着全体一致做调整。这种mawashi决策模式虽然费时间，而且遭到西方学者有失偏颇的批驳，但是事实上反映了日本“垂直型”社会中的平等主义价值观，

毫无疑问，西方人也使用enryo-sasshi和mawashi传播模式。但是，类似的理论模式还没有在欧美传播学者中得到太多重视。这种建立在亚洲文化他人导向概念基础上的关系、互惠传播模式，可以跨文化地应用于对西方文化中人类传播现象的重新审视及（或）重新评估。以上两个日本模式仅仅强调了在有限时空内，互动对传播过程的影响。亚洲中心传播学者可以从“更广泛的”时空视角，来研究适应性传播的互惠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欧美传播思考中的盲点。例如，亚洲人的受恩感和义务感往往超越此时此刻的互惠，而大大影响人类传播的适应性。在亚洲社会中，接受恩惠应当偿还，而这一义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Ho, 1982）

将这第三项传播假设纳入亚洲中心的核心假设中，暗含着对传播能力的理论研究。因为，互相适应与他人主导或集体中心倾向大有关系。Bruneau（1998）论述道：“在美国，对能力的评价通常建立在对一个人的表现、效率、生产质量和数量的评估基础上，并与行为的最终结果相联系。”（p. 2）他（1998）对此进行严厉抨击：

美国（传播）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从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地球中心、理性、目标主导或目的性、获取认同等视角强化了基于能力的传播这种思想。美国方式忽略了影响传播的变量，少有提及或引用。（p. 4）Bruneau（1998）延续其观点并总结道：

集体主义中心（他人导向性）思考（主要是女性主义的）或者移情过程的使用……尤其缺乏。意思是说，目前关于ICC（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思考，不仅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而且还将女性主义视角排除在外。（p. 11）

亚洲中心范式的机遇与挑战

在前面几页中，我对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进行了界定，并且为亚洲中心模式提出了哲学和传播假设。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探讨亚洲中心传播研究者在研究亚洲情境下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亚洲中心范式的机遇

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学者的思考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对研究素材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无须质疑，研究素材和研究方法不同，学者从社会层面对其有用性和有益性的评价也不同。因此，参与替代性理论研究活动，部分地意味着参与替代性研究话题、素材和方法。同样地，理论定位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方向的改变。在牢记理论活动与研究态度不可分割这一点的基础上，我将提出三个值得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在未来进行研究的方面。

首先，亚洲中心传播专家可以充分利用亚洲和以亚洲语言写成的本土文献，并研究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传播环境。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亚洲的遗产。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深刻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对于类似Ishii（1998）和Chen（1998）那样的亚洲中心传播情境模式研究来说，亚洲的历史、宗教和哲学是“丰富的宝库”。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几乎总是忽略其他语言和国家的相关文献资料。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应当通过利用亚洲和亚洲语言的学术资源，来填补这一空白。

希望对传播情境的亚洲中心研究能深入研究传播的内在结构。正如Yum（2000）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欧美中心的对传播的跨文化研究都只是简单地辨别和描述其他国家的文化模式，然后将之与美国的文化模式相比较，很少透过表面深入研究那些差异的原因。Saral（1983）鼓励对传播内在结构的研究，他认为其中的参数包括“关于生命和自然的起源、目的、意义，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被认为存在于宇宙中的其他非生物系统的关系的质量等哲学情境以及原哲学假设”。（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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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家可以挖掘更多的亚洲语言中的本土理念，从而更好地理解亚洲传播的复杂性，更恰当地评估亚洲传播者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正如我们在Chen（2001）在建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的尝试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一个本土理念最终都可以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与另一种理念相联系，从而描绘出一幅更宏大的亚洲传播画卷，并勾勒出更全面的亚洲传播者形象。鉴于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不断用英语中伪客位理念界定亚洲文化认同以及传播模式，亚洲中心传播学者应当通过亚洲语言中的主位理念进行积极的再定义。

Dissanayake（1986）提出，对东方传播学者来说，通过探索那些在非西方社会中形成的本土理论来努力扩大研究范围，并将其作为提高对人际互动本质的更深程度理解的一种手段，这是极其重要的。Ho（1982）同意Dissanayake的展望：“亚洲文化中充满着大量蕴涵社会和心理意义的理念，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仍在发展之中的资源，对这些资源的更充分挖掘，将为行为科学的进步开创更美好的未来。”（p. 228）

第三，亚洲中心传播研究者可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亚洲丰富的历史资源，并对集体中心主义或面向和谐传播的相互适应融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对亚洲国家或文化内部及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将为亚洲中心传播学者提供极为有价值的启发。这些启发将加强其观察和谐传播过程中互相适应这一问题的能力。亚洲的大思想家们历尽艰难将东西方文化传统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事物融合起来，对这些大思想家著作和自传的透彻分析，也可能会揭示集体中心主义以及和谐传播实践中互惠的跨时空原则这些问题的精髓。

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倾向于仅仅研究当前的传播文化问题（Ishii, 1997）。同样，不幸的是，亚洲国家的传播学者似乎追随美国，也以其当前为中心的理论研究为关注焦点。Chu（1986）提醒亚洲中心传播学者认识到研究过去的重要性：

中国及亚洲的文明均以其悠久历史为特征。对过去的探究将为理论构建和发展提供丰富的视角和启迪，并将有助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由于大多数亚洲传播研究者都拥有双语和双文化背景，他们在做出如上贡献方面占有独特地位。（p. 19）

亚洲中心范式的挑战

虽然亚洲中心范式中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但是同时，亚洲中心传播学者也需要面对一些挑战。Chu（1988）具体指出两个这样的挑战。亚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第一个挑战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两难境地。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家必须思考如何跨越类似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哲学智慧（大传统）与普通人的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小传统）之间的差距。Chu（1988）提醒道，研究学者可能会花力气研究佛教、儒教或道教等高度哲学化的理论，但是忘了思考一下普通大众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些哲学思想，以及这些哲学思想通过何种方式影响普通大众。

亚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第二个挑战是在真实生活中的可观察性。亚洲中心传播研究者应当考虑如何在真实生活中检验和观察其理论阐述。Chu（1988）坚持认为：

“可检验的”一词听起来很西方化，而且可能意味着使用定量方法和统计检验。这并非我的意思。我所提倡的，是理论命题的行为表现必须在真实生活中可被观察，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命题的真假。否则，我们的理论会成为哲学或争辩，以及教条主义空论。（p. 208）

亚洲中心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形式和功能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亚洲中心传播专家最终必须挑战传统的欧美中心观点，例如：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理论是否应当从有效性和有用性的角度来评估。（Miike, 2000）

亚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第三个挑战，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适用性之间的矛盾。Wang和Shen（2000）提出假设，一般性至少意味着具备达到普遍性的潜力，而这对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根据这一标准，一个适用性或者有效性仅仅局限于一部分人或者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理论，还不能算是一种理论。无论对理论的这种界定是否能得到认同，他们的看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亚洲传播理论应当包含某种超越亚洲或任何具体亚洲文化之外的普遍适用性。否则，它将无法为其他地方传播研究理论疆域的拓展作出贡献。换句话说，文化传播的亚洲理论必须既有独特的亚洲特色，同时又能跨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Goonasekera和Kuo（2000）很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要成为亚洲的，就必须是独特的；要成为理论的，就必须是有普遍性的。这就是矛盾所在，就是亚洲传播理论所必须面对和化解的挑战所在。”（p. xii）

结　语

本论文是铺设假设性的基础，以从亚洲中心视角来建立文化和传播理论的一个粗浅尝试。本文从与欧美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相较，阐明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定义以及对此定义的三大内涵的解析开始。接着，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发展提出了三大哲学假设和三大传播假设。本文的结尾部分探讨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机遇和挑战，呼唤文化传播研究的替代性方式。需要承认的是，亚洲中心的一些假设并非与欧美中心的假设截然相对。相反，它们需要得到重新认识和重新强调，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欧美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中得到足够的激发和利用。

大多数目前广泛流传的传播研究模型和方法都来源于西方，也因此反映了西方人思想和世界观中的偏见。它们是西方观点的有文化局限性的表达，最适用于西方哲学原理的背景（Saral, 1983）。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局限性之一是：几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研究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是由非西方但是以西方范式训练出来的学者进行的。正如Saral（1979）所建议的那样，“为了使研究成为真正‘跨文化的’，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进行独立研究，为知识的发展作出贡献。”（p. 401）

新千年的传播学科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语言和多文化的，从而反映本土和全球传播领域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传播研究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西方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跳出欧美中心学术观点，从与现有不同的立场进行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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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传播理论需要从世界各地的文化内部发展起来，而且应当积极地向美国输出。欧美中心传播理论应当认识到世界传播理论（Gordon, 1998/1999）。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如果一个亚洲研究者没能意识到并利用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那就等于是把在传播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丢弃了。”（Wang和Shen, 2000,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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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lthough there are a number of diver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within U.S. Eurocentric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t can be argued that its dominant paradigm has been positivistic, and that ea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as been more or less affected by positivistic ways of thinking. See Dissanayake (1989, p. 166) for his elaboration on this matter.


2
 ．Ho (1995), who comparatively examines Eastern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selfhood and identity, confirms Kincaid's observation: "The [individualistic] self is at center stage, and the world is perceived by and through it. Rooted firmly in individualism, the Western self is, in short,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p. 128).


3
 ．From a similar message-adjustment viewpoint, Ishii and Bruneau (1994) characterize U.S. America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 "exaggeration-re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 speaker is socialized to encode ideas and send out messages in an exaggerated way. The listener is conditioned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in receiving and decoding such exaggerated messages.


4
 ．For the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what are surface and deep structures of communication, see Saral (1983, pp. 47—48) who believes that deep structures of communication often make a critical difference in one'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terculturally.


5
 ．In this connection, Dissanayake (1989) particularly stresses that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should lear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Asia. He assures that such a course of action will secure greater insights, promote more paradigm dialogues, and wide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du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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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oretical essay is an initial attempt to lay an assumptive foundation in search of an Asiacentric terrain for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essay first clarifies what i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n relation to U.S. Eurocentric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Second, touching on three central themes in Asian communicative life, it formulates three sets of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for an Asiacentric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rd, in accordance withthe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delineated, it sheds light on three core assumptio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whichsuggest future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ian context. The essay lastly addresses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in order to build and develop non-Western models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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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

J. Z.爱门森

 

 


［摘　要］本文中的“工”是作为与“自然”对立的范畴来参与“工而自然”的统一过程的。但“工而自然”是一个偏正结构，以“工”为附、以“自然”为主，以“工”为手段、以“自然”为目的。研究中华民族“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模糊困惑、人类生存窘境日益显现的状态下意义重大，“工而自然”的人文态度对未来全球文化的建设可多有回馈贡献。本文先从中西哲学对比角度追溯、廓定了“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生成；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儒道释三家对其结构成分的不同贡献；继而论证了“工而自然”作为至高境界在人文领域中的多层次追求和表现；最后强调重申了“工而自然”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工而自然


 

作为从不曾中断过的最古老悠久的文化之一的华夏文化，随着它近年为世界所瞩目的新经济腾飞和国力强盛，势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其特色的文化要素和取之不竭的智慧泉源。全球化进程在加速，中国学人迫切需要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去。并希冀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自然”发展的高度为己任——不过，虽说这些是华夏子民的共同心愿，但付诸具体实践，真正要为这一发展进程起推动加速作用，却存在着些颇难逾越的障碍。繁复的世界文化，各自流衍发展，年代久远，根深蒂固。实践告诉我们，跨文化传播最易流入浅尝辄止。对于中华这样一个拥有许多积累层深的丰富理念的大文化来说，要避免为其他文化所误读，还需要长期不倦努力。譬如就最基本的“自然”观念而言，尽管古今中外，各个文化都讲“自然”，但往往不得自然交流。许多西方学人一提中国的“自然”，就自然而然地以为是庄老的去世无为——先不说无为中乃大有可为，笔者进而研习得“工而自然”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典型的人文理想，也是其人文精华。沧海横流，独取一勺。本文仅就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一题作粗率的探讨，也意在从中见跨文化传播作为宏业的任重道远。

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正义

沿着“自然”的展开，我们看到“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然”是人类对自己无知的认知；“自然”是人类的无奈；“自然”是人类对未知的崇敬和仰仗；“自然”是人类对自己罪行的忏悔和对被惩罚的恐惧；“自然”是人类对规律的仿效；“自然”是人类对家园的思念……“自然”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为了方便，先将“自然”大致地由同一、两面观之：首先在中文字面上，“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这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不受外在他律约束的自律状态。“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反过来看，凡是“自己如此”的就是“自然”。在这一面上，中国的“自然”也早就存在了西方自然（nature）概念的部分含义。对人类来说，认识最早、接触最多的莫过于作为实体的、人一出生就已经在那里的、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存在——自然而然的外部“自然”界。如果中文“自然”的意义中没有与西方“自然”（nature）复合的层面，先行翻译学者显然不可能选择这个词。

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虽然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但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就不会有宇宙世界的存在。《周易·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一点必须搞清楚，这里的“人文”，指的是人文之化，天文指的是今天意义的“自然”（nature）之化。但在中国古代起码在魏晋后期的哲学理念中，天文人文虽有别，却都属于“自然”之文，都属于“自然”大化。也就是说，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天文时变、人文化成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人文进化和天文进化，而人文天文都可以属于“自然”文化。“自然”观念在道家那里才更多地倾向人文排斥。所以引申开来，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文明属不属于“自然”、受本能驱动的就是“自然”吗、受理性驱动的算不算“自然”等大问题。

正如人们所意识到的，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内学，是以身心为主的。梁启超《劝学篇》也谈“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惟其如此，中国的“自然”，更多谈的是身心的“自然”。由于东西方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独立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二者异同的有效范围。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西方不少先行的学者已经在不同研究课题中提出问题和建议。比如安乐哲（Roger Ames）就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而有感而发，建议今后在翻译过程中保留音译，以面对中西概念范畴不完全复合的现象事实，从而来避免中西交流过程中不少概念范畴的各自为营。确实，国外普通人们在谈到“自然”时联想到中国文化，很可能想到的是中国哲学中有些主张回到洪荒或者最多是农耕社会去。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学者说到中国的“自然”概念，熟悉的也多为庄老的高蹈山林。公平地说，即便中国国民对自己的国粹“自然”也只能是各得所取、部分运用。这也难怪，本来，“自然”就像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概念一样，本身就在不可避免地自然发展，意义范畴在原始的基础上不断扩充、更新、变换。每个历史时期乃至每个人都是或拓展、或回归、或复合、或拈出其特定的“自然”。不过尽管形形色色的“自然”因学科、语言、物我、民族、时空、种种而不尽相同甚至部分相冲突，但归根到底应该还是有可辨的遗传基因，东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超出具体也还有大致相同的的精神向度。所以也还存在着交流的可能。

“工而自然”人文境界之历史生成

本文中的“工”是作为与“自然”对立的范畴来参与“工而自然”的统一过程的。但“工而自然”既是一个偏正结构，以“工”为附、以“自然”为主；以“工”为手段、以“自然”为目的。所以让我们先来看“自然”。

探讨“自然”也不得不用非自然的方式，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为了达到与其他文化交流的目的，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需要从中国“自然”观念的源头探起。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

“自然”二字在中华文化中首见于《老子》。《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五次，最为人知的就是“莫之命而常自然”
(1)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

 。我们的先民们注意到了高天广地、风霜雨雪、秋凉春暖、万物运行之“自然”已经存在于人类自觉的自身之外，且都有着不以人类意志转移、无法更改的周期与规律，故观察体味深刻的《老子》中的所谓“自然”，就是这样一种“自己如此”的、无名、无意志、无目的、无为的存在及状态。“自然”就是万有生灭循环之规律，“道”就是“自然”的特质展现。老子还指出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等种种的现象，都在“自然”自身对立统一的规律中相生、相成、相倾、相和、相随……它们相互为用，互为因果，善或不善，美或不美之间没有绝对界限。老子更以其重柔、以负得正的思维方式从“自然”中得出启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3)

 他教人要认识“自然”的至高无上的玄机妙用，效法天地宇宙的“自然”法则，不执著于一端，不自私，不占有，为而无为。这里值得我们注意强调的是：老子的“自然”并非是凝固的客观存在，“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生而不据为己有，为而不自恃己功，以求更“自然”的拥有和成功。在老子那里，“无为”比“有为”更有为，更“自然”、“不去”。“处无为之事”、“为而不恃”也即为而无为的“自然”成分被后来的儒家“自然”观充分吸收。也是“工而自然”人文理想的最主要源头之一。

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凡四见。《庄子》中“自然”即道，道即“自然”，其“自然”之思想又较老子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人、人为与茫茫大道、浩瀚“自然”相比，实在是渺小可怜，仰望苍穹和灿烂星空谁不感悟现象界短暂！庄文之汪洋恣肆，和其弱者自强，逍遥展翅，使任何人若有所悟，神往心与。所以庄子的“自然”只要有人类在就会有其位置。庄子为“工而自然”增添了心灵的宏丽和通脱。

孔子也爱“自然”，口虽不直言，且言无多，但其“自然”思想并不难见。但观孔子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的赞赏；对“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生活情趣的向往；对“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吾与点也”之叹；和“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断言……就很可心领神会了。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而奠定了“工而自然”人文理想中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部分，并成为这理想的主要组成，千秋百代地影响着中国人。

先秦萌芽成长的“自然”思想，经过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时期的阮籍嵇康；到元康时期的郭像，沐栉“无”风“有”雨，经历过“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任自然”、“名教就是自然”的此起彼伏的论争，不断丰满完善。魏晋诸学子纷纷注庄老，以道为表，援道释儒，重新为儒家体制合理化奠基，创天人合一之新义。于是“以道为自然，以天地为自然，以至理为自然，以物性为自然”
(4)

 ，让“自然”在出世和入世、人本主义和伦理道德的清谈中应走。也让“自然”从原本“自己如此”的规律或状态，上升取代了老庄思想中象征最高主体的“道”而成为宇宙本体。无为、顺应“自然”更进而成了“内圣外王”的政治方针、人生态度和终极目标，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同一中，“工而自然”的民族人文理想业已呼之欲出了。

“待而无待”、“为而无为”是工而“自然”的最直接哲学源头

我们这里所论的中华民族之“工而自然”人文理想，与魏晋的“自然”思想有着最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无法对其时的所有观点具体一一论证，仅仅选择元康时期玄学家代表人物郭像来作为一个较可细致观察的切口，因为郭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为近代魏晋玄学研究者所公认。学者多主张其哲学为魏晋玄学理论发展之高峰，认为“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像之手”，“后之人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
(5)

 。指出由于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中间环节，而郭像哲学本身又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中间环节，于是起着双重承先启后的作用。
(6)



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已经出现了27次，颇为可观。而在郭像《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含有“自然”一词的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自然”在其注文中出现次数之多，踞截至其时思想家注论之首，其后也鲜有能过之者。郭像主“独化”，强调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自然而然”，认为“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7)

 ，“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
(8)

 ，“自然即物之自尔耳”
(9)

 ，“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自然也。”
(10)

 ，“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
(11)

 ……以上诸种论“自然”处似乎仅在发明庄子原说，可魏晋玄学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如何能做到不废“名教”而“任自然”，因为如众所知，在郭像的时代，“自然”曾经一度力图忽越名教，世人“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
(12)

 “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13)

 而这种所谓“越名教任自然”的行为方式使“自然”在许多人心目中失去了魅力。郭像的主要著作《庄子注》，相传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而成的，这倒从侧面向我们说明了其思想的旁采综合性。从理论上看，他也确实融合了以前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最终完全同一了“名教”与“自然”，成了玄学思潮的最后总结者。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郭像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也被纳入了“自然”，而人文进化与“自然”进化的合一，正是其融合儒、道方法论的主要特征。郭像在《庄子序》中声称自己注《庄子》为“明内圣外王之道”。《庄子注》后四篇的主旨确实也是围绕“内圣外王”、游外宏内展开的。他竭力将“仁”、“孝慈”、“礼乐”、“忠信”等人文织入“自然”、“自性”、“独化”、“玄暝”等天文之中。现代人理解人文进化指一切人为规定的东西的发展进化；自然进化则是指没有人为规定的东西的发展进化。但在郭像的世界里，人文进化也是“自然”进化的一种。在他那里，仁义乃出于人之“自然”情性。礼出于人伦，人伦也源于“自然”法则。由仁义而演绎出来的一切社会行为规范自有其合理、“自然”之处。他谈“有”说“无”；讲“有待”谈“无待”；论“有为”道“无为”；努力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找可以沟通的桥梁。

其实郭像对庄子评价很高，
(14)

 《庄子序》中称“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以“知本”来议论庄子，更可谓标榜极致。“本”就是“自然”，知道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知道人类在“自然”前的种种无奈，不可不谓大智者。但郭像在盛赞庄子“知本”的同时，又看到了庄子思想的“虽高不行”，也即在现实社会面前的大而无当，当而无用。在郭像心目中，只有那些虽然中心“寂然不动”，“玄冥”、“无待”、“无为”，却又能够应时代之所需，“不得已而后起”、与化（包括人化的大化）同体的圣人，才能冠百家之首。
(15)

 这里主张“为而无为”的态度已经初露端倪了。而这种“待而无待”、“为而无为”——“工而自然”之雏形——的哲学主张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郭像对那些不承当社会责任、逍遥山林而以“无为”自居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并认为这是庄老之说所以不得其用之关键。他主张入世以求“自然”
(16)

 。那么郭像眼中的“无为”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仔细体会一下他自己的散落在各处的解释：

“夫用天下者，有用之为耳。然自得此为，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
(17)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
(18)



“若得已而动，则为强动者，所以失也。”
(19)



“缘于不得已则所为皆当。”
(20)



可见在郭像哲学体系中“有为”与“无为”的区别，完全就在对人性或物性也即“自然”之顺合还是勉强。顺合率性，即是“无为”、“自然”，逆行强动即是“有为”造作。迫而后动，感而后应，顺应形势大化，就是“无待”、“无为”，反之才是“有待”、“有为”。既然“无为”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符合特定条件的“为”，那么“圣人以斯为道，岂求无为于恍惚之外哉”
(21)

 ！“无为”与高蹈山林没有必然联系，从而在理论上证明要得到道家的至上“自然”境界而逍遥自得，并不是说要无视儒家伦理，更无需弃世离俗。只要随运适性，即可“玄同彼我”、“与物相冥”。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像更进一步强调指出：

“提挈万物，使复归自动之性，即无为之至也。”
(22)



“提挈”也即带领、帮助，属于我们现代所说的发挥人的能动性。在郭像眼里，“提挈”虽貌似“有为”，但这种“有为”带领、协助万物回复“自然”之本性，反而成了最高层次的“无为”了。至此，我们说郭像的“自然”说作为“工而自然”的直接来源在理论上全面完成。

从以上追溯中我们看到“自然”在中国古代打上了缓慢的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印记，由于当时人们所面临和探求回答的问题是同一社会中产生的、同样的问题，所以尽管儒道两家在许多时候途径有异，答案相反，目的却往往是相同的。清朝人郑环著有《老子本义》二卷，认为孔老二人有诸多共同之处，老子并不反对仁义礼智。只不过老子是着重谈天道，孔孟则重点谈人道。他说：“不为则不能利物，为而争，则有所利，亦有所害矣。不争则为而无为，而无所不利，此圣人无我之德，所以同于天也。”儒家学说从它产生的时日起就充满着实用力行的色彩，道家学说力图超脱，但它的最终落脚点却仍离不开现实。也就是说，儒道两家目标一致，只不过是取径有别，道家喜欢从负面走来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儒道两家才可能相反相成，在对立中彼此进行交流，在分化的同时又互相聚合。在分化冲突的明争中蕴含着妥协拢聚的暗合，存在着儒道互补的可能性和实践性。“无待”与“有待”，“无为”与“有为”，本是对立的，魏晋哲学思维承继先秦，喜欢从对面走来。郭像的哲学中出现了“待而无待”、“为而无为”的儒道互补、对立统一。他让无限包容于有限之中，让有限逍遥于无限之外。“待而无待”，无待而逍遥；“为而无为”，无为而化成。人生得以超脱自然与名教的纷争。郭像的《庄子》注述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以道解儒，以儒实道、儒道互补的典型文本，对后世理学濡养尤多。

顺便提一下，郭像的“牛马不辞穿落”说改换了庄子的原意，体现出魏晋时期较强烈的人的自觉、人本主义、人类自我中心的役物态度。早在《圣经》巴别塔的时代之前很久很久，人就觉醒了人本主义。“物竞天择”，不在本文之论列，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人的自觉无论如何都是“自然”发展的成就。在郭像那里，人为被更多地纳入了天经地义的“自然”。

相类于“名教”与“自然”之争的争执和运动西方也有，如卢梭的返归自然说、美国风靡一时至今仍余风不绝的“嬉皮”运动。个中差异和复同，容作者在它文述之。

理学与“自然”

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从历代儒道之争和儒家文化对释道文化的吸收过程中便可看清楚。前文已说到理学颇得魏晋“自然”理论之沾濡。郭像在《庄子·逍遥游注》中曾说：“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自然耳，故曰性。”
(23)

 可见，“不为而自然”的自在的存在样式，就是“天”，也就是“性”。“自性”既没有“使之然”者，也没有自身之外的“所以然”者。这“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本来样子，就是他的“性”。在《庄子·骈拇》注中郭像则说：“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这里把仁义等同于“性”，而“性”即“理”、即“自然”，“性”意味着“理”或“天理”的“自然”法则，已开后代理学情性说之风气。

郭像在《庄子·人间世注》中还说“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小知在无涯之知前反而会伤害人的“真”性。人心有欲望，因而产生好恶之情，如果顺其情欲，同样会伤害自己的“真”性。郭像认为天下之大患在“失我”，他所谓“失我”，就是指丧失“真我”或“真性”。而生命本身的意义在于实现自己的“真性”；从心灵的角度而言，就是“冥极”或“玄冥之境”。既然人们有一种知性的执谬与狂妄，因而使自己的“真性”受到蒙蔽，要实现“玄冥之境”，就需要解除这种蒙蔽，返归赤子之心的“自然”。我们需要特别留意这里郭像在援儒说道过程中，改变了“自然”的自然。自后儒家的“性”“命”之说，按西方的逻辑来说实际上是将人文后的人格说为“性”、“理”、“自然”，而将人文过程看作是对侵蚀的剥离，看作是与“欲”抗争的过程。儒道观念所导致的悖论，最终就落实到什么样的状态是“自然”的问题了：是“理”、“性”、“自然”，还是不受任何文明约束的状态是“自然”。

在现时性的观念和外文化观念中，“理学”都与“自然”无缘，若有也只能是站在“自然”的对面，充当束缚、反“自然”人性的角色的份。然而，理学却是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己任的最有代表性的民族的“自然”学说。而且也因其三教合一的哲学渊源，最体现“工而自然”之精髓。中国传统中的“理”讲的就是近代科学中所谓的“自然规律”。自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后，这一思想为理学家普遍接受。在天为“理”，在人为“性”，“性”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这种新的人性理论把孟子的性善论置于一个更原始、更神圣、从而更牢固的“天道自然”的基础之上。

《礼记·乐记》讲“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理学代表人物朱熹《中庸章句》开章注“天命之谓性”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赋之理，以为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孟子集注》中也说：“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都是说的“性”“理”之等同。像这样的论述在朱熹文集中真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大抵言性，便须见得是元受命于天。”
(24)



“性与气皆出于天，性只是理。”
(25)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便是许多道理，得知于天而具于心者。”
(26)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朱熹的哲学逻辑中，“天”与“理”、“性”并不是相对而是统一的。所以又称之为“天性”、“天理”。而早在庄子笔下，“天”几乎已经毫无例外地成了“自然”的同义。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但后天使之失去“自然”，理学所有的理论、所有下工夫的修身养性，皆围绕精工雕琢、去除随“欲”而来的非“理”成分，从而回归“自然”之真性展开。

中国文人的尚“真”，也充满了浓郁的“天”、“理”气息，所谓天“真”、“真”理是也。“真”与“自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述郭像关于“真”的议论也可为证。日本学者笠原仲二看到了中国人心目中“自然”与“真”、“理”之等同关系，而且指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天、性，一般与真、理等为同义”
(27)

 ，很有助于我们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文人的人文理想中对“天”、“性”、“真”、“理”的追求。也就是说，对“天”、“性”、“真”、“理”的追求就是对“自然”追求，“自然”指的就是人之“天”然本“性”，是“真”、“理”的最高境界。

中国佛家对“工而自然”的贡献

行文至此，我们还需要回过头来补充说明一下中国佛家对“工而自然”的贡献。在宋代以前，佛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与中土固有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其“自然”观念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庄老思想上，有时达到难分难解的程度，如大乘佛学对于宇宙本体和现象哲学所解释的“法尔如是”，即意为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这样就叫“法尔如是”。而“法尔如是”与道家“自然”之“自己如此”如出一辙。

当然仔细分辨，佛家也开拓出独特的“自然”途径，“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尤其在宋代以后，随着理学在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周游出入，也颇受佛家“自然”之雨露滋润。首先，禅门哲理，佛家苦修后成正果，寻常“自然”是道的理念，会给“工而自然”观以类比启发。而其“自然”之无事无念、闲适平和、适意自然的境界更为古代知识分子一再渲染捕捉。

再试着来看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

性德无为而为，为而无为。
(28)



常测不测、常识不识、为而无为、得而无得。镜像千端、水质万色、影分尘界、应用无极。无形而形、无名而名、物类相感、和合而生。
(29)



为而无为，行为行行。
(30)



为而无为，当体即佛。
(31)



为而无为者，不异自然律动。
(32)



如果说儒家的“自然”是入世的，道家的“自然”是忘世的，释家的“自然”则是出世的。我们看道式的“自然”，是无是非，无死生，无古今，无成毁，“无为”的“自然”，禅式的“自然”，是“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33)

 的“自然”，比较显而可见，它们是同为中华“工而自然”的“自然”部分的土壤雨露的。儒家的“自然”在伦理道德中实现其价值，道家的“自然”在抱朴守真中实现其价值，释家的“自然”在智慧境地中实现其价值。但在古代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积极的儒家，往往扩展自己的地盘，不断将佛道式“自然”的精华融入自身。而相对处于非主流的佛道两家又不断以守为攻，以被融汇的方式进入主流，扩大自身。所以佛家淡化悲哀，遣除执著的人格修养和行为模式，常常被用来平衡“工”所带来的焦躁挣扎。佛家注重直觉关照、凝神精思、内心感悟的方式，和含蓄蕴藉、空灵舒宕、平淡自如的风格开展，更是逐渐深化、加强了“自然”观的圆融贯通。总之，纵观历史，是儒道释三家之间的互补互成、融汇交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浑厚的“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

中华其他文化组成中的“工而自然”理想

“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广泛反应体现在思想领域之外的科技、政治、建筑、音乐、文学等各种文化成分中。中国哲学体系中，“自然”自然而然地既为“道”风所本，为“释”色所向，也为“儒”子所爱。“自然”是“自己如此”，是自定自证的，是存在的最高范畴。“自然”作为“道”或“道”的特征，往往与理想同存，本身并不卷入或指向“道”的具体的辩证程序。同样，在中华民族的其余文化成分中，“自然”也往往超脱争执之外地与目标同在。如果说在中国的许多文化成分中（诸如敏感的文艺领域），最初“自然”的观念内涵，尤其是获取、抵达“自然”的途径和“自然”的外表形式还以受道家影响为最，随着儒释道三家融汇交流的加速，各种中华文化构成成分的“自然”体现也与哲学领域中的“自然”理念同步发展——也就是说，“自然”作为无可争议的终极人文理想，都在逐渐朝“工而自然”的方向发展，而儒、释、道各自的“自然”特色，和抵达“自然”的途径，又全部随着人文态度和理想的逐渐成熟为“工而自然”所吸收。“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实在是层层渗透、条条贯通的，可惜这里不能一一分证了。

“工而自然”在人类总体“自然”观中的位置

当初，从长期宗教压抑中挣脱出来的西方启蒙主义肯定以人为本，以为外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是人的本性，内向形形色色的人欲也是人的本性（human nature），也是自然。弗朗西斯·培根说：“人们通过对于自然法则的服从，以成为自然的主人。”而中国“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是尽“自然”人类之“自然”所能，以融入崇高的与“自然”一体的境界。现行的世界主流“自然”观，用中国“工而自然”的眼光来看，无论就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观之皆可能属于不“自然”之列。西方启蒙而来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中国人文理想的“自然”标准衡量有“工”而不“自然”之嫌。而西方的人欲横流，以中国人文理想的“自然”标准衡量则亟须“工”而雕斫去“欲”的部分，以帮助人心回归“自然”。

当然，中国“工而自然”人文理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仔细剖析检验也都非无懈可击。比如因为人类的历史和整个“自然”比起来还很短暂，所以时时会有回归母腹的向往和“自然”感，西方的人本主义在中国人眼里觉得太危险。“自然”的力量太强大，西方对个人的强调，使中国传统思维者没有安全感，而胆怯和不习惯新生的人类的回归心理正是与无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离农业社会比较近，所以农业社会特有的人伦、臆想、意向、意象才会格外温暖和“自然”。尽管古代东方思想从本质上分析还并非是要真正纯粹地取消自我意识，而反之是想扩大自我，成为大化中的一部分。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成为一滴水融入大洋是为了以大洋作为后盾，乃至拥有大洋、成为大洋。也正因为人类在整个“自然”面前永远是渺小的，所以老庄哲学永远会有其弱者自强和自我解脱的存在地位和价值。作为个人，作为自我的超脱，很容易心同老庄，但作为人类，却应该超越老庄。因为庄子的哲学是有了自觉的人类的作为弱小者的自我扩张和超脱心理，可是缩小就有可能成为阿Q精神。

“工而自然”概念范畴中有的部分已经引起西方“自然”说的注意和赞同。比如李约瑟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科学的，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34)

 他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
(35)

 还探讨过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认为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像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像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甚至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36)

 看来“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西方人眼里已经反映在科学的范畴内。

“工而自然”人文理想重申的现代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人为”即非自然，但“人为”也是“自然”赋予的、是“自然”的发展。换言之，人的能动力也是“自然”地与生俱来、“自然”地发展的，也是一种“自然”。在中国文化中人文进化一直纳入自然进化的总体范畴，也即天人合一。若是天人合一，人为也是天为的一种。所以有学者认为郭像想说明凡存在的就是“自然”的。尽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如果“自然”就是存在，那存在的却不一定都符合“自然”本身的心愿和选择。

“自然”孕育了人类并给予了人类人文选择，人无需怯懦地逃避。既然“自然”允许了人文进化，人文进化就被涵括为了自然进化的一种。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也是“自然”。动物进化的自化能力小、主要是顺遂的单纯自然进化；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动物，能够打破所属物种赋予的生物学限制，改变自身和外在世界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人类身上呈现的进化是自然与能动——尽管这种能动也是自然赋予的——合成状态的进化。正是在人类进化的特殊性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的人文进化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化流行也即总体自然进化间的互动关系。人类期望自己的能动性给自身带来优势，而不是导向与“自然”发展相背离的危险境地。所以在整个“自然”的球状中，平衡、调节人化与物化；人文与包括人文进化内的自然进化的关系在现代越来越显得重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频频回顾“自然”，“自然”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流行追求，无所不在。纯粹无为，就不能发挥人类能动地协助、促进“自然”和自身进化的作用。因为敬畏“自然”而放弃人文理想和人文进化对人和人类进化的促进，无疑会导致人文社会的倒退和人类的退化。人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自然”不是回归，“自然”无需寻觅，我们就在“自然”中。

人文进化促进近现代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人类在“工”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工”而失“自然”，“工”而反“自然”，当代人文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工”也孕育出来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困窘之境。

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共同发展，追求人和“自然”、人文进化和自然进化双重合力的推动，就不仅要求敬畏“自然”，更要既顺应“自然”、又有顺应“自然”的应势利导，这样才能将人文和人文进化成果纳入“自然”和“自然”选择之中，促进“自然”和人的进化。人类和人文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那就是以“自然”和“自然”选择的接纳作为评价人文和人文进化的标准和人文追求，并以人文进化成果守护和促进“自然”进化。人类因思辨理性而获得知识，或许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唤起的人类的自信接近了戡天役物的狂妄，可能在“工”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些，正确处理这种互动关系是“工而自然”的历史使命。

“为而无为”是“无为”的一种，是更高层次的一种无为。“为而无为”——“有为”而归于“无为”就是“工而自然”。“工而自然”为“自然”所涵括，是人为了的“自然”，也是更纯净的“自然”。“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符合未来社会的“自然”发展趋向。“工而自然”是尽量发挥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而又能不计名利，不多占有；“工而自然”是尽量美化生活而又不矫揉造作琐屑媚俗；“工而自然”是民族自强而又顺应全球发展的一体化形势；“工而自然”是尽量发挥人在自然中提携万物的能动性，又扬弃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戡天役物。“工而自然”是中华民族在珍惜人的价值的同时又服从、尊敬“自然规律”，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人文理想。今天的人文理想必然会影响今后人类人文进化与自然进化的关系。研究中华民族“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模糊困惑、人类生存困窘之境日益显现的状态下意义重大。“工而自然”的人文态度对未来全球文化的建设可多有回馈贡献。

 

总之，就“自然”的发展而观之，世界文化的趋向也与中华“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并行不悖，“自然”会让未来的全球文化对世界所有的文化进行选择和接纳。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选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自然发展的高度为己任。另一方面，大化流行，世界文化的一体进程也让我们不得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文，敬畏“自然”、服从世界潮流，随运而大化，以达到人文最高境界。在这个电子技术塑造的时代里，人们对整体合一的需要就是对整个人类无限和谐的追求。电子技术将会使纯个人主义过时，在使人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还迫使人们相互间彼此依赖。也许这就是人类现代的“工而自然”？

乾卦的要义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要义即是“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我的理解“自强不息”就是工而有为的积极奋斗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就是宽容无待的平和心态，是与外“物”和谐“自然”地共存共处。以此来抓住中华文化核心是再精当不过了。尽管“自强不息”的“强”可能与原始的“自然”有距离，“厚德载物”之“厚”可能貌似不“工”。这两种精神的圆融互补，成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

 

(From: The Journal of Sinology,
 2006/01)

 

————————————————————


(1)
  《老子》第五十一章。


(2)
  《老子》第二十五章。


(3)
  《老子》第二章。


(4)
  参看钱穆《庄老通辩》。


(5)
  钱穆以为王弼、何晏等都说“自然生万物”，而郭像独主“万物以自然生”。以为“必至郭像注庄，乃始于此独造新论畅阐自然主义，转用以解决宇宙创始，天地万物一切所从来之最大问题，澈始澈终，高举自然一义，以建立一首尾完整之哲学系统。”认为就此观之，郭像的“自然”说超越了庄老的“自然”旧说，沟通了《庄》、《老》与《淮南》、《论衡》之间的隔阂。“故亦必俟有郭像之说，而后道家之言自然，乃始到达一深邃圆密之境界。后之人不复能驾出其上而别有所增胜。故虽谓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像之手，亦无不可也。虽谓道家之言自然，惟郭像所指，为最精卓，最透辟，为能登峰造极，而达于止境，亦无不可也。”（《庄老通辨》第394—395页。新亚研究所，1957年）


(6)
  参看汤一介《郭像与魏晋玄学》第九章《郭像的哲学体系》，台北，谷风出版社，262页。


(7)
  《齐物论注》。


(8)
  《齐物论注》。


(9)
  《知北游注》。


(10)
  《庄子·逍遥游注》。


(11)
  《庄子·齐物论注》。


(12)
  《晋书·裴危页传》。


(13)
  《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


(14)
  《庄子序》中称庄子“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


(15)
  《庄子序》：“……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故与化同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


(16)
  郭像《庄子　逍遥游》注“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句曰：“夫神人者，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意即积极用世者不会神亏，身在庙堂、心在山林比身在山林、心系庙堂要神圣。其主张入世以求“自然”的态度是清楚的。


(17)
  出自郭像注《庄子　天道》“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句。


(18)
  出自郭像注《庄子　齐物论》“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句。


(19)
  出自郭像注《庄子 庚桑楚》“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句。


(20)
  出自郭像注《庄子 庚桑楚》“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句。


(21)
  出自郭像注《庄子 庚桑楚》“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句。


(22)
  郭像注《庄子 在宥》“挈汝适复之挠挠”句。


(23)
  郭像注《庄子·秋水》（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失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句下）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趋步失常，则天理灭矣。不因其自为而故为之者，命其安在乎！


(24)
  《朱子语类》卷五。


(25)
  《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26)
  《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27)
  《关于自然与真、理以及它们的关系的研究》。


(28)
  《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五七六卷。


(29)
  长安沙门释僧肇著《宝藏论》卷一。


(30)
  《白阳良心经》。


(31)
  《醒世金钟》。


(32)
  （《观潮随笔》）《第二辑法尘》耕云先生讲述。


(33)
  《景德传灯录》。


(34)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35)
  参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又请参看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198页《李约瑟评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36)
  参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538页。


The Gong and Ziran, as one of the highest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ideals

J. Z. Edmondson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s, Zhejiang University,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Gong (“工”, manmade, skill, work, hard work, diligence, decoration, project, etc.) is conceived as part of combined Gong and Ziran, in opposition to the category alone of Ziran (“自然”，nature, naturalness, essentiality, intuitiveness, spontaneousness, etc.). But Gong and Ziranis a structure that emphasizes Ziran, so Ziranis primary, Gongis secondary; Gongis the means and Ziranis the goal. The study of Gong and Ziran, as one of the highest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ideal, is very important and rewarding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s confused and ever more problematical. This paper revi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ideal, including the contributions made to it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deal as the highest level of human comprehension, and as the highest guide with reference to all levels and all fields of human activity and endeavor.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in modern times of the ideal of Gong and Ziran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ture; naturalness; essentiality; intuitiveness; spontaneousness; manmade; skill; work; hard work; diligence; decoration; project


全球对话中的菲律宾的Kapwa：一种不同的与“他者”共处的政见


S．李莉·门朵萨（S. Lily Mendoza）

吉姆·坡金森（Jim Perkinson）


 

 


［摘　要］西方殖民心理学传统上在表述菲律宾人“自我”的时候，主要关心“缓和的人际关系”或者pakikisama——意指一种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冲突的倾向。但是最近菲律宾的批评学界，认为这种描述失之肤浅简化，把菲律宾文化的核心错误地定位于表面符码或者经验层面之中，没有考虑到意义深层隐蔽的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施加影响通常不为人所察觉。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自由心理学”，却把沉淀下来的菲律宾人“自我”的核心，放置于不同的kapwa的价值观之中。kapwa是一种自我和他者“互惠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有经过在当事人间长期互让的经验中才会获得。这篇文章演示了有关kapwa的历史演变，强调了它在文化政治和传播互动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仅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非简化的知识建构，同时也呼吁学界批判地审视这种知识建构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见解。



［关键词］菲律宾人；先生综合症；kapwa


开场告白
1

 （Introductory Confession）


1896年11月，菲律宾反殖民主义倡导人，后来成为殉道者的荷瑟·瑞扎尔（Jose Rizal），从一艘开往古巴的船上被推搡下来。西班牙政府把他扔进了圣地亚哥一个监狱，他们恐惧他在菲律宾与日俱增的地位，担心他的改革激情会让整个菲律宾群岛热血沸腾。尽管荷瑟·瑞扎尔本人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对外表现得可能更像个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但是长期遭受压迫的民族却对其政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Ileto，1979，1998）在一份重要的档案中，有荷瑟·瑞扎尔在受审时的神情激怒了西班牙当局的记载。西班牙官方档案记录中评论道：那是他的民族的观众绝对不会错过的某种意义。“他的表情”，根据记者Manuel Alhama的记录，“坚毅地……盯着那些人，仿佛是在挑衅”，但是也“镇定自若”，展示了他的“沉着冷静”（Ileto，1998，73—74）。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引起过西班牙当局的注意，也是赋予本文灵感的矛盾符号。荷瑟·瑞扎尔在1896年12月30日被处决，在被处决时仍然显示了这种宁静的蔑视——他的脉搏跳动正常，令在刑场检验的西班牙医生大为惊愕，当成排的子弹射向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痛苦但却又坚毅地扭转过去，因此他可以仰看拂晓，而非屈辱地脸埋尘沙（Ileto, 1979，1998）。他现在不仅被菲律宾的流行文化尊为“国家之父”，还被尊为塔加路人的基督，拥有祭仪、教堂和会众（Ileto，1979）。

1992年，菲律宾海外劳工和后来的殉难者弗劳·肯特姆帕雷珅（Flor Contemplation），在新加坡遭到逮捕，罪名是谋杀雇主三岁的儿子和另外一个当时也在家的菲律宾女佣（Ileto，1998）。数以百万计默默无闻的菲律宾劳工由于贫穷背井离乡，在异国充满敌意的文化中从事着低薪高危的工作，弗劳·肯特姆帕雷珅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在新加坡法庭对她定罪并执行死刑后，她的案子在马尼拉和她的出生地城市San Pablo闹得沸沸扬扬（Rafael，1997）。尽管具体的死亡情形还不清楚（很有可能弗劳·肯特姆帕雷珅是被陷害的），但是每一上诉就会被新加坡法庭驳回，甚至包括时任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为此案的上诉。而被告弗劳·肯特姆帕雷珅则声称她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感谢所有为她斗争和那些宽慰安抚她孩子的人们。她没有在得到每一线新的生机之后欢呼雀跃，因为这些希望也很可能带来新的不幸，在死囚监里两年，她已经可以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她的死刑激起了一个全菲律宾的关于海外劳工权利和政府责任的讨论，直至今天还未平息。

在这两起殉道事件中有很多东西可供我们进行学术探讨。但是激起本研究兴趣的是两位代人受罪的遇难者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内在坚韧、潜能和意义。正是这种表象和深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令人心驰神往。简言之，这篇文章将聚焦于菲律宾人的核心价值kapwa——当地一种关于自我和他者“互惠存在”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与西方植根于个人思考的模式碰撞时，会带来莫大的混乱（笛卡儿的cogito ergo sum）。要找出一个方法来解决今天菲律宾国家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冲突绝非易事。在这个尚未解决的斗争中，要阐释荷瑟·瑞扎尔和弗劳·肯特姆帕雷珅面对死刑时不同寻常的态度，还需要把对这种态度的进行阐释的对象也考虑在内。而Kapwa在这起研究课题中则值得首先探讨。

我是个白种男性，出生在中西部地区，在底特律市中心接受教育，是一位活动家兼学者。在底特律生活了20多年之后，我深切地了解到城市里美国有色人种的痛苦，并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界提出我深切的怀疑。我的问题正如文中所述：当自我遇到他者时如何诠释自我；当他者遇到自我时如何诠释他者。尽管这种疑问在我们今天的学术对话中令人昏昏欲睡，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爱意濒危、战争欲起，和交流——臆测进行实际的相遇时就又另当别论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讨论对于浪漫的亲密和政治霸权都有其重要性。我的对话者既是伙伴也是他者：我选择的伙伴同时也是我在后殖民时期的“猎物”。

完全不需遮掩这种矛盾，尽管西方学术界虚饰的中立和客观，把这样的观察视为离题，并试图使之失声。正是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现代冲击中——梦寐以求的平等被贪婪的阴谋歪曲变形——带来了这个难题。简言之，在这方面的努力追求中，可以说16世纪的时候菲律宾的kapwa已经遭遇了与西班牙天主教的相撞，后来美国人长驱直入，用教化和商品化把任何东西都改变成美国的一个版本，也让自己深陷一场持续的斗争，至今都无法脱身。一方是互惠互利的意图和期望；另一方，相互合作的模式又全然不是相互的。我个人则力图对该区域正在争辩中的隐形语言进行解释和使之理论化，终极目的之一是不受我作为白人、男性和西方人的身份局限。抢风行驶是狡猾，但是在今天，整个世界就是如此，任何人都没有简单的通行方法。

问题一瞥（The Problematic at a Glance）


我的合作学者李莉·门朵萨（Lily Mendoza）在她划时代的译著《家乡和离散之间》中认为，Kapwa是菲律宾文化的核心价值（Mendoza，2002）。西班牙和美国之流的占领者，一个似乎是解除异教徒诅咒的宗教解放者，另一个是貌似引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教化者，他们把Kapwa误读为“软弱”，即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委曲求全的倾向（Mendoza，2002）。殖民统治者中流行着一个双关语，表明了他们对于臣服对象的认识，即永远承认占主导地位的他者是尊贵的“先生”（sir）的态度。在当权者的会客厅里，这个交流符码是被解码在一种讥笑中的：“菲律宾人喜欢‘缓和的人际关系’，即使膝盖磨泡，屁股长茧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要把这个给他们。”这种认识在殖民话语中被编码成“先生综合症”
(1)

 （Mendoza，2002）。

枪声四起，尸体横陈（在伊比利亚人统治的三个半世纪里尸体不可计数，仅仅在1898年到1908年菲美战争十年中就有50多万人死亡），活着的人很有可能求助于外在的顺从来掩饰内在的抵抗——正如世界各地的民族那样，入侵统治一旦开始，就往往会处于无尽的惯性文化的抗拒之中，暴力管制的温床滋生着不满和好战。问题是从这看似顺从的表面之下实际能得出什么结论？这正是使我进退维谷的事：不论我是否愿意，我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他们——包括我所深爱的人，在为我的特权受苦，在全球物质和观念的体系中，当我知道他们的有些交流符码是被有必要地建构起来作为一种隐藏的抗争方式的时候，我该怎样去解读他们的那些交流呢？（Perkinson，2002）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用了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学说，特别是像他的善于表达的《控制和抵抗的艺术》一书。斯科特在书中提供了官方和非官方的一对不一样的版本观念，给出权力和受难者之间关系的模式和内容，在欺骗和压力经常性的对峙中建构两方面的知觉；感受软弱无力，作出相对亲切的姿态，但是探求相对的权力。当然那些偷窃商品雇用枪手从而开疆拓土的人，最终能够占得上风，但是在公共交易的联合空间，臣服者确实承受着这种代价，并协力设计迂回地对待那些统治策略。斯科特的贡献在于以其灵活的手法，在所谓的被枷者和被掠者的“错误的意识”的内部有所发现，这发现与从支配结构的顶端所能有的发现相比，更能发挥其作用、更为有利。历史——史料的编撰，毫无例外，是由那些胜利者来进行的。他们从被征服者的劳动中劫取过剩赃物，让写作的人有空闲可以书写（包括我们中那些阅读和撰写此类文章的人）。但是在这些事件的官方版本的底下，或者说是在非官方版本中——就在文本的一些似乎在描述社会关系结构的地方，就在那些用于让各种义务权利合法化的语言中——那些精英分子笔下的话语原本看起来所携有的意义被篡改了，整个充满反抗和叛乱的底层社会中，盗取财物，双关语横行，消极怠工，谣言四散，津津于和官方礼貌得体背道而驰的粗鄙。还有就是在主人面前恨意的间接的表达，而主人对于这种间接表达的符码却一无所知。

但是，如此提供这种来自常春藤学术厅堂基本理论，我是在冒险重述那些正是我在努力寻索以求废除的东西。菲律宾本国（我们在下文会进一步了解）现在存在的一套理论的主体部分萌芽于20世纪中期，在该理论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实践活动，这套理论是后来为斯科特偶然发现的，并成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学术运动的推动力，在1986年自信的“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中为公众所采纳，成功地驱逐了独裁者马科斯及其党羽，推动了学校和媒体等机构采用本土塔加路语作为全国性的语言，甚至到今天还在和高唱反调的修正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作斗争。后者在应对美国雄霸全球的狂傲时只有卑躬屈膝。这套理论继续从流行的错综复杂的想像深度，形成了对于本土文化和交流的再创造（Mendoza，2002）。这场运动由于术语“本土化”而闻名，重新构造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于本土概念暗含蔑视的解读，比如上面提到的对kapwa解读。这场运动也揭示了这种表面向统治者屈服的智慧背后，“他者”的诸多层面如意义和价值、记忆和力量等，正忍辱负重以待时机，融合成为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正如19世纪末所见证的那样，那些看起来无知和顺从的“仆人民族”爆发革命，击败西班牙；他们以共和的视野，农民的智慧，无所畏惧美国的血腥的决策，才能够抵抗美国的技术和武器长达十年之久，也可以在近期集合上百万民众和马科斯的军队进行激烈的巷战。这种民众的动员在2001年重现，用于应对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
(2)

 的掠夺威胁。这一切都证明了统治者确信无疑的“缓和——寻求——奴性”的简单解读是多么的错误。反过来，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公共姿态和政治压力的表面之下深深涌动的本土符码的产生过程。

这种认识引发的疑问是公众对待争辩的态度或许可被称为一种文化形式。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这种直觉。在菲律宾文化接触外来文化之前，具体表现为核心价值kapwa，这种价值的多重性只有在各方长期的互换实践中才能获得。我们想像得到，随着西方的入侵，其文化是被菲律宾人探索过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菲律宾人的欢迎，菲律宾人也曾探讨寻求过与新来者建立Kapwa。可是当“互惠”换来的只有贪婪的掠夺和屈服于暴力，Kapwa的价值转为秘而不宣了，但并不是说已被简单地消除殆尽，或者被融合进西班牙天主教的统治仪式中。其实本土实践多大程度上在必要的时候“融合”罗马的仪式，采用“基督教”的话语和圣歌形式，使之潜移默化地进入语言和人们的举止，最终转化成为自己民族的理解。直至今天，这都还仍然是个真正的历史问题（Ileto，1979）。因此圣星期仪式中，修道士看到的是听众顺从天主教的规定，作为精英菲律宾（ilustrado）权力掮客们的舞台，来显示他们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欢迎（Ileto，1998）。但是在那种文化适应形式的表面之下，农民大众正在贯彻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意义和愿望（Ileto，1998）。因此在伊比利亚人和精英们之类看来如此卑躬屈膝的“追求——缓和——挽救——面子”，事实上却隐藏了下层的整个“他者”的含义（Mendoza，2002）。在殖民者对于19世纪抵制西班牙统治的Confradia和Katipunan两个组织的农民领袖的处决的历史记录中，常常可见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Ileto，1979）。民间对于这些英勇就义事件的记忆，也常常是伴随内心挣扎中的大无畏的沉静和坚定不移，这是个人和其所处社会及其周围环境进行kapwa——互惠存在实践的产物（例如山被看作伟大的能量来源，为人的内心补充能量，和周围的环境有正确的联系）。（Ileto，1979）

但是我们可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说，这种平静和它似乎相反的能力的联系同样恒久不变：20世纪之初美国占领菲律宾后，人民怒火迸发并能支撑十年之久的独立战争；或者正如我们在20世纪之末见证的那样，海外劳工为养家户口，在地狱般的生活中终生自我放逐。这时隐忍和愤怒的表现颇为神秘。无论是在瑞扎尔再现这段文化的历史的记录中，或是弗劳·肯特姆帕雷珅仅仅是工作以求生存，这两个看起来明显相反的例子之间的联系是相同的。Kapwa在这个问题中，殖民者和他后现代的继承者似乎把表面的缓和关系作为为本土文化的惟一定位，而不是其他那些能量比如愤怒的面具等。在研究一个持续发展、互惠互利的社会时，平和本身就是愤怒的表现。在革命反抗的胁迫下，即便结果看起来是悲剧性的，Kapwa还是显示了其英勇努力的能量。在后殖民主义的框架中，西方的英勇是指个人竭力要取得私人化的领域绝对的利益。个人利益的原则和社会互惠互利的原则冲突不断，如今谁会在其中胜出还不清楚。不同定位的人际关系仍然让菲律宾文化陷于巨大的斗争之中。

中间告白（Intermediate Confession）


在文化和历史的符码、意义的重新阐释的斗争中，我认为有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我的著作中提到的，跨文化传播的组成——构成某种话语的学科框架，而这种话语是从这种文化的局内人所谓的本土知识出发的。因为我的合作学者在这里已经合时宜地宣称他的个人立场和身份（而且考虑到我将要谈论Kapwa伦理的相互依存和互惠互利），似乎我要作出回应才公平。

我是个菲律宾人，在一个郊区出生成长，那里曾经是吕宋岛中部大草原，在出口主导的经济自由化之前作为“菲律宾的米仓”而闻名遐迩，但是随着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破坏，该地区的生产能力几乎被毁灭殆尽（令人讽刺的是，这个曾经盛产粮食的地方，现在已经全然依赖从邻近的东南亚那些“更好”的国家进口大米）。我于1995年8月来到美国，表面上是攻读跨文化传播博士学位，但是更为真切的原因是，为了我的心理健康考虑，我必须换个环境进行调整。我说“逼迫自己”是因为当时我刚刚经历自己最为重要的文化觉醒（我将马上讲到这个问题），而我在这个最不合适的时候离开菲律宾。

我出生在一个循道复原教派（Methodist Protestant
(3)

 ）家庭，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在很多方面我的家庭都是非典型的。美国对菲律宾人的控制的巩固主要是通过强化殖民教育系统。由于美国忠实的新教传教士的教化，我的家庭更深地纳入北美文化的教化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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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个人，我是个忠实的殖民对象，适应了个人主义、依靠自己，和直接（即诚实）表达等道德规范的教导，成长为一名心理成熟的基督徒。在学校，我必须说英文，不能说我本土的Pampango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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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每次违反就要罚款五分钱。结果我学会了用他者的眼光去思考、说话和观察世界，相信从脑中清除我那“原始的方式”对我是不无裨益的，从而我可以和完整的人为伍，也就是奉为典范的白人与白人文化、文明和其（所谓的）独立。

但是另一方面，殖民主义者又不想，也不可能把独立，更不必说自强，让给非白种的菲律宾本地人。正如Frantz Fanon（1963）所说，殖民主义的工作是不断地把自我构造成“他者”，因此不允许其设想自我为必要的角色。殖民主义的一部分任务便是让人怀疑当地人的存在方式。菲律宾的经历中有很多这种形式，自由心理学家Virgilio Enriquez推测（1994）：通过压制本族生活方式和表达，贬低和边缘化菲律宾自我的身份、价值和艺术，解构和亵渎文化器物，殖民选举已经被视为是最有成效的。在占优势的殖民观念中，对于本土文化的重新定义和其元素的象征性的利用，取代了对当地人的真正认识。在之后的10多年里，在美国殖民话语中，菲律宾的“文化”和“身份”在一系列特征上已经同质化了。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陈述的：

这些表面上的特点大多围绕着维护“面子”或者“先生综合症”［如前所述］（指追求“缓和人际关系”的倾向）。相随而生的价值三部曲是utang na loob（大致对应感激之心），pakikisama（友好相处）和hiya（羞耻感），和这三种价值相伴而生的是一组负面的特性：ma-nana的习惯（长期拖延）；ningas cogon（虎头蛇尾，就像白茅草上转瞬即逝的光）；banala na（宿命论）和talangka心理（“扫兴心理”，指把那些努力做得更好的人给拉下来的倾向）。在十多年中，这种身份构成被普遍接受，教科书中也用它们教菲律宾人认识自己。（Mendoza，2002，p. 57）

的确，在我大部分的成长岁月中，正是类似这样的文化解读告诉我自己的构成，可想而知这令人愤怒。在无意识中，执著地逃离我眼中那曾经低级的自我存在，成为一个诚实的“年轻的棕色美国人”，也就合乎情理了。尽管美国的维和部队和传教士严格的教化（他们在美国“授权”菲律宾殖民地于1946年7月4日正式独立后仍然在继续进行活动）不断加深了我美国化的身份认同，我心灵深处的一部分仍然固执地拒绝接受改变。我明白这是一种恶性的自我弃绝和个人心理疾病的表现，最后，正是这种拒绝同化的固执拯救了我（有时显示出不断痛苦地和英语口语作斗争，尽管我已经被迫终身都要讲英语，此外更为普遍的是一种“疾病”的感觉，或者简言之，无法在强加的殖民文化模式中轻松发挥作用）。

我于1982年“获释”，当时菲律宾艺术和音乐学的一位著名教授组织了人文科学的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名为“艺术中菲律宾人形象”的讨论，他对分布在大约80多个左右的文化语言学社区幸存本土艺术品进行了大量一手研究。我在一部早期著作的序言里描述过那个我在文化上觉醒的重要一刻：

在这（研究生课程）里，通过把艺术作为一种映射的工具，我第一次有了菲律宾的“本土的”意识和情感……突然之间，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在我存在的深处激励着我。我第一次察觉到有一个自我和那个总想成为他者的自我正在分离（之后Fanon和荣格完成了内心自我的塑造），就像自我第一次认识了它自己，或者像是从镜子里面看，发现不是一个低等的生物，而是一个人。此时我就像一个傻瓜，每一次上完课出来之后都会大声地表达我的思想，从那些关于本土社会艺术形式的纯朴的审美描写中，从用他们的话表达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中，不知道是什么在震撼着我。

现在我知道那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各种各样的本土艺术中所表现的）是经常被我压制但又在本能地共享的。因此，我的内心产生激烈的矛盾。我第一次感到这整个民族是我可以归属并可认同的，一个合理存在的社会不会因为不同（和那些无形的白人殖民标准不同）而变得低级，因此我正式加入了学术界的本土化运动。

这块地方，这个自我开垦的空间，是我要求的我在此对话中的立场。对我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顿悟的时刻在于实现“解读”文化的行动。这种文化解读行动远非是客观科学的一个单纯实验，相反，它是个高度政治行动，充满了各种各类的深层意蕴。确实，在殖民主义体验中，对于那些被迫承受暴力，消除自己认识和被异己观念取代他们自己生存方式的人，生与死不再意味着有什么大不同。

问题细节（The Problematic in Detail）


文化复兴的工作（The Task of Cultural Recuperation）


这种重新解读的任务不仅是那些积极探索本土文化符码的外来者所必须承担的，文化内的人也面临着这项重新解读的责任。因后者无意识间已经向隐蔽而来的外来者的观点臣服，此即后殖民主义话语所称之为的内化的“殖民注视”。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假设的那样，甚至在这种似乎对主导意识形态无条件屈服的现象中，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从菲律宾人的“缓和人际关系”的倾向中观察到的那种全面投降的感觉，正如前文所述那样，对于那些能够辨别和理解在公众面前的表面谦虚顺从之下深层意义的人而言，他们最后是可以从这种感觉中解码出不同的意义来的。

这里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对于表面符码的解读方法，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就是一项深刻而复杂的发掘工作。对那些埋在殖民废墟的碎片堆中的深层意识的任何“发掘”、“恢复”或“苏醒”的尝试——即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和幻想的话，那些后殖民主义的解释也都会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误导。但我们在此希望据理力争的是：不去做挖掘的努力只会让压迫和统治制度保持原封不动，而这些制度在殖民秩序中已被如此巧妙地纳入，似乎看起来是正常的了。因此，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批判质疑，对于有志于更公正的跨文化关系的人来说，不仅仅是值得的，而且是绝对有必要的。

这里的争辩和所有对菲律宾文化传播模式框架不同的解释有关。考虑到个人符码来自于系统，而且只有在他们所属的整个意义系统才有意义，我们要提出的论点是一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个性的行为表现，也能理解整个意义系统，霍尔（1997）称之为一种文化用于界定这些行为意义系统的“理解框架”。如果没有这种框架，就只有误读，并最终导致失败，无法进行充分的文化解读。

历史上，菲律宾殖民学者采用的架构通常来自于实证的社会科学，其特征性的标志是依赖文化被赋予的经验主义表面。菲律宾“先生综合症”的一系列特点，是解读这种文化表层的经典例子。通常人们认为旁观者对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未经任何主观阐释的描述是最为客观的，这种描述远非无知那么简单，人类学者Mary Douglas（1966）认为，所有的组织图解都已经镶嵌到某种政治系统中，常常为一种既定的偏见或利益服务。在菲律宾文化中的“先生综合症”里面，西方的学术框架在分析中不为人察觉，以隐形的模式来运作，只有在比较评价分析对象（也就是，菲律宾文化）时候才会出现。例如，标准价值是标榜个人权利，不顾集体或社会肆无忌惮追求个人利益，认为持久关注社会关系和群体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追求，而且是完全反生产力的。所谓的“先生综合症”被看作菲律宾的“核心”价值，因此毫不惊讶随之相伴而生的特点都有其负面的价值（也就是“回避冲突”，“羞耻感”，“与人相处”，“拖沓”，“缺乏决断力”，“宿命论”等），因此把本土文化降低为一种安适的、消极的以及通过暗示打消其上升为西方“进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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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可以毫不费力地识别出这种持续的殖民统治和教化的分析轨迹。不幸的是，直到今天，菲律宾政府中那些坚信不疑的新殖民主义精英仍然在不断购进这种“反生产力文化”的神话，在政策决定过程中仍然受其影响。“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cf. Licuanan，et. al.，1988；Maggay，1993）我们不断挑剔本土文化，却找不到400多年以来用残酷暴力进行统治的殖民和新殖民主义的任何瑕疵，而实际上伴随而生的是扭曲和漫长的破坏，在后殖民主义的现在还在继续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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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解读的政见（The Politics of "Indigenous" Interpretation）


Sikolohiyang Pilipino（菲律宾人心理学）的观点是过去30多年中出现的对这种客观主义模式的挑战，并在国际学术界中进行交流。这是一股致力于菲律宾学术界本土化训练的运动
5

 ，也被称作Sikolohiyang Mapagpalaya或者“自由心理学”。这个运动以解构美国心理学为开端，美国心理学事实上只是许多民族心理学中的一种，却被夸饰为普遍的、唯我独行的心理学。为了应对美国心理学这种普遍化的自傲及对与其有差异文化的负面化，菲律宾人心理学有必要建构菲律宾文化和人性的轮廓，回应殖民主义为菲律宾人归纳的那些消极负面的特点和所谓的核心价值。例如：把［B］ahalana（宿命论）重新解释为“决心和承担风险”，“给［人］注入勇气”，因此在面临可怕的困难的时候，“［他］不会退缩”（Pe-Pua 1991）。Talangka或者“扫兴心理”成为一种呼唤社会成员承认受人之恩以及为整个社会利益工作，而非只为个人谋利（cf. Jocano 1966）。（in Mendoza, 2001，p. 233）。

同样，在对Manana（拖沓）的习惯以及ningas cogon（尽管开头兴致勃勃，却不把工作做完的倾向，就像白芋草上那一闪而逝的光）做出判断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菲律宾人拖延是因为职业道德低下和不容易满足，还是因为“当地人把时间看作一个事件的本能……当有事情了再去做，就像他们不是按照计时器，而是按季节生活”（Maggay，1993，p. 11）？但是，尽管这种重新解释给学者的文学中塑造的菲律宾文化和身份的轮廓成功添加了更为积极的一笔，其结果却仅仅是加固了这个印象。也就是说，把消极的刻板印象转为积极的印象，但是仍然没有消灭旧的殖民框架，各种学说仍然原封不动，成为其分析的定义框架。

以Kapwa
 为核心价值的传播（The Communication of Kapwa as Core Value）


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中批判理论的进展，特别是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范式。这种范式完全抛弃了旧的殖民主义框架，批判那种泛世的跨文化的社会科学的前提和假设。脱离了早期那些仅仅是对殖民主张做出回应的倾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批判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达成一，形成了一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观念：即Kapwa是一个在许多菲律宾文化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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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olohiyang Pilipino（菲律宾人心理学）先驱Enriquez阐释如下：

菲英词典通常把英语中的“both”和“fellow-being”翻译成kapwa（Panganiban 1972，Enriquez 1979，de Guzman 1968，Calderon 1957），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要给kapwa找一个英语中匹配的词的时候，涌入脑海的一个词是英语的词“others”（他者）。但是，菲律宾的词kapwa和英语中的词“others”非常不同。在菲律宾，kapwa是一个“self”（自我）和“other”（他者）的统一。英语中的“others”（他者）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和“self”（自我）意思相反，而且暗示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一个分离的身份。相反，Kapwa是对共同的身份的认知，一种内在自我和他者的共享。（Enriquez，1992，p. 43）。

他提供了下面的证据进行支持：

kapwa对于菲律宾思想和行为更加重要，一个论据便是当菲律宾人遇到那些似乎walang kapwa（-tao）［没有kapwa的感觉］，所产生的震惊与不信任。如果有人是walang pakisama［无法与人交往］，其他人可能仍然会说，“他终究会学会的”或者“不用管他，他就是那样”。如果某人是walang hiya［没有羞耻感］，其他人会说，“他的父母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如果某人是walang utang na loob［没有感恩之心］，其他人可能会建议，“躲避他”。但是如果某人walang kapwa tao［没有kapwa的感觉］，人们就会说，“他已经无可救药了，Napakasama na niya，他是最坏的”。（Enriquez，1992，p. 61）

在Kapwa的标准模式中，尊重他人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部分。菲律宾心理学家Jaime Bulatao（1992）比较了菲律宾人和（典型的主流北美人）美国人，提出一个类比来解释菲律宾人中管理自我意识的不同的逻辑。他指出，菲律宾人可以比作“在平底锅中煎的许多蛋，个体的经历包括一个核心（蛋黄），但是外核（蛋白）和相邻的其他鸡蛋的外核融合”。另一方面，他把主流的北美人比作“许多煮熟的蛋，但是他们个体的壳保护自己的自治权，他们有选择把自己（或者一部分）对别人开诚布公，或者完全密封”。（in Mendoza，2003）

菲律宾人对于存在的不同意识，带来了菲律宾文化的重组，这种重组能够恢复支配菲律宾文化传播模式的隐蔽的符码；举例来说，与先前那些强调表面协调作为核心价值的模式相较，一旦采用新的原则去重新解读kapwa，会产生一套全然不同的价值，他们和“先生综合症”的表面价值没有一点关系。这些相伴Kapwa产生的价值是karangalan（威严），katarugun（公正），和kalayann（自由），他们共同构成了在Sikolohiyang Pilipino（菲律宾人心理学）中的菲律宾人的主观认识。

在Sikolohiyang Pilipino（菲律宾人心理学）的纲要中，Kapwa的核心价值（分享的存在和身份），和与之相关的尊严、公正、自由的价值，共同构成了菲律宾文化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社交接纳”、“社会公正”（正如utangna loob和缺乏感恩之心）和“社会流动”（扫兴心理）的“先生综合症”，未考虑到深层次的、根本的动力，仅仅是错误解读表面符码的简化论／功能论（Enriquez, 1992, p. 75）。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解读交际意义，pakiramdam的技能（了解别人感受的能力）是绝对必需的，这是达到pakikipagkapwa-tao（一种和他们友好共处）的先决条件。菲律宾传播学学者Melba Maggay在她的名为“Pahiwatig: Kagawiang Pangromunirasyonng Filipino
 (2002)”的书中描述了菲律宾文化中这种复杂微妙的间接传播。她把它定义为pahiwatig（感觉，觉察），是一种杂乱的、没有脚本的即兴之舞，或者即使用了词语，也是没有词语交流的。这种传播资源允许菲律宾人对于“没有系统的，不确定的，无预测的情况感到怡然自得”（Mataragnon in Enriquez，1992，p. 62）。没有这种微妙的（非语言的和／或超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kapwa在所有的表现中都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它不再是一种表达或者传播的手段。

Kapwa如果在菲律宾语代词（在英语中不存在）中含有一种互惠的存在，Kita便是你我融为一体。违反互惠的规律，意味着个人与他人的互惠不在，个人也已经被放在kapwa关系环境之外，作为一个和自己同伴的分离的“他者”处事，也就是说，某人缺乏pakikipagkapagkapwa-tao（不知道如何做人）。当位高权重之人违反这种规则的时候，下属可能的反应便是很难理解的沉默，而这常被误解为顺从或者不加思考的投降或者适应。事实上三者都不是，Maggay（2002）指出：

沉默不语，缺乏权利，举止谦卑，这些迟钝的大众在面对不平时，被无奈地诉诸于武力来保护自己和其他一样受到压制的人。人们常常把他们的沉默误解为麻木不仁，从来没有人指望他们为公共利益行动（pp.96—97；translation from Filipino original ours）。

结语告白（Final Confession）


为了现存的原因，对过去价值的重构经常会不可避免地要冒不切实际的以浪漫的方式思考问题之险（Alejo，2000）。这里提出的有关kapwa的想法也不例外。但是我们思考的关键不是有没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问题，而是什么被浪漫主义化了，（Alejo，2000）以及浪漫主义的程度大小。我们希望某种程度上的浪漫主义，这对于人类的希望以及交流都有必要。“语言”本身已经在意义上“浪漫化”了，它们只不过是纸上的符号、空气中的声音，但却可以改变世界、赢取人心，重塑思想。小小的符号，有着重要的权利要求！是以伸展或以改变地位为目的的现实微小层面的放大（Alejo，2000）。最好的对待浪漫化真正的危险的方法，不是在现实中不同的浪漫主义观点之间达到没有流血的平淡客观的平衡，而是向占主导地位的浪漫观念发起积极的挑战。在我们看来，科学、客观、学术理论、经验主义等是我们时代中最危险的浪漫，而这些却被西方的经济制度奉为珍宝，受到军事行动的支持。他们无法容忍严重的挑战，即便西方的经济制度同时明显掩盖了其全世界范围内对于本地人民和资源持续不断的掠夺行动。在某个意义上，这篇文章旨在拉开操纵麦克风的老人面前的幕布，提出在本地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有关浪漫概念的论战。

因而，在这个文化的隐秘途径中进行迄今为止的短暂的摸索后，应该提出这种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被西方的强国和全球化力量摧毁殆尽的文化，要部分地揭示其解码深度，以供西方学术界研读呢？这对于跨文化的理解不是一个方法上新的问题，但也不是个过时落伍的问题。穿过这个阐释的迷宫并非易事。

西方人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这场殊死战斗已经持续了五个世纪，菲律宾kapwa在后殖民主义的更换形式中所给予我们的，是一套持续进行的复杂的编码化过程，它现在还在继续抗拒政治的协商和从言辞上去理解。文化本土化也只有在地下才能生存，意义构成的表面被多层的面具掩盖，以此来抗拒西方理性之眼对其富饶内涵的掠夺和蹂躏。但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本地的持本土语言的人，受到意义经济和经济意义的语言渗透，其资源被劫掠为西方道德规范的积聚所用，而该道德规范是无法应对任何社区的道德标准的，不需负任何法律责任，且不可以被改变或违反。kapwa是非西方人的核心价值的一个明显例子，和那些入侵的不服从于它自己互惠主义的道德标准作斗争，结果造成这些非西方人深陷于无情的个人主义和抵抗性的地方主义的漩涡之中，前者把互惠主义歪曲变形，进行控制，但是后者又不断重新进行设计，把自我和他者重新联系起来。但这不是平等的斗争，因此隐蔽的话语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受到尊重的条件。

在这个特定案例中，把菲律宾文化肤浅地理解为寻求平稳、乞求宁静，不仅是西方的误读，也是给予了菲律宾人保护的误读。这误读维护了一种秘密力量，这种秘密力量的符码只为参与这个特定模式者所有。这种符码不是被制服了，而是经历了苦难。要进入其意义内涵，首先要作出明显的有洞悉力的价值选择。那价值是一种内涵深广的互惠互利，在当今全球物质和人类的新陈代谢的环境中是需要被严肃考虑对待的。那种价值或许就意味着把西方控制的资源重新分配给第三世界的民众，而那将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降低中产阶级的平均生活水平。除非是一心地期待这种根本的互惠互利——否则，只是假装想要“理解kapwa文化”——便和西方的把戏不相伯仲了。我们敢说在座的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或许甚至我们中那些声称菲律宾血统的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学习这种类型的kapwa。我们宁愿把瑞扎尔浪漫化，或者为弗劳·肯特姆帕雷珅悲伤哭泣，而不去改变现状，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平静既是一种掩饰，也是一种谴责。

 

(Fro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2, 2003)

 

注释


1
 ．"Confession" is the chosen term for this and two subsequent subsections in reference not only to the authors'offering of some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 as part of the writing, but also to the recounting of the martyr-like executions of Jose Rizal and Flor Contemplation with which the piece opens. A martyr in early Christianity was considered the "witness" par excellence, offering bodily "confession" of a politico-religious conviction that valued a certain kind of justice above life itself.


2
 ．Whom Constantino (1977) would later label, along with the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ors sent over to administer the islands, as the US's "second army of occupation". It is the arrival of this second ideological battalion that would complete the work of pacification where military containment alone had failed to secure subject compliance.


3
 ．Not to argue that such ideal is recognized as a desirable one; on the contrary, part of indigenization's critique is the uncritical acceptance of moder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s the necessary ideal for all.


4
 ．In the words of anthropologist, Mary Louise Pratt (1994), "Under conquest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ations enter long-term, often permanent states of crisis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y either conqueror or conquered" (p. 26).


5
 ．For a full discussion of this movement, see Mendoza (2002).


6
 ．Note the emergence here of the plural "cultures" versus the homogenizing effect of the reactive anti-colonial discourse that necessarily dichotomized between "foreign" and "indigenous" conceptualizations. The plural "cultures" signifies the plurality, albeit with close interrelatedness, among the various Philippine ethnolinguistic communities once the discursive context changes from having to address the nation's colonial interlocutor to one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closed community of Filipinos addressing and speaking with each other (an entire tradition of theoretical practice was later on built around this contextual difference in speaking contexts called Pantayong Pananaw (a "for-us from-us" perspective) (cf. Mendoza,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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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colonial psychology has traditionally represented the Filipino self' as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value of "smoo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r pakikisama, implying a penchant for avoiding conflict at all cost. More recent critical Filipino scholarship, however, contests such a representation as shallow and reductive, one based on a mistaken locating of the core of Filipino culture in its surface code or empirical face without regard for the deep hidden structure of meaning that often operates beneath the radar of the surveilling eye. Filipino "liberation psychology," on the other hand, locates the sedimented core of the' Filipino self in the alternative value of kapwa, a "reciprocal being" between self and other secured only in give-and-take over time between the parties involved. This paper performs a historicized mapping of the discourse on kapwa, highlighting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realm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Methodologically, it offers a non-essentializing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calls on the academy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such knowle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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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回顾了美国七种流行的网络广告形式的最新发展，包括横幅式、赞助式、弹出式、富媒体式、关键字检索、三维视频、广告游戏。考察了每种广告形式的现有研究状况，并对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及潜在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同时，本文也对网络广告未来的研究方向作了探讨。



［关键词］网络；网络广告；广告有效性


 

自21世纪初期首次登台亮相，网络广告一直稳步发展。在最早的关于网络广告的一本书中，Strangelove（1994）列举了几种广告形式，包括电子邮件、新闻组式广告、签名文件、免费电子信件、软件样本、电子手册和网络商店。随后，一些受欢迎的广告刊载在misc. frosale和biz. marketplace等世界性新闻组网络系统里。2005年，美国互动广告协会（以下简称IAB）在2004年互联网广告收入报告里对八种形式的网络广告收入进行了评估，它们包括关键字检索广告、幅式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推荐式广告、网站上架费和电子邮件广告。

如表1所示，几年间，网络广告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从1998年到2004年，幅式广告在总收入中由最初的56％逐渐下降到的19％，赞助式广告也从33％递减到8％。另一方面，富媒体式广告——以视频、音频等同步组合起来的、以动态图像为特征的广告——从2002年的2％上升到2004年的10％。增长最快的是关键字检索广告，在2002年只占1％而到2004年却增加到了40％，成为网络广告最主要的形式。Google，Yahoo，AOL和MSN是提供关键字检索广告服务的主要网站。

除了这些IAB测量的广告形式，网络广告主还运用了其他新的广告发布形式，如三维影像广告和含有品牌信息的在线游戏。这些广告形式进一步模糊了广告和其他市场营销方式的界线，构成一种网络广告的趋势。本文将评述主要的网络广告形式的特征及其有效性的研究。


表1　不同形式的互联网广告收入：1998—2004年　　（单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幅式广告
	56
	56
	48
	36
	29
	21
	19



	赞助式广告
	33
	27
	28
	26
	18
	10
	8



	插页式广告
	5
	4
	4
	3
	5
	2
	—



	电子邮件广告
	—
	2
	3
	3
	4
	3
	1



	分类广告
	—
	—
	7
	16
	15
	17
	18



	富媒体广告
	—
	—
	2
	2
	5
	8
	10



	关键字检索广告
	—
	—
	1
	4
	15
	35
	40



	推荐式广告
	—
	—
	4
	2
	1
	1
	2



	网站上架费
	—
	—
	—
	8
	8
	3
	2



	其他
	6
	11
	3
	—
	—
	—
	—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来源：美国互动广告协会，1999—2005年。


幅式广告（Banner Ads）


幅式广告（又名display ads）是颇为流行的一种网络广告形式。它通常由文本和静态图像或动画构成。1996年，IAB确立了八种标准的网幅尺寸，基于广告主对更大尺寸和更强效果的广告的需求，在2001年又将其扩大到了14种。幅式广告的点击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的3％下降到21世纪初的0.5％（Ad Knowledge公司2000，援引在Meskauskas 2001），在2003年的第一个季度更是跌到0.28％（Doubleclick公司2003）。尽管如此，在主要网站上，幅式广告依然处处可见，主要用来塑造品牌。

在早期的一项关于幅式广告效果的研究中，Briggs and Hollis（1997）运用一种自己发明的体系测量广告的效果。他们发现即使幅式广告没有被点击，也能提高消费者对服装和科技产品品牌的广告关注度、品牌感知以及正面态度的转变。由此总结出幅式广告在直接反馈和形象塑造方面的双重作用，虽然后者常被人忽视。

一些研究探讨了幅式广告的某些特征如广告的尺寸、动画、促销和情感诉求的影响力。Li and Bukovac（1999）用实验室方法调查了幅式广告的类型（静画和动画两种形式）、广告尺寸（小广告和大广告）、网民类型（网络冲浪或网络搜索）在广告记忆度、点击率和反馈速度等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动画广告较静画广告能产生更好的记忆度和更快的点击率，大尺寸幅式广告比小尺寸的能引起更高和更快的点击率；然而，网民类型并没有什么影响。Xie, Donthu, Lohtia and Osmonbekov（2004）在分析了8098个幅式广告后发现，促销手段影响点击率并且正面情感诉求能增强促销手段的效果；只有不使用促销手段时，负面情感诉求或无情感诉求广告似乎才产生更好的效果。最近，Sundar and Kalyanaraman（2004）研究了幅式广告动画播放速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与慢动画速度的广告作对比时，他们发现快动画速度更能吸引注意力并引起更强烈的生理刺激。以上的这些研究表明幅式广告的特征对广告表现有多方面影响。

赞助式广告（Sponsorships）


网络赞助广告把广告主的身份识别（公司标识或品牌名称）发布在被赞助网站以为其建立良好信誉。Meenaghan（1983）把赞助式广告定义为“商业组织出于达成商业目标的目的，对某一活动提供财政或实物上的协助”。Gardner and Shuman（1988）认为赞助是“投资于事业或事件以支持企业目标（如提升企业形象）或营销目标（如增加品牌知名度）”（p. 44）。Crimmins and Horn（1996）认为赞助者通过在消费者和品牌、事件之间创造并维持一种联系以引起目标消费者对其的高度重视。类似于传统赞助广告对活动事件的利用，网络赞助广告从用户对被赞助网站的访问量和正面印象获利。例如，1998年制药公司把他们网络广告费用的一半花在了赞助健康网站上（见Neff 1999）。

Rodgers（2003）用联系的观点研究了网络赞助相关性的影响力。赞助相关性是指赞助商和被赞助方在共享语义要素上的匹配，就像旅行社赞助的是某网站的旅游版块一样。他得出的结论是相关赞助商比非相关赞助商更可能产生较强的记忆度、购买意图和较好的品牌评估。Rifon, Choi, Trimble and Li（2004）调查了网络赞助商显而易见的共同动机，发现一个企业和其所赞助的事业的良好契合能导致利他赞助动机的消费者归属，并提升赞助商的可信度和消费者对赞助商的态度。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网络赞助，一致认为这种认知匹配能够影响网络赞助商的收入，所以对企业来说，选择合适的事件、事业或活动去赞助是至关重要的。

插页式广告（Interstitials）


尽管在网络广告收入只占很小部分，插页式广告、在浏览窗口顶部或底部显示的弹出广告仍是最受争议的广告形式。受众被置于强制性的收视模式，因而认为这些广告打扰了自己（Cho, Lee and Tharp 2000）。在传统媒体中，电视广告就属于强制收视，因为它们通常在一个节目中或节目之间插入，打断了受众的观看过程。而报纸广告就属于主动收视，每当读者阅读报纸的时候可以看广告也可以不去看。互联网能以主动和强制两种收视模式显示广告。虽然有人把幅式广告视为眼中钉，抱怨它们在网络里无处不在，甚至许多人为防止它们在浏览器上显示出来而使用了广告拦截过滤器，幅式广告还是被看作是像报纸广告一样运用了主动收视模式（见Dalton, 1998）。

人们通常认为强制收视广告具有强制入侵的特点，因此导致消极反应如恼怒和广告躲避（Li, Edwards and Lee 2002, Edwards, Li and Lee 2002）。Edwards et al.（2002）做实验性研究时, 受众状态和广告特性影响人们对强制收视广告的感受。受众有的是有明确意图搜索感兴趣的内容、有的做无目的的网上冲浪。网络冲浪者较之搜索信息者可能更少察觉到弹出广告的干扰。对于同种状态的受众来说，其内容与网页内容相近并具有较高信息量或娱乐性的强制收视广告又比其他类型会更容易被接受。

由于网络用户的抵制日益增强、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认可度的减少（Angwin and Mangalindan 2002, Morrissey 2003）和广告拦截器的广泛使用，插页式广告和弹出广告等强制收视广告近年来呈减少趋势。插页式广告不再被作为网络广告的一种而列入IAB的2004年互联网广告收入报告里。

富媒体式（Rich Media）


富媒体是以动态为特点的种类繁多的网络广告的一个统称。矢量图形（使用几何学规则呈现图像）、流式音／视频、java及动画的使用，使得富媒体广告的影响力更强，且能引起用户更积极的回应。大部分富媒体广告自始至终是以主动收视模式显示出来的，因而它们一般都会为大多数网络用户所接受。

广告主喜欢富媒体广告，因为他们相信诉诸多种感知系统的信息比要求较少或单一的感知系统的信息能被用户更多地感知而且高质量信息（如生动性和识别性）比低质量的更有效果（Reeves and Nass 1998）。富媒体广告的视觉效果常与展示信息的数量正相关，信息数量又决定广告的尺寸。广告尺寸和容量越大，在电脑显示器上的下载和显示时间就越久。富媒体广告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部分归功于美国家庭使用宽带网络的激增。

一些研究发现富媒体广告比幅式广告更为有效。美国网络广告服务商DoubleClick（2003）公司调查了四亿个富媒体广告后发现该类广告的点击率平均为2.4％，高出传统网络广告6倍。Dynamic Logic市场调查公司（2002）研究了320个网络广告系列和338,184个访问后指出，人们看过幅式广告，对广告信息的了解增加21％；而看过富媒体广告后，增加44％。

关键字检索（Keyword Search）


关键字检索在2003年成为网络广告最流行的形式，其广告收入超过了幅式广告、分类广告和赞助式广告（IAB 2004）。2004年，它仍势头迅猛。关键字检索是Google、Yahoo!、MSN和Lycos等互联网搜索网站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主在搜索网站选择一个或几个与其业务相关的单词或词组，与其网站的链接会出现在使用该词搜索的搜索结果页面的指定区域。比如，在Google输入“照相机”，购买了这个关键字的赞助商的链接就会出现在查询结果的页面上方，用户很可能就点击这个链接。

关键字检索广告因为迎合了消费者、广告主和搜索网站的需求而不断增长。由于互联网里的信息以指数速度增长，在网络里找到有用的信息变得日益艰难。搜索网站成为每日数百万用户使用网络的出发点。据估计30％到40％的搜索者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搜索，对销售网站而言，关键字检索可以带来有钱可赚的消费者。大多数关键字检索服务如Yahoo！的Overture和Google的AdWords建立在点击付费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广告主喜欢的定价方式。

关键字检索由于在用户需要时传递的是相关商业信息，所以优于其他网络广告形式。所以，用户不太可能把它当作一种干扰。对网络广告来说，关键字检索似乎是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是点击付费，受结果驱使。然而，关键字检索并非十全十美。《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了关键字检索所带来的网站伪点击的问题（Zeller 2004）。该文认为像Eddie Bauer、Office Depot和CompUSA等公司每年为伪点击支付上千万美元，这种伪点击不是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攻击关键字检索广告的电脑黑客自动程序。所以，点击本身有时也不能准确地测量关键字检索广告有效性。

三维视频广告（3-D Visualization）

另一种被广告主使用的网络广告形式是一种三维产品形象化广告。与幅式广告的用户与网站交互不同，三维视频广告让消费者和网络里的模拟产品互动。三维视频广告的界面属性为检视产品提供了天然的方法，并体现出“对象交互性”的形式（Schlosser 2004）。比如，消费者检视产品时可以旋转三维产品以便从各角度观察，对细节处或放大或缩小，甚至可以通过指定的动画试用某些产品功能（详见Li, Daugherty and Biocca 2001）。三维视频广告被越来越多的电脑网站、设备网站、电子网站、甚至服饰网站所使用。例如继Land's End公司之后，Sears公司的网站近来对其家具和家庭装饰品也采用了三维视频广告（Anonymous 2004）。

研究显示，与网络里用图像呈现产品的方式不同，三维产品形象化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信息、促成更积极的品牌态度、强化购买意愿，这种效果对于那些无需触摸实物也能作出购买决定的商品来说尤其突出（Li, Daugherty and Biocca 2002，2003）。Schlosser（2003）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不管用户是在搜索还是在网上冲浪，三维视频广告的对象交互性即允许用户在虚拟世界直接操作商品对象，导致了用户更强的购买意愿。Griffith and Chen（2004）调查了用户虚拟体验对商品购买决策的影响后发现：增加了虚拟体验的网络广告能降低认知风险、增加广告效果评估、提升广告影响力和购买意愿。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服饰广告中虚拟体验的效果。研究结果证明，服饰产品虚拟体验属性的程度越高，效果越明显。

Li, Daugherty and Biocca（2002，2003）认为，与产品间接或直接体验相比，三维视频广告生成的虚拟体验的优越在于虚拟功效（virtual affordances）。他们认定了三种产品功效：真实功效提供的是产品的物理属性；感知功效提供的是消费者具有的、网民在购买前评估产品的认知暗示；虚拟功效提供的是在三维视频广告里被模拟的产品属性。他们假设：当虚拟功效相当于或超过消费者的感知功效时，虚拟体验能增强产品知识、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例如，购物者能用三维视频模拟在结婚戒指内侧刻上自己的名字，而这不太可能用实物模拟。这样的一个虚拟雕刻的体验可能超出购物者对产品的认知功效并产生积极回应。

Schlosser（2003）从心理意象的角度研究客体互动性的作用并推测出客体互动性——直接使用虚拟物体的行动——应能产生更清晰的心理意象。如果被动获取信息，效果会差一些，因为生动的心理意象比认知阐述更类似于实际体验，不管用户是搜索还是浏览，它都能影响其意愿。用户接触产品信息的方式分为两种：一个是能与目标客体进行交互的网站，其参与者可以在目标图像上点击和移动鼠标器，以促使目标变化；一个是被动性网站，仅仅包含了文本和图片。虽然心理意象影响力未被直接测量，但研究结果还是支持了Schlosser的观点。

Li et al.（2002，2003）研究中的虚拟功效和Schlosser（2003）研究里的心理意象影响力依赖于不同的理论，但他们似乎都支持3-D视频广告作为一种网络广告形式的优越性。

广告游戏（Advergames）


在线游戏中的产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是广告与娱乐内容相结合的又一范例。这种广告游戏运用互动技术，以一种富有魅力的时尚方式散播品牌信息。品牌与游戏的整合程度不一。Chen and Ringel（2001）注意到品牌和游戏整合的三个层次：联系、显示、证明。联系型整合方式是最低层次。品牌只是被放置到某个活动或事件的背景里，如Jack Daniel的商标出现在撞球台的四周，不仅充当撞球台本身的底座还吸引目标受众。描述型整合方式是将品牌放置在游戏中的突出位置，如某个冒险游戏描述的就是卡通人物不得不在上学前收集他散落在风中的General Mill公司生产的谷类早餐的故事。证明型整合方式代表品牌整合的最高水平，如游戏《灌篮高手》里的运动员在游戏里比赛的开头部穿的是耐克公司Shox牌篮球鞋，用游戏人物证明了该产品的性能（Chen and Ringel 2001）。目前，尚没有研究考查品牌与游戏不同程度整合的相对影响力。

Youn, Lee and Doyle（2003）在研究游戏玩家特征时，比较了三大群体：在线游戏玩家、不玩游戏的网民和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他们发现，在线游戏玩家在探索新鲜事物、冒险和口碑传播方面比其他两个群体更具冲劲并更胜一筹。玩游戏和不玩游戏的网民比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对社会敏感问题更宽容，且更能容忍含有性和暴力内容的广告。

Nelson, Keum and Yaros（2004）考查了游戏玩家对广告的普遍态度、对游戏置入产品信息的态度，以及产品置入对购买意愿的认知影响。他们调查了62个游戏玩家，结果表明：对广告的态度与对游戏里产品置入的态度正相关，而且这两种态度均能预测置入式广告对购物意图的影响。Hernandez, Chapa, Minor, Maldonado and Barranzuela（2004）在一项调查中发现西班牙游戏玩家对游戏里的广告表现出比美国玩家更积极的态度。

Grigorovici and Constantin（2004）比较了广告游戏中现场置入（汽车和手机）和创意置入（广告牌）在广告记忆、广告识别、广告偏好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临场感和注意度的中介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场置入中的产品越大，广告记忆度越高，而创意置入中的产品越小，则记忆度越高。他们还发现临场感和受众对游戏的卷入度与品牌记忆、品牌识别负相关但与品牌偏好正相关，游戏卷入和心理负担似乎对品牌评估有抑制作用。Chaney, Lin and Chaney（2004）对广告游戏里的广告牌作调查后发现，游戏玩家通常更能想起商品的种类（比萨和碳酸饮料）而非具体品牌，另一方面，游戏广告牌里的品牌回忆度高于户外广告的品牌回忆度。

网络广告研究的未来

如同传统广告媒体，只有不负广告主、网络出版商和消费者的期望，互联网广告才能不断发展。广告主希望网络广告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广告目标，使投入的成本得以回报。对网络出版商来说，广告受众和广告主同样重要，因此必须力求内容有吸引力以维持基本受众群；同时，必须提供对广告主有效并被消费者接受的广告形式。消费者从互联网上的获益（容易上网、互动性、最新的产品信息和在线分期付款）须多于自己的付出（如隐私和安全，弹出式广告和垃圾邮件的骚扰），互联网才能成为他们选择信息、娱乐、购物的一种渠道。这些不同期望的满足是网络广告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网络广告必须保持这三方的成本和效益的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广告研究的目标是识别并理解那些对广告主来说有效、也适合网络出版商、并为消费者所接受的方式。下一节我们将讨论网络广告形式未来的研究趋势。

网络广告的作用

网络广告最新的发展表明，其真正的力量在于与传统广告整合以使其影响力最大化。Philport and Arbittier早在1997年就写道“说到网络，我们也许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广告渠道，它不仅是一个媒介而且是传统广告渠道的一个颇具价值的延伸”（p. 75）。所以，网络广告研究应从个别网络广告形式的有效性逐步扩展到多种广告形式整合对营销的效果方面。Chang and Thorson（2004）对电视广告和网络广告综合效益的研究代表了研究网络广告作用的一种新方向。

当从更广阔的视角考查网络广告时，我们就能研究许多有意思的问题。例如，消费者在接触并对网络广告发生兴趣之后通常会做什么？网络广告如何影响消费者随后的信息搜索和实际购买行为？网络广告在产生和保持消费者忠诚方面的作用是怎样的？Harvey（1997）对ARF模式的扩展，为探索网络广告作用提供了一个极其有用的框架。更好地理解网络广告的整体作用不仅有助于完善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广告形式，而且能够促进传统广告和网络广告在营销中的有效整合。

对网络媒体的探索

Leckenby and Hong（1998）在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中，运用排名前50的网站中的读者数据对几种传统媒体模式进行了测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网络广告媒介计划的触及率（reach）和触及频次（frequency）可以非常精确地评估出来；然而，一些概念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然后才能可靠地评估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共用的广告计划的触及率和触及频次。因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整合对许多广告战役来说是最基本的，所以迫切需要人们更深地理解跨媒介的使用和不同媒体传递的信息的相对影响力。比如，什么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触及特定消费者的最佳组合方式？不同的媒介怎样相互支持以最大化其影响力？网络和其他传统媒体广告的触及方式（reach patterns）在历经一段时间后会是怎样的？对这些重要问题人们知之甚少。

在媒介策划中，有效触及频次这个概念确立已久，但近来它的正确性已受到学者的质疑（Cannon, Leckenby, & Abernethy, 1996; Cannon & Riordan, 1994）。遗憾的是，尚没有论及网络广告对某种产品类别或服务类型的最佳触及频次的研究。触及度为多少才足以诱发广告回忆或导致广告疲倦效应？哪些因素决定网络广告有效触及频次的高低？甚至，有效触及频次仍是网络广告中必须使用的概念吗？

网络广告中的讯息

网络广告要达成的两个主要目标就是塑造品牌形象和促成购买行为。Blessie and Ju-Pak（1998）对200个幅式广告作内容分析后发现，它们通过运用多种元素诸如多媒体、交互性、新闻和促销手段等迎合了消费者对信息、娱乐和价格的需求。然而，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幅式广告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建议进一步研究广告的“内容、设计、氛围以便发现哪些因素能有效地引起并保持注意力、兴趣和刺激点击率”（p. 14）。新的研究需要考查各种因素对网络广告样式、广告内容整合、广告触及模式的影响。例如，消费者能察觉出在刊载幅式广告的内容和混合了社论式广告的内容在可信度方面的差异吗？消费者怎么看待新出现的飘浮式广告？各种融品牌信息于在线游戏的广告手法的效果如何？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研究生李晓莉参与了本文翻译）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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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国，电视的深入普及给观众带来众多可供选择的电视节目，这迫使各广播电视公司在吸引受众的问题上费尽心思。自从大多数公司将尼尔森（Nielsen）收视率数据作为制定广告价格的依据，对常规节目或即将播出的节目在本台进行推广就变得非常重要。继而，对于广播电视公司来说，获取受众和从广告销售中赢利这两种需要之间的关系催生了两个独立而又特别的部门：节目推广部和广告销售部。本文将探讨美国广播电视网的一般结构体制，以及电视推广将受众转化为收入的独特功能。同时，本文将以CNBC有线电视网（通用电气公司所有，是NBC电视网的分网）为例论述美国广告销售与营销的基本策略。



［关键词］电视网；媒介推广；受众研究；广告销售


 

在美国，两大因素决定着电视业的发展：一、数量繁多的有线无线广播电视网；二、实行“收视率决定频道是否赢利”的经济体制。基本来说，美国现有1.5亿个家庭，平均每家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其中，80％的家庭通过有线网或广播卫星系统收看电视节目，平均能收看到89个不同的频道［1，2］。除了家庭电影频道HBO（Home Box Office）等少数几家用户需付费的电视频道和政府资助的公共频道（Public Television）以外，大多数的电视频道都是通过出售广告时段来获得资金。而广告时段的价格与受众规模和受众成分构成息息相关。诸多的频道均需私营行业的财务支持，它们必须竞相吸引足够多的受众收看自己的节目，继而争夺广告市场获取广告收益。本文主要介绍包括无线和有线台在内的美国广播电视网是如何招徕受众、吸引全国广告主，并最终将其转化成广告收益的。此外，还将察看主要的有线频道美国财经频道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的运行状况，以此了解全国性广告销售及营销的基本策略。

争取受众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均花费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时间上一直较为稳定——每周30小时左右。虽然收看电视节目花费的时间基本不变，电视频道的数量却突飞猛进。20世纪50年代，仅有少数的几个频道，而到200年，每个安装了有线或卫星电视系统的家庭平均能收看89套不同的节目。这一“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得电视频道都要从相对稳定的收看状态中争夺受众。而能否争取到受众则要基于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为频道购买或制作电视节目，并通过相应的信息宣传活动向预期受众进行预告。

靠精彩的电视节目吸引受众固然重要，但其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在美国，80％以上的电视观众说他们“经常”或“有时候”在频繁的换台过程中选择节目［3］。依此推测，频道的广告宣传活动只是部分地影响了受众对节目的选择。然而，在对黄金段电视节目收视率的仔细研究后发现，收看导视节目的受众数量也部分决定了该频道受众规模的大小。不可置否的是，全新节目的宣传和推介确实能影响一个节目和所在频道的受众规模及受众构成。

在美国，人们常把为争取受众而进行的总体宣传活动称为“媒体推广”（media promotion），它一般包括以下的手段：

本台播放推广

本台播放推广（on-air promotion）是指电视频道占用自己的时段向观众预告即将播出的电视节目的一种推广方式，它常以一分钟或更短的视频音频讯息作为电视广告片，在节目之间的广告时段中播出。这些讯息被称之为“电视宣传片”（promos）。很多电视频道在节目内容中间插播预告节目的文本讯息。此外，电视频道还经常在播出节目的片尾字幕时插入一小屏幕，用以播放时间更长的视频讯息。这种推广的主要优势在于，每条推广讯息都能到达当时正在收看本台节目的观众，他们对即将播出的其他节目可能也感兴趣。不过，这种推广往往无法吸引新的观众群。

跨频道推广

为了能够吸引不收看本台节目的观众，则要采用跨频道推广（cross promotion）的方式，即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视频道达成协议互相播放各自电视宣传片。美国很多电视频道隶属同一母公司，像时代华纳同时拥有美国有线新闻网CNN（Cable News Network），家庭电影频道HBO和特纳东部有线电视网TNT（Turner Network Television East），所以跨频道推广成为向不同受众群预告节目的常见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缺陷，即一个频道的受众群可能对另一频道的节目并无兴趣。例如，时代华纳旗下的新闻网CNN和动画网Cartoon Network，这两个频道就鲜有重叠的受众群。另外，跨频道推广会占用本台自我宣传或本来可以出售给广告主的时段。

跨媒体推广

利用报纸、杂志、无线广播以及户外广告牌等媒介宣传电视节目已成为推广活动中运用得越来越多的手段。不同于本频道播放推广和跨频道推广，电视网需花钱购买媒介版面或时段来播放广告，而并不是去填补自身未占用的播出时间。有时，地方附属的广告销售部门同意互相交换。比方说，为了宣传新近开播的电视节目，电视网可能要在知名的报纸——比如《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电视网不是支付现金，而是向该报纸提供电视的广告播出时段以交换所占用的报纸版面。自然，适当地控制这类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广告销售不跌至年预算收入以下。

跨媒体的推广广告可以是多种形式，印刷广告、无线电广告、广告牌广告和电视广告等等，它们甚至可以在竞争媒体或频道中播出。例如，时代华纳的有线频道TNT，就可以通过附属的有线电视频道、或地方有线电视运营商购买30秒的广告时段，在NBC早间新闻节目中预告TNT即将播出的电影。该推广方式的优势在于电视网能够到达不收看本台节目的、又可能对本台节目产生兴趣的潜在受众。然而，该策略的主要缺点在于购买媒体的时间和版面可能费用昂贵。这样，即使花费一大笔预算可能也只能购买很短的广告时间或很小的广告版面。

媒介关系

媒介关系（media relations）又称为公共关系，是指把即将播出节目的相关讯息主动发布给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的娱乐板块的一种推广方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日报都设有专门的版面刊登电视节目时间表。此外，综合类杂志也常常发表电视节目的专题文章；《导视》、《娱乐周刊》等专业性杂志则往往刊登新节目的预告，让对此颇有兴趣的读者有所了解。因此，各电视网争相在这些出版物上刊登自己的新闻。因为是由各媒体决定新闻录用与否的，这些节目讯息往往免费刊登。媒介关系这种推广手段的优势在于：无需动用超出电视网正常管理费用以外的资金就可接触潜在受众。但电视网无法控制借助媒介关系所发表的新闻稿件的内容、刊载的位置以及刊登时机。譬如，许多报刊常会刊登对新节目的评论。由于节目制作商对评论内容无从掌控，因此，评论者可以自由发表一些负面的评论。

用于节目推广的各种资源

一般来说，电视网认为占用本台多少播出时间，拨多少预算资金来推广节目是商业秘密，不愿向受众公开。尽管如此，电视网的学术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播放推广的时间通常占频道总体广告时间的15％，或者说频道每个小时有一分钟用于自身节目的推广。［5］但是用于购买非属媒介版面和时间的花费就更难以估算了。美国的媒介报告估计包括电视网、电影公司、计算机软件制造商等在内的媒介广告主大约要花费58亿美元的广告费用，仅次于零售商和汽车商列第三位。［6］不过，58亿美元当中，电视网仅仅花费一小部分来购买杂志、报纸、无线电广播、广告牌以及非所属的电视频道的广告版面和时段来推广自己节目，这么高的广告费也显示了媒介推广市场激烈的竞争。

美国的电视网络公司还会拨出大量的内部资源，像员工和设备等，用于节目的推广。通常，一家仅制作自己部分节目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中，其最大的部门就是管理运作节目推广和营销的部门，常称作“创意部”（creative services）或“播放推广部”，员工人数从10人到将近100人不等；而在无线电视网络公司里，负责宣传推广的所有部门的员工总数甚至高达400多人。［7］当然，我们也常会发现这些部门中的许多雇员是自由职业人（freelancers），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薪金水平取决于接手的项目而不享受公司的福利。

推广部的核心员工会包括一名高级经理，负责向电视网络总裁汇报工作，而最多员工的是创作人员。通常，在一个广告代理公司中，文案、制作和艺术导演共同完成创意活动；而电视推广部却与其不同，往往由每位创作人员负责推广的整个流程：预算、文案、拍摄和后期编辑等等。就职于美国电视网络公司的创作人员每人每月一般可制作2至8个节目宣传片，作为综合项目的组成部分，倘若宣传片是基于标准化格式，则可制作更多。电视网的推广部还会雇佣媒介计划人员来负责确定制作要求、宣传片的发布，以及雇佣管理人员来协助缔结合同和项目预算。

至于设备，美国规模较小的电视台中，往往是诸多部门诸如新闻部、广告销售部和推广部等共用编辑设备和制图设备的，然而，规模较大的电视网络公司则会建立多功能编辑机房专供推广部使用。［8］编辑机房通常设有3台或3台以上录像机和一台计算机控制编辑控制机，诸如Avid，混音机，图片制作机和转化机。一间全方位编辑机房要花费100多万美元；不太豪华的机房，一般25万美元就可建立。

电视网络公司也可以雇佣独立的公司制作专门项目如动画和音乐等。这样的专门制作机构遍及世界各地，它们提供设计和导演策划等一系列的服务。尽管有外公司参与制作的宣传片费用较高，但往往物有所值。一件杰出的动画作品每秒花费2.5万美元并不算稀奇。昂贵的制作费可以由宣传片的使用寿命来弥补：例如，一部动画宣传片可多年播放，最终成为电视网络整体形象的组成部分。

至于投身媒介关系的员工，通常，美国电视网络公司会把负责媒介关系的员工划归到向总裁汇报工作的某部门，或者在有些有线台中会划归到向营销部部长汇报的某部门。媒介关系部规模取决于与电视网络公司的规模。发行有限的小型有线电视公司，其媒介关系部可能仅有3—6个员工；而大型的有线电视网和全国性的电视网可能拥有数个媒介关系部，员工人数可达20—50人，甚至更多。媒介关系的用品如宣传资料的制作往往交给自由设计师或印刷商。

有效地利用受众推广的各种资源

美国的电视网络公司似乎能够拨出无限的播出时间和资金用以招徕受众，但“众僧抢食一碗粥”的局面意味着每家公司必须有策略地使用资源。公司必须挑选能够最优化使用推广资源的节目，因为并非投入相同的宣传量，就能取得相同的宣传效果。通常，电视网公司会列出内部优先推广的节目单，其中，最先要被推广的可能就是电视网公司本身，通过在其日常节目和广告时段中播放宣传片来塑造媒介的整体形象。其次要推广的是首次在频道中亮相的节目。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新节目的推广易于获得额外利益：因为像报纸评论这类的外部媒介通常会将目光聚焦在新节目，这时有机组合本台播放推广和新闻专稿两种推广手段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都能获得更佳的效果。接下来应推广的通常是连续性的节目，它们相对新颖，有潜力吸引更多的受众。不过关键是要了解一个系列节目其受众群相对一致，鉴于此，目标受众一旦“卷入”到某一系列节目后，原先占用的资源就可转用到其他新节目的推广当中去了。

在美国，推广运动时机的选择对电视网络公司来说是一项高度精微的工作。大多数受众是在24小时的节目播出过程中作出选择的，很多人会等到最后一秒来决定收看什么节目。因此，最有价值的推广时间按照顺序依次为：（1）目标节目播出前的几个小时；（2）目标节目播出的前一个晚上；（3）目标节目播出的前一周。然而，推广活动经常超过一周，因为节目制作商希望在此前一周就能够吸引聚集更多的受众。这一条法则尤其适合在特定时间观众数量较少的有线电视频道。一晚或一周的推广也可能并没有被足够的潜在观众注意到，因此没有取得推广效果。在报纸和广播媒体的付费广告往往遵循一周的推广模式，并需要把广告媒介自身的社论内容情感倾向和听众的收听模式考虑在内。

争取广告主

一旦电视网有了固定的节目内容，能够吸引相当数量的受众观看，下面就该轮到营销部花费心思来为公司创造收益了。本部分将先描述广告营销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并着重强调营销受众对媒体购买者的重要意义。另外，还将以全美主要有线财经新闻频道CNBC为个案进一步解释说明。

CNBC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事例，充分说明在有卓有远见的领导者的带领下，敢冒风险，使广告销售打破常规的重要性。1988年被全国性电视网络公司NBC收购后，CNBC就成为了NBC和GE（General Electric通用电器）家族的成员［9，10］。该台以有线财经新闻为主，其即时经济新闻、实时资讯报道已在受众心中占据地位。在广告圈子里，CNBC将自己定位成主要是为富有的决策者量身定做的频道，他们是技术精英，认为CNBC为其企业的正常运转提供了的决策信息［11］。这群目标受众对一些广告主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其他媒体很难到达他们。CNBC自己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公司的决策者们经常白天在办公室时收看CNBC的电视节目，因为他们重时效，不愿意受干扰。

争取广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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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营销的内部组织结构

一般来讲，广告营销部由三人组成：客户执行、销售策划人员和销售助理。每个客户执行负责维持和管理几个客户的业务。不过，这些业务极有可能是由某地区或某州的总媒介购买代理商提供而非依赖客户个人。

销售策划人员和销售助理协助客户执行工作，他们都接受过专业培训。销售策划负责满足电视网要求和符合客户合同条款的媒介购买的策划和执行。由于销售策划应该熟知节目的变动调整，因此策划人员要正式向定价策划的负责人汇报工作。向两个人汇报能够使销售的管理人员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从而保证有效率的工作。此外，定价策划的负责人掌握特定时间具体出售多少广告时段的最终决定权，因此策划人必须遵循以上的原则。

销售助理除了处理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之外，还要负责确保将客户的广告订单提交给电视网的信息部。信息部的代表和销售助理以及广告代理商一起确保创意以正确的形式及时地得到传播。更为重要的是，销售助理还要负责随时掌握客户广告播出时的受众量。广告销售方面，只有保证一定量的受众，商家才会考虑购买该台的广告时段。假如广告不能到达目标受众，它们就被认为是“未能履约”，就是说电视网没有实现承诺的收视率，因此欠客户更多的受众。

至于办事处的销售经理或主管，他们主要任务是监管每支销售团队。由于地区办事处的销售团队的人数不同，一个办事处的经理或主管往往会不止一个，并且有专人负责全国范围的所有销售业务。一旦被委以副总经理或高级副总的职务，广告销售收益的责任就落在其肩上。办事处的经理和客户执行在讨论客户关系以及作出决定时经常会咨询副总经理。因为副总经理受到的相当的尊敬，他常常会被邀请参加重要的和潜在的客户会议，以此展示电视网欲与之合作的真诚愿望。

薪金的构成

和大多数其他的营销部门一样，电视网公司的广告营销人员通常底薪都相对较低，他们的薪金主要靠业务佣金。第一部分是客户执行拨给营销办事处的资金。假如该地区的办事处已完成了收益目标，他们的佣金就会更高。另外，倘若整个营销部门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广告收入目标，那么客户执行就有权持有额外的钱。

尽管销售策划人员和销售助理并非真正是佣金体制的一部分，但有些销售部门已经逐渐认识到他们在完成广告总收入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有些电视机构开始为销售策划人员和销售助理设立奖金制度。像办事处经理、主管和副总经理等的销售管理人员，他们的收入是底薪部分加上来自办事处广告收入和整个电视网广告收入的合同佣金部分。

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使销售人员对自己的薪金不至灰心失望，管理人员可定期调整收入目标反映广告销售的大环境。由于这一薪金体制牵扯广泛、人人不同、有时又颇为复杂，营销部的会计的工作就超出了仅仅付清广告销售和营销活动所累积的账单。通常，电视机构广告营销部的财政人员还要负责在季度末核算每位销售人员的薪金。

广告定价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广告价格通常要和定价策划主管一同确定。他经常决定每千名观众的成本（CPM），客户应据此付广告费，或据赞助时商议的价格再磋商收费（下文会详细解释）。做出该决定时关键要看广告的季度或年的目标收入以及电视网和客户的关系。比方说，假如广告客户从电视网刚开播时就一直购买其广告时段，电视网也许可以降低每千观众成本以留住这一重要客户。不过，假如多年以后，该台可能已经抬高了广告价格，但又不想与这一特殊客户断绝关系，因此，定价策划主管可以逐渐增加客户的媒介组合，并与副总经理、办事处经理和客户执行共同商议应对难题。

广告销售办事处所在地

广告销售办事处应该根据主要的媒介购买主来确定自己的所在地。在美国，媒介购买代理机构往往设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然而，也有许多销售办事处涌入有特定产品和从事特定行业的地区。举例说，CNBC最初只在以上三个主要市场设立办事处。后来，逐渐意识到在密西根的底特律有较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也有大量的潜在客户群。因此，CNBC又在密西根的特洛伊和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设立了办事处，把这些高利润制造中心和潜在的广告客户划为了自己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受众。为了继续保持挨家挨户推销的传统方法，客户代表被派往全国大公司所在的目标区域。正如营销传播学阐述的那样，有人随时待命向客户提供服务，使客户深感受益。

内部资源最大化

眼下，全球环境不断拓展，主要的广播电视公司的销售团队可能会关注以下三个分支：国内播放的广告、国际播放的广告以及电视网的网站上发布的广告。不过，鉴于商业环境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就是销售团队的成员都明白远不止一种媒介销售方式。

例如，在美国万维网繁荣之际，CNBC. com（CNBC有线频道的网站）就开始培养了一群忠实的受众，使这样一个全新的部门得以创立并发展迅速。新成立的营销部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印刷媒介的广告销售老手。然而，当经济不景气、水落船低，而对财政回报过分高估了的时候，CNBC. com也和其他千万个陷落的网站一起成了受害者。大规模的裁员，全国12个人的销售代表被裁成了2个，这两个客户执行又被归到了CNBC电视网的销售梯队。然而，正是这两个客户执行丰富的经验帮助CNBC的广告销售呈健康的方式增长，因为他们能够将CNBC的特点融合进为某些客户定制的赞助事宜中。因此，他们两位有机组合CNBC. com和CNBC电视频道，使CNBC更有效地到达目标受众。

受众研究与广告销售

如前所述，广播电视机构必须设立节目推广部门以确保源源不断的受众。同样，电视公司还要设立营销研发部门以增强广告主和媒介购买机构对本公司受众的了解。近年来，有线电视频道增长迅猛。现行的播放系统允许诸多频道共存，因此，像音乐频道（Music Television），家庭园艺频道（the Home and Gardening Channel），娱乐体育频道（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天气预报频道（the Weather Channel），花花公子频道（the Playboy Channel）等专业频道的开播说明有线电视频道是为了不同目的，为了满足特定受众群的独特兴趣而设立的。尤其随着有线台的不断增多，广告竞争更加激烈。营销研发部门提供给广告销售的支撑数据便成了销售团队和客户沟通的关键砝码。

广告销售研究

广告销售研究的人员一般人数不多，通常由3个人组成。尽管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从AC尼尔森（ACNielsen）（http://www.nielsen.com）媒介调查公司搜集数据，撰写该电视网家庭受众人数的报告，但他们可要求亲自与销售营销团队紧密合作以找到更新颖的方法得到资料。在一名主管的领导下，经理和分析人员（或助理）负责帮助销售人员找出数据反映电视网和某特定受众群之间的关系。譬如，如果电视网对一家豪华汽车商颇有兴趣，销售管理层可能与研究人员进行接触，要求他们掌握过去6个月中本电视网的购买了豪华轿车的受众比例。

统计数据可以存入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服务。像Mediamark（http://www.mediamark.com）、CMR（http://www.cmr.com）等营销调查公司致力于了解全国范围内的不同电视网的组成。运用这些数据库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它们同时也被媒介购买单位所认可和接受。不过，拿CNBC的例子来说，这些数据库仅能提供有限信息，因此，广告研究人员经常接受命令自己开展一些调查研究。

或许，CNBC本公司所作的最好的调查就是自1997年比尔·博尔斯特（Bill Bolster）执掌该台后执行的。比尔是一个“个性强、精力旺盛的领导人”，这样的名声迅速传播）［12］。一年后，他对销售部门宣称他不相信Nielsen发布的数据反映了CNBC的观众的真实情况。并且他意识到，由于Nielsen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方法与程序，所有的广播电视网的数据都是这样不准确。他认为由于CNBC节目内容的独特性，受众非常富有，这些高层管理的雇员往往在办公室收看CNBC，而这正是Nielsen无法监测也没有开始监测和估计的场所。Nielsen监测的收视率仅反映出白天待在家里的当天买进卖出股票者和依靠CNBC热衷于做些短期股票买进卖出的人。

同年，CNBC委托门德森媒介调查公司（Mendelssohn Media Research）开展一次调查试图确定CNBC真正的受众数量。第一步，系列调查使用了《华尔街日报》的订阅人数［13］。这次调查不但发现与全国的平均受众相比，CNBC的观众受教育程度高，较为富有，是技术上的精英，还发现80％的人是在办公室收看CNBC的电视节目。手持这一调查结果，博尔斯特敦促广告销售人员在不提供销售保证的基础上出售广告时段。

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数广告主是依据广告可以达到的受众人数来购买广告时段的。反过来，有线台保证广告能够到达一定的受众人数。对受众的估计是基于AC尼尔森媒介调查公司（A. C. Nielsen Media Research）提供的数据。但博尔斯特的哲学是提出广告主可以把CNBC看作例外。因为1998年门德森进行的调查和此后对其他用户所作的研究［14，15，16，17］也揭示了类似的结果，广告主被要求不用销售保证购买CNBC的广告时段，也就是说不需要考虑AC尼尔森媒介调查公司估计的数据。

广告销售营销

研究人员主要负责搜集量化资料，而怎样将信息条理清楚、引人入胜地传播出去则是广告销售营销人员的工作。有时营销人员是在广告销售市场部门的主意还无法弄清楚的状况下挺身而出的。即使营销被认为是演示和新生意的关键，它有时还被认为是“创意”部。因为大多数的演示是由营销部门用PowerPoint来做的，因此销售团队常常认为编辑和定制演示文稿是营销部的工作。鉴于此，重要的是广告销售主管要严格界定自己部门的工作和任务。一般包括至少一位经理、一个分析人员和一个助理，因此一旦工作超出其预想范围，容易使员工丧失工作信心。

一般来说，广告销售营销部主要负责准备要展示给媒介购买单位的传播材料，包括所有的印刷和销售材料，像演示文稿、小册子或单页活页广告还有安排客户活动以及定购帽子和T恤等推广活动的礼品。

对于广告销售营销来说，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由于这个行业自身的特点，因此，营销人员就必须拿到有尼尔森收视率数据的研究报告，在第一天结束前，它还必须被传递到销售人员和媒介购买者手中。这时，营销人员会按照要求制作单页广告，能够创造性的、有效率的、用时尚的方式讲述故事。

赞助活动

广告销售营销人员也是广告赞助活动的合作者。也就是说，营销人员与节目制作人员讨论确定赞助形式、播出日期、播出次数、广告长度是15秒还是30秒以及新节目或特别节目可用的广告牌的数量（通常，荧幕中包括能够识别电视网和广告主标识的视觉信息，而对于音频媒体你则会收听到“X节目由Y公司赞助播出”一类的言词）。然后，这些信息将汇总到定价策划主管那里以最后确定赞助单位的广告价格分配，因为广告主只想将部分广告预算投到可能与企业活动更为相关的节目中来。此外，广告营销人员也将齐心协力为客户策划有附加值的活动，比方为了客户的利益由电视网赞助举办企业活动，通过其他的这些方式来传递该客户的资讯。

广告主的一次完整的赞助活动包括节目中播出的广告，标有公司赞助字样的广告牌，代表广告主组织的企业活动以招待客户或其管理层以及举办凸现电视机构媒介优势的宴会。赞助活动的价格迥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未给客户多样的选择机会，倒是使得销售人员在签署协议的工作中更有弹性、更具主动性。

广告营销人员还将劝服客户购买自己收视率不太高的节目或节目间的广告时段。电视网络公司可用不同的方式向客户推介赞助事宜。例如，倘若新节目未引起电视网预想的广告主的兴趣，较为保险的方法就是电视网公司建议广告主投很少的预算购买其收视率不高的广告时段。另外，电视机构可以规定，假如广告主希望继续购买中意的节目时段，就得同时购买另一节目的广告时段。这一做法在ESPN等体育有线台中非常明显。譬如，主要想赞助NBA赛季的广告主可能要被迫购买高尔夫锦标赛的广告时段，尽管两类节目的受众截然不同。

广告销售的季节

尽管广告销售是一年到头的工作，但确实有些特殊的广告密集期。公司的预算往往决定着“销售旺季”的开始，这时广告主可以准备各种签约。然而，有线电视频道通常在四月前就准备好了他们的旺季营销材料。届时，广告主有机会按照协商的价格购买当年广告播放时段。该季节又被称作旺季，对电视网和广告购买代理商双方来说都是一年中最旺盛的季节。

在几个月中，大部分的广告以商议价出售，而剩余的广告时段则留给分散市场，留出空间给潜在的新客户和特别赞助的公司，他们宁愿按季度购买媒介时段。尽管销售旺季电视网提供给广告主的时段比率并未向公众发布，但是旺季决定销售多少以及扣留多少的因素可能包括广告购买市场和经济环境的现状。销售旺季也是最需要广告销售营销和研究的时期。包含即将播出节目资讯的新的媒介组合和宣传片（印刷或在线），新节目的开发，关于受众人口因素的实时的研究资讯都是最基本的。

因为广告购买者预期电视网的所有的销售代表者在这短暂的销售旺季时前去拜访，所以重要的是要牢记应将介绍陈述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购买者会要求销售代表将会议时间缩短，广告销售营销在旺季时花费了大部分的预算。除了需外请帮手协助或设计做促销资料，销售管理人员还按要求向销售办事处派送小礼物。因为通常办事处较低层的人员参加会议，所以送带有电视网标的合适的礼物可能花不到15美元，然后可以定购300件供给全国的销售办事处。高档的礼物像水晶、高尔夫球杆或专门定制的宣传材料可能要花100多美元，因为这些礼物只需送给高层领导，因此可能定购50件就足够了。

假如预算允许，电视网公司将主办一个客户见面会，发布来年的新信息。对于有线电视网来说，这一见面会的基调通常要依据节目类型和目标受众。例如，MTV主办的旺季聚会就与CNBC主办的大不相同。这些活动的规模可大可小，可以是媒介购买的重要的决策人物（就是媒介高层管理人或经理）参加的正式的午餐会或晚宴，也可以是轻松随意的舞会。

根据节目进行的广告销售

作者对CNBC比较了解，因此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仅讨论CNBC内部节目部和销售部的相互影响。

对于CNBC来说，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客户方面没有什么阻力，毫无疑问广告收入会源源而进。似乎广告销售部和节目制作部没有必要协同合作。然而，一旦经济出现滑坡，广告投放量就会将大幅下降，显然，这时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两个部门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的完整性以及如何按照社会伦理来传播新闻。这就意味着节目部应遵循一个原则，即让受众相信广告主的财务报告并不会因购买了广告时段就丧失其客观性。不可否认，新闻节目的完整性十分重要，但它是两部门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广告销售部认为考虑到经济状况，节目安排应更具弹性，愿意主动放弃屏幕的时间以创造新的获利机会。但另一方面，节目部则认为未销售完毕的广告时段暗示着广告销售部的无能。最后，双方相互做出让步。节目部最后相信由于急需聚敛收益，应该至少愿意给客户更多的节目赞助机会。然而，牺牲新闻节目的完整性必须得用数百万美元来弥补，否则CNBC节目部决不会妥协。

然而，两部门之间的合作有积极影响。此前，广告销售人员提出这些问题，认为销售部就想方设法出售节目所能提供的就可以了。而当广告销售人员为财政所迫，两部门之间的冲突就要求开启交流合作的大门。结果，双方更加思想开明，都更加能够意识到此前容易忽视的内容。譬如，节目部已意识到销售部应该事先了解即将播出的特色节目。同样，销售部也意识到电视现场直播独有的节目制作编排的某些技术特点使得看似可行的赞助化为乌有。

竞争对手

大多数有线电视网比较容易明确自己的竞争对手。例如，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道全国有线新闻网（MSNBC）可能把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和头条新闻网（Headline News）看作是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像CNBC这类非常专业的频道其优势在于竞争对手并不多。现在，尽管几个竞争对手似乎显而易见，但起初并不如此鲜明，只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频道能够和自身做出比较。人们很自然地拿CNBC和CNN进行比较，CNBC的媒介购买者和客户担心CNN有线电视网的竞争性。可结果CNN却承认两台并非提供同类节目产品，因此不存在竞争。CNBC关注的主要是财经新闻，而CNN播出的则是新闻。尽管一直以来，CNN都被看作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比尔·博尔斯特试图要击败的有线台，但有段时间，CNBC确实只把那些吸引教育程度高、收入颇丰受众的电视网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

按照这一标准，CNBC的竞争对手清单上就该有像艺术与娱乐台（A & E）、探索频道（Discovery）、娱乐与体育节目频道（ESPN）和历史频道（the History Channel）这类的有线台。然而，受众和广告商着实将CNBC看作是一个资讯供应电视网。因此，它还是决定将自己和其他的有线新闻台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头条新闻网（Headline News）和有线新闻网财政子网（CNNFN）等进行比较。出于对同属于NBC母公司的姊妹电视网的尊敬，美国微软有线电视新闻网（MSNBC）从未被认为是CNBC的竞争对手，尽管在谈话当中偶尔会被提及。门德森媒介调查公司（Mendelssohn Media Research）执行的以下研究证实了大多数受众只把CNBC当作是赚钱的工具，是屏幕上最有价值的股票实时信息供应电视频道。

行业组织

美国的广播电视网和有线电视行业中，有几个组织致力于该行业的推广、教育以及革新。

如今，国际上最著名的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的行业宣传机构是“电视宣传营销联合会”（Promax），在全球拥有近3000会员。该机构每年都会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召开会议，每年一度的盛会成了广播电视营销推广的“点子市场”。“电视宣传营销联合会”每年也会出版成员和销售商的目录集，像动画公司和音乐公司。它也运行自己的精心制作的网站，http://www.promax.tv。“电视宣传营销联合会”的姊妹协会是“电视网设计联合会”（BDA）。该组织专门为应全球的从事图形、动画、电包装和成套设计的会员们的各色需求而设。“电视设计联合会”的网站是http://www.bda.tv。由于许多个人和公司既是“电视宣传营销联合会”的成员又是“电视设计联合会”的会员，因此，两个协会往往同时举办年会。

说到有线台的广告销售，最需要保持联系的重要组织之一就是有线电视广告局（http://www.cabletvadbureau.com），该组织掌握大量的互相竞争的有线电视网的信息，能够很好地宣传有线频道，简称为CAB。全国有线电视频道准备在旺季预告即将播出的节目时，就可以向该组织作出汇报。活动一旦被安排，CAB就会对这些活动的日程与内容进行跟踪检测，这些信息对试图在增长的众多有线电视彰显自己特性的有线台来说特别有价值。此外，CAB每年还出版有线电视全真，作为广告代理商和媒介购买者的参考书，以便于他们查找有线台的受众群和辐射范围。

全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协会（或简称为NAB，http://www.nab.com），是美国乃至全球的广播电视工作者们的非常重要的行会。与华盛顿的国会以及联邦传播委员会（http://www.fcc.gov）一同致力于推广和保护广播电视行业和工作者的合法权益，NAB成功推出的法案就是其不断向相关政策制定者游说的直接结果。

结　论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电视行业一直在不断地争夺受众注意力和广告主的腰包。这种竞争催生了波动的、复杂的电视受众推广和广告销售推广等附属行业。受众推广很典型地以本台播放推广为主要形式，即有线电视网或者说电视频道用自己的播出时段来推广即将播出的电视节目。而时下有线电视网所有权的不断巩固又意味着跨频道推广——某个频道用自己的媒介时段来推广同一公司的另一频道——正逐渐成为节目推广的主要形式。总之，受众推广就是电视网络锁定亿万人群并与之相交流的过程，所用的方法与产品广告中的受众推广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广告销售推广是电视网的销售部门和少数的潜在销售目标受众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这些受众主要是广告代理商、产品的生产商或服务的提供商等。通常，小销售团队就是充当特定广告代理商或者公司联系的纽带，帮助他们执行电视广告流程的每个阶段。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电视网能否赢利主要看能否招徕受众和吸引广告主。其中，受众推广和销售推广在电视网的管理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感谢密西根州立大学李海容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September 2005/Vol.1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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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pervasiveness of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audiences with a wide range of programming, thus forcing networks to be strategic in the way that they entice viewers to their networks. The importance of on-air promotions for regular shows and/or upcoming schedules has become a necessity since most networks depend heavily upon Nielsen ratings to set their advertising rates. Subseque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ed for networks to acquire audiences and profit from advertising sales ha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wo unique and specific departments within the network: promotions and advertising sal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elevision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w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promotions translate audiences into revenue. In addition, CNBC (owned by General Electric and part of the NBC family) will be discussed as an example of their basic strategies of national advertising sales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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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


贝拉·莫迪


 

 


［摘　要］贫穷、公共卫生设施不完善以及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不抱同情之心反而持排斥态度的社会文化是引发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倡多层面的干预行动及多维的信息传播研究，强调媒体宣导在预防艾滋病传染上的影响力，并且极力主张亚洲的相关媒体宣导运动需超越现在的美国式的个体型研究范式。



［关键词］贫穷；艾滋病；媒体宣导；多维研究；超越；个体型研究范式


艾滋病
(1)

 和发展

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和贫穷人中流行的致命疾病。20世纪80年代，感染该病的人数有所上升，这部分要归因于世界银行按要求缩减了政府卫生开支和卫生费用的私人化。现在，全世界有4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9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1400万儿童由于其单亲或双亲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这使得许多儿童在幼年时代就不得不承担起家务。而且将近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年富力强、正当挣钱养家之年（由于缺少必要的药物治疗，他们通常活不过3年）。面对黯淡的农业前景，农民们纷纷进城，在制造出口产品的工厂里做工，城里的性工作者们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到农忙时节，他们返回乡下，又把病毒传染给妻子们。此外，许多农村妇女为了养家糊口，自己来到或是被诱拐到商业性的卖淫场所……然后，由于农忙时节返回乡下的流动农民工将艾滋病毒从城市传播到农村，使农产品和食品的安全系数也受到了威胁。假如有2％的人口感染此病，那么就会很难控制病毒的流传了。贫穷是引发艾滋病的温床，由此而产生的公共卫生设施不完善（比如没有条件治疗生殖器溃烂），社会文化体制的缺憾（如因为贫穷而缺乏知识教育，对艾滋病患者非但不抱同情之心反而投去鄙夷目光）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为艾滋病的传染制造条件。

本文分以下四个部分：

一、21世纪有关艾滋病的媒体宣导的成效。

二、目前对超越个体式的研究和行动的需求。

三、迎接挑战。

四、多维的艾滋信息研究和行动。

对21世纪有关艾滋病的媒体宣导我们了解了些什么？

媒体的宣导能够使艾滋病的预防、治疗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和支持等相关信息得到共享。媒体宣导有虽不够大然而确实可见的短期成效，根据斯奈德2002年的研究统计，这种成效以每年7％～10％平均速率增长：预防宣导的成效增长率是4％，号召放弃不良行为的宣导成效增长率是5％，倡导新行为的宣导成效增长率是12％。对就发展中国家落实到家庭层次的媒体宣导效益的16个评估所作的后研究分析（Meta-analysis）也表明：通过媒体宣导，这些国家的夫妇们在实施防范艾滋病的具体方法及行为方面有了平均8％的成效增长率。最近评估的媒体宣导增长家庭防范措施的有效率仅徘徊于3％～6％之间。而在拥有十亿或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里，良好行为（戒酒、使用消毒针头、只有一个性伴侣、有多性伴侣者要使用避孕套等）的家庭具体防范措施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

我们怎样才能去进一步提高这些媒体宣导效应的平均增长率呢？莫迪在1991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提出了有步骤的、系统的解决方法。斯奈德2003年的研究指出媒体宣导的策划人应当努力去提高信息的到达率。他的研究还显示在介绍新信息和宣导的过程中，将媒体劝告说服与政府强制执行结合起来的做法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一些正在通过媒体向有影响力的人施加影响的专家们则认为，利用“自由”媒体诸如新闻媒体的专栏先去影响领头人，会比直接试着去影响群众更有效些（麦克李斯特，2003年）。

我则主张运用政治经济分析法，来挖掘公共卫生设施不完善和就业前景黯淡的根本原因。是贫穷才导致了人口流动、营养不良、水质差以及难以接受健康治疗等一系列问题，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单依靠媒体宣传运动中的言辞和图片根本不可能预防艾滋病毒的扩散。

对个体型研究范式和行动的超越

因为环境影响卫生行为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维斯瓦那斯和菲尼根，2003年），研究者们需要充分关注到整体环境所特有的多个层面（国家、省市和当地）之间同时发生、交互影响的互动性。

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是仿效物理科学来形成其学科模式、确立其学科领域规范的；该学科的建立也模仿医学试验和农业规划所特有的的研究设计方式；然后又借用心理学的个案研究方法，还偏好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成效一一进行分析；在截然不同的国家环境中提些美国式的问题，在不适合当地国情的“普遍”理论基础之上演绎推论、建构其理论框架；生活在象牙塔里，与实际工作者和付诸实行的现实完全脱离。

迎接挑战

所谓迎接挑战就是要突破超越以上论及的个体型的研究范式和行为方式，使艾滋病研究和执行实施的媒体宣导朝着多层面的方向进展。就全球范围而言，巴西和印度的制药厂商已经率先开始生产治疗艾滋病的药品。世贸组织的相关条款已经得到修正，使两国的生产行为合法化，这里面很复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来说并非易事。中国也需要主动在国内采取相应的行动。人们清楚正是艾滋病延缓了亚、非及加勒比海等国家的社会进程，因而与艾滋病抗争完全可以得到像盖茨基金这样的全球基金组织的资助。就国际层面而言，只要将艾滋病看成是全球的一个安全隐患，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联合国多边机构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等双边机构就可以有良好的合作。就国家角度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得不开始注意体制结构上的局限，比如公共卫生体制不完备、国家机构的决策者每隔几年就会变动工作岗位等等。预防艾滋病是国家的责任，我认为既不是性也不是毒品，贫穷才是导致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只有全社会的关心加上必要的药物治疗才会鼓励艾滋病患者公开自己的病情。患者的隐秘不报和对患者鄙夷的目光只会加速艾滋病毒的流传。就区域性这一层次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地方要有权干预媒体宣传运动的设计和执行。由于地域问的文化是有差异的，艾滋病毒扩散的直接原因——比如说是通过受感染的注射器或是通过性生活，也有所不同……权力下放必须包括将资金转授予地方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媒体制作单位和广告代理商在为政府部门和外国捐赠者策划艾滋病的宣传运动时，必须采用受众注意、偏爱、理解和使用的信息测试系统。新闻从业者在公开媒体上谈论艾滋病的预防、检测以及治疗时要本着坦诚和支持的精神；对敢于公开身份的感染者则要持鼓励的态度。在某一个大行政区内，电视节目和记者专栏也必须针对不同的阶层而有差异地精心设计。对待来往于国内外的软件精英和流动到破烂不堪城镇的不识字、不熟练或者半熟练的民工绝对不能等同视之、采用相同的劝告说服技巧，而后者却占据了感染者的大部分比例。提供信息、检测、咨询服务和治疗措施也必须量体裁衣，比如，与女性相比，迁往城市的男性更多些，他们在城里感染上病毒，然后返回家中再传染给他们忠诚的妻子们——针对家庭的不同角色和性别，各方面的服务措施也当有所区别，NEVIRAPINE注射液可以有效防止该病毒从母体传染给新生的婴儿，然而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解到，许多国家的行政区域都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生理和社会的因素使得妇女和女孩比男人和男孩在艾滋病毒面前更缺乏抵抗力。对所有这些因素的忽视，已经导致了在2003年里全世界有1400万艾滋病孤儿的恶果，这些自己没犯丝毫错误的孩子们却注定了要无父无母。

艾滋病的多维信息传播研究及行动

广播、电视和远程通讯的专家们往往过分关注媒体技术，为了传播能以促进艾滋病预防行动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必须让媒体专业人士懂得如何在人际传播中提出建议，也就是说，告知公民怎样公开谈论该病毒和治疗方法。国家艾滋病项目机构的职权包括预算的分配方式和如何开展相关主题的研讨：包括决定由谁参加、讨论次数和会址等。基金会对待亚、非国家的借款者十分挑剔，而对像国家艾滋病规划署内部的组织传播进行研究，和对诸如全球借贷机构与国家政府、省级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传播对话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发现周围存在的问题。

本文建议应该从各国收集资料，帮助人们提高对艾滋病和死亡的真正原因（贫穷）的认识。本文也敦促发展形成有利于艾滋病病情公开和对本因体制疏忽而受害的患者进行治疗的政策气候。解决艾滋病问题会积累相关的经验，这也会让中国做好准备和未来的20年即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头号“杀手”的烟草去作抗争，而吸烟导致的人口死亡数更是远远超过艾滋病、疟疾、交通事故、被杀和自杀人数之和。

 

（From: China Media Report,
 2003/4,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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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体免疫缺损病毒；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也即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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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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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由一美国博士生群体策划的、著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采访系列之一。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是全美最早建立的传播院校，也是全美最大和最享声誉的传媒学院之一。被采访的该学院院长查尔斯·萨门博士（Dr. Charles T. Salmon）是著名的学者。采访过程涉及多方位角度的问答，希望能为国内传播院校提供对国外相类院校的了解和参考借鉴作用。



［关键词］院长访谈；最早的传播院校


Ⅰ　关于院长本人

1．身兼多职——院长、导师及研究者

Q1：就时间和精力的比例而言，您如何在行政、教学和研究工作之间分配您的时间呢？


* * * *
 我80％的时间花在行政工作上，20％的时间搞研究，20％的时间教学，其中教学工作主要是带博士生（这个学期我不教课，但要指导三篇博士论文，并参与另外两个博士委员会的工作）。我知道这三样加起来超过了百分之百，可我的工作确实就是如此！

Q2：在您看来，学院院长应该更像一位领导者（为学院制定决策、把握发展方向，但较少管理日常的具体事务）还是一位管理者（管理日常的具体事务），抑或应两种身份兼备呢？


* * * *
 身为一名院长，应该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一定的眼光，制定策略的能力以及经济敏感性。但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希望随着各种职分上的事逐渐步入正轨，我可以稍稍轻松一些而着力应对较大的问题和挑战。

Q3：能描述一下您的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吗？


* * * *
 我一天大概要工作12个小时，其中8小时开会（校内或是校外），另外4个小时用来回复电子邮件、电话留言，写报告，布置工作，做计划等等。

2．公共关系领域的盛名

Q4：您当年在DePaul大学获得数学专业的理学学士学位。为什么后来会选择攻读新闻学的硕士学位呢？您的数学专业背景对您的职业有什么帮助吗？


* * * *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时，听说新闻学系需要一名助教来分析数据。而在我做研究的过程中开始对话题领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改变了专业方向。数学／计算机方面的训练教给我做研究以及批判／分析思维的能力，非常宝贵。

Q5：您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关系和健康传播。您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挑战又是什么？


* * * *
 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政策决策层中，国内外的健康传播理论都已非常热门。我忧虑的是，对健康传播的期望已超出了它的潜力。也就是说，行政管理者们认为，作为社会变迁的载体，传播应比它现在实际表现的更为有效。实际上，传播只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就公共关系而言，我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和职业实践之间的差距。市场营销和广告领域的这种差距小于公共关系领域。业界应给予学术界的研究更大的关注，而学术界应对业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更敏感。

3．深入战火

我读过您写的《深入战火》，这本书生动地描写了您在以色列的见闻经历。

Q6：是什么吸引您去以色列？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状况如何？


* * * *
 此前我一直非常迷恋那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我现在对中国的迷恋。以色列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非常重视政治传播，这可能与政治及社会问题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有关。学生们很强壮，部分是因为他们年纪更大一些并有更多的在军队中服役的生活经历。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而这些研究将为学生最终的职业生涯提供坚实的基础。

Q7：您在书中谈及“911”事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那么在你看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 * * *
 在我看来，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受到的启示和震撼应该更大一些。很多别的学科在“911”之后建立了新学科、发展了新的跨学科研究队伍等方面。而传播学并不如其他有些学科那样势头迅猛。

4．中国之行

Q8：您去过中国吗？


* * * *
 我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去过香港和北京，两次旅行都棒极了！

Q9：如果去过，您有没有参与发展中国的学术项目？如果没有，在未来的中国之行中，您会有哪些学术方面的打算？


* * * *
 我们非常有兴趣在中国寻找有关学术项目、留学机会及研究合作的伙伴。在我们的学术项目中有很多中国学生，我们非常有兴趣与中国发展更多的联系、打开新的局面。这将使密西根州立大学及中国的合作者都获益良多。

Ⅱ　关于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1．使命和计划

Q10：您的学院以什么为自己的使命？


* * * *
 我们的任务是成为大众传播领域的顶级研究机构，每年为数以千计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同时帮助推动传播学向新的理论方向发展。我们汲汲于建立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和教师队伍，比如在风险传播、人机互动及教育游戏等方面。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学院，有3000多名学生及百余名全职和兼职教师。光就学生及研究活动的数量来看，我们在媒体行业及学术会议上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Q11：接任院长职务以来，您给学院制定的近期及长期计划如何？


* * * *
 为了促进跨学科活动，我们正在制定一份颇有雄心的计划，其中尤其涉及保证外来资助、建立新的分支学科、推进密西根州立大学对国际研究重视的传统、为现有的及新的学术项目募集资金、进一步提升我院在产业及学术的同类组织中的良好声望等问题。

Q12：人文与科学传播学院成立于1955年，2005年是学院成立的50周年，学院准备如何庆祝呢？50年来学院最显著的发展是什么？


* * * *
 今年我们计划了很多活动，从2月一直到10月：举办讲座、会议，组织专题活动，发行周年特辑等。说到显著的发展，我很难列出全部，但我必须提到Mary Gardner在墨西哥倡导民主的成就（通过用美国式报道训练记者）以及Ev Rogers在国际时讯方面的工作。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我们有着很长的传统。我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展新的合作关系把这种传统延续下去。

2．学生就业情况

Q13：您的学院一共有约3000名学生，其中本科生占多少？


* * * *
 事实上，与“营销管理与广告学”专业合并之后，我们院约有3400名本科生及约200名研究生。在我们院以及同类院系中，这些数字的波动与学院的经济情况及资助机会的多寡有着密切的关系。

Q14：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是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呢？


* * * *
 统计就业率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学生会攻读法律或社会科学的更高学历。同时，这个数字又决定于进行统计的时间——也就是说三个月中和一年中的数字是不同的，等等。话说回来，我们的本科生在工作中和在研究院中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的博士生在研究领域更是出类拔萃的。

Q15：他们通常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 * * *
 我们学院有五个系，从听觉与语音科学到电信学，信息研究以及媒介理论。学生的工作会非常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学科专业。

3．国际学生

Q16：您的学院中有多少国际学生？与美国学生相比，他们的长处和不足在哪里？


* * * *
 我们院有数百名国际学生，分散在本科生及研究生中。大多数国际学生非常优秀，很好地适应了美国的教学方式和教学预期。有些学生来自积极学习方式（如结成工作小组、讨论、做项目等）不太普遍的国家，有时候这种学习方式上的转变会给学生带来挑战。身处异国文化之中，国际学生们需要使用外语并适应新的社会准则和社会角色，我一直惊异于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平衡专业学习与个人生活的不凡能力。这很能给人以启示！

4．经费问题

Q17：作为院长，您担心学院的经费问题吗？


* * * *
 当然。美国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有私立院校和公立院校之分，后者的办学经费一般来自各州政府。近年来，州政府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要求各院系更为自力更生，从而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对于公立大学的大多数管理者们来说，以各种资助形式出现的外来研究经费以及各种赞助形式的捐款就变得尤为重要。

Q18：人文与科学传播学院拥有很多实验室，其中一些配置了高科技设备。学院的经费是如何维持这些实验室和设备的开销的？


* * * *
 我们拥有一些全国范围内绝对最好的技术设备，其中包括虚拟现实实验室，数个先进的制片、网页制作、多媒体制作实验室，广播设备，光驱发展实验室，远程医疗和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内容分析实验室，电话交换实验室等等。维持这些实验室和设备的开销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学每年用以科技创新的1000万美元的预算。在技术管理方面，我们有非常能干的员工来运作和维护这些庞大而复杂的设备。

Q19：中国近年来有一股院校合并风。许多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学校被并入较大的大学；同所大学内部的许多院系又被合并成大的院系。我听说密西根州立大学将合并一些学院，其中包括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 * * *
 关于调整学术结构的问题，我往往习惯于在下结论之前先弄清其目的和结果——积极的和消极的。有些变化的成效显著，可以提高院系质量与效率，暴露潜在的结构问题，增强大学的实力。而有些变化则空有其表、浪费时间、机会成本大而有潜在的害处。密西根州立大学正对此次调整的赞成与反对意见进行全面的分析，明年将得出结论。就我们院来说，我们拥有依靠优秀的成绩获得的良好声誉，还拥有全校最有经济效益的学术组织。我们相信，这些都将成为校方做决定之前的重要考虑内容。

5．教师情况

Q20：您的学院中有多少名教师？您认为，对于这些教师的发展来说，学院应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


* * * *
 我们学院有一百余名全职和兼职教师，分散在5个系中。学院为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提供了许多资源便利，包括支持他们吸引外来经费，设计一定的项目以增强他们的教学效果。

Q21：中国现今开始借用美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大学开始实行教师的终身聘用制。在您的学院中，评价一名教师的标准是什么？主要基于教学水平？研究和论著发表情况？还是二者兼顾？


* * * *
 密西根州立大学素被称为“研究第一”的大学，意思是说教学水平与研究能力在决定教师能否得到提升或终身教职时非常重要。虽然获得提升到终身教职的具体标准各系不同，但都要求有过硬的教学与研究能力。

Ⅲ　关于美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

1．学校课程比较

在来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您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您也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和爱荷华大学工作过。

Q22：这四所大学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异同点如何？


* * * *
 文化和传统都很不同，而且从我在这些学院做学生起，四所学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时候，可能最大的不同是有些学院更强调研究和学术水平，而有些学院更强调职业化教育。但从我做学生时候起，四所学院都在强调职业化训练的同时培养重视研究之风。四校的研究计划不同，范例及方法重点各异，但都包括了学术任务的双重性。

Q23：美国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没有一个正式的排名。为什么会这样？


* * * *
 美国传播协会最近完成了传播学项目的排名。这里的传播学是广义的，把大众传播学视为其分支学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偶尔会对新闻学、广告学以及公共关系学的研究生院进行排名。有时，一些个人也会各种学术机构进行公开的评估。各类评价纷纭，可能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在各主要传播协会（如国际传播协会，美国传播协会，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之间缺乏共识。

Q24：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要制定排名，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呢？


* * * *
 这取决于评价者看重大众传播教育的什么方面。对于研究成果，有很多评价标准，包括论著的引用情况、期刊的等级以及论著发表的数量等等。学术项目的质量可以用其中的教师和／或学生的水平来衡量。对于本科教育，公认的评价标准少一些，虽然就业率和声望是常见的两种。评价分析可以依靠客观标准或是对声誉进行评估来完成。在这方面教育学的很多东西有指导意义。

Q25：既然没有正式的排名，那您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定位您的学院呢？


* * * *
 在最近的美国传播协会公布的排名中，我们的五个传播学分支学科都排在前列，尤其是健康传播、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学院在职业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声望。

2．其他问题

Q26：全球化对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影响如何？


* * * *
 潜在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新闻与大众学教育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做出更多，从而为学生以及研究合作创造新的机会。

Q27：学术与产业的关系如何？产业对学术有很多影响吗？


* * * *
 影响非常多。学术跟从着而非领导着产业。大学有义务让学生为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但同样有义务创造知识以及为社会变迁提供动力。大学中的职业教育计划应与产业形成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应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及对大众趣味的导向性。这些要求之间有时候相互兼容，有时候相互矛盾。当相互矛盾的时候，一个院系的价值取向便表现出来。

Q28：大学如何紧跟新的媒体技术的发展？


* * * *
 学生在进入我们的培养计划时对新媒体已有了较深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及时了解新的发展情况非常重要。这是从个人的层面上说。从结构的层面说，大学有必要提供连续的教育计划，对专题讨论会及工作的活动进行资助，并为实验室和研究活动提供最尖端的技术设备。

Ⅳ　您对于下列一些论述的看法

Q29：对于下面一段话，您有什么看法？

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应分置于不同的学院。如果在同一学院应分置不同的系。最重要的原因是二者的目标不同，大众传播学应与媒体分离以保持客观的视角。所以大众传播学的教授不需要很多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却是新闻学教师关键的背景素质。


* * * *
 技术变革的脚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大众传播”这个概念本身也有问题了。而且在这样一个信息收集民主化的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新闻”的意思也变得模糊不明。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上述说法可能已经有问题了。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某种特征可以让新闻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区别于比如广告或公共关系或媒介效果或互联网运用等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个人倾向于跨学科的思考，因此习惯于在一个关注传播和／或信息的较大行政单位中同时考量新闻与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过，单独考察新闻学和同时考察两个领域时，对研究的预期和对产业的指向可能会不同。

Q30：对于下面一段话，您有什么看法？

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较低，因为新闻学没有什么理论；大众传播学有更多的理论因而更受尊重。这是一些新闻学者转向大众传播领域的原因之一。


* * * *
 就我看来，新闻学是一个受尊重的学术领域。同时，多数新闻研究项目的学术性似乎不如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大学里有一些职业教育项目在学生就业、教师技能及与同行的联系合作方面非常成功从而赢得了尊重。新闻学的现象应与这些项目的情况放在一起看。

Q31：对于下面一段话，您有什么看法？

新闻学的教师很难同时完成教学、研究和新闻实践的工作。新闻学的教师应减轻学术研究的任务而与媒体保持持续的接触。


* * * *
 我认为每一名教师都应该，也可以同时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一位丰产的学者以及一个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我认为选择做学者还是选择与媒体保持接触，这不是一个问题；相反，二者兼顾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当学者与媒体相合作的时候。


* * * *
 Q32：对于下面一段话，您有什么看法？

无论新技术何时产生，新闻学中总是20％会发生变化而80％保持不变。尽管新技术会向教育方式提出挑战，我们应该教授学生新闻学中那保持不变的80％。接受20％的技术变革比接受80％的基础知识技能要早。


* * * *
 不是所有的变革都拥有同等的深刻性、显著性或重要性。我认为学术管理者应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决定哪些新技术要纳入学术课程、哪些不要。缺乏资源的项目很难跟上技术的每一点发展进步，但它们仍应努力跟上每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从而成为职业领域中之不可或缺者。

Q33：我有没有落下什么重要的问题？如果有的话，请简要地说一下。


* * * *
 祝你好运！

附1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简介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成立于1955年，是全美最早建立的传播院校。也是全美最大和最享声誉的传媒学院之一。该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在各专业如广告、公共关系和销售、听觉与语音科学、信息、电讯、情报学、媒介学和新闻学等中部有闻名全美的教授。学院以学生为本，并以培养走在思想和科技前沿的学生为宗旨。学院一贯注重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革新和多样，实践和理论并进，培养了一大批领先和活跃在国内外新闻传播产业里的人才精英。现有学生三千多人。2005年乃该院成立五十周年，有许多庆贺活动。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 Sciences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1955, is the oldest such college in the country. Today, with over 3, 000 students,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respected. The College is a dynamic environment, committed to preparing students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timeless critical thinking. Nationally renowned faculties in the Departments of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Retailing, Audiology & Speech Sciences, Commun 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Media, and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educate students in both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and have graduated generations of leaders in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and associations.

The College is moving forward with innovative programs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reas of virtual reality, digital media arts, health and risk communi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and speech, hearing and language disorders. Theiracademic programs are rooted in the very principles upon which MSU is guided: to improve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achieve more active learning, generate new knowledge, promote problem solving to address society's needs, advance diversity, and just as importantly importantly-to make people matter. In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 Sciences, we strive to "put students first."

附2　查尔斯·萨门博士（Charles T. Salmon）
 简介

查尔斯·萨门（Charles T. Salmon），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大众传媒学博士学位。现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在任此职务之前，他曾担任学院的高级副院长。此外，他还拥有公共关系领域的埃利斯·勃朗特（Ellis N. Brandt）教席。在过去的两年中，他获得富尔布赖特奖（Fulbright Fellow）前往以色列，同时是挪威管理学院的访问学者、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观察员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顾问。

Charles T. Salmon is acting dean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Prior to this appointment, Salmon held the position of senior associate dean in the college. In addition, he also holds the Ellis N. Brandt Professorship in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past two years, he has been a Fulbright Fellow in Israel, a visiting lecturer at the Norweg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 external examiner for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and a UNICEF consultant in Kazakh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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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dean interview is one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of Deans of New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s in America, proposed recently by a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 Sciences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s the oldest such college in the country.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respected today. Dr. Charles T. Salmon, whois a famous scholar in his field, is acting Dean of the College. Through all of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this interview, we hope that it will offer our readers an opportunity for gaining more knowledgeaboutsimilarcolleges abroad, and that it can thus serve our readers as a guide for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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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非裔美国人的经历


——访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黛丝博士


 

Shuhua Zhou, Yinjiao Ye

 

 


［摘　要］本访问是2004年夏天通过电话进行的。当时黛丝教授还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会长。访问前我们已经给了黛丝教授一份问卷，她当时正忙于学院大量的日常事务，并且还在多伦多组织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年会。但百忙之中的她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电话访谈。下面就是根据黛丝教授认可的访谈记录整理的文章。［本文原载于《中国传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
 2006年第一期，107—112页］



［关键词］院长访谈；非裔美国人；阅历


被访者印象：寻求双赢

周／叶：您自1972年以来就一直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在您当院长以前，您在传播学院已经做了五年的副院长，您自1993年以来就一直任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您能否描述一下，在大学里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黛丝：我觉得首先应该懂得如何领导，当然，那你就需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再努力去了解别人，去倾听别人，从而抓住什么是人们所需要的。而当你高瞻远瞩到你所在的单位应有的发展方向时，你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带领他们和你一道前进。所有都是围绕人的管理来进行的——每天都要和文件、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打交道，这些都是管理者工作的一部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握领导的艺术，如何去激励、影响人们跟随你的领导。

周／叶：作为一名管理者，此工作的哪一部分最令您感到愉悦满足？

黛丝：对我来说，作为一名管理者，可以通过我的努力使事情变得更好，这一点最让我感到愉悦满足了。不管事情如何发展，我所希望的是当我离开的时候，一切——比如课程、或者是教员们谈论过的某件事情（我在成为一名管理者以前，也做了多年的普通教员）——确已因为我的努力而变得更好了。我想，当我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可以帮助并推动事情的完成，为什么我不去尽量地使它实现呢？因此，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能够看到我们的确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事情，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努力的目标。

周／叶：您已经从时代华纳、微软、ABC新闻等一些知名企业那里获得了赞助和基金，您是如何成功的呢？

黛丝：有趣的是，我刚开始这份工作时只是负责领导教员，课程安排，组织安排，重心在于教学教务的开展方面。但一经我投入进去，工作性质就转换了。我们开始把重心集中在如何筹集资金以使学术事业继续发展方面。因此，对我来说，挑战就在于如何转换角色，搞清楚如何才能达到学校对我的期望。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贡献很多。那些知名企业通过和我们合作也能收获良多，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拥有如此好的“产品”：我们的学生都很优秀，我们的教员们也很出色，我们还有非常好的项目、课题。因此对那些知名企业来说，和我们合作是收益颇丰的。尽管他们给予我们资金，但我们也是在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用所得的赞助培养年轻人进入社会，让他们迅速地适应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行业而无需再次培训。因此我把它看作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他们给我们学院资金，我们培养学生使之出色工作。这是互利的事情。

基于以上这些，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并不是要让学生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地走入社会。我们竭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教会他们创造性地去思考，去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对整个社会的意义。而且因为我们大部分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所以我们如今在社会中的处境与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学生们需要对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很清醒的认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并要帮助他们去了解、探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帮助他们及其他人认识到，我们要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公平，要更开放地去接受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而不是歧视。

周／叶：您经常参加国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发言讨论，谈到非裔美国人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情况。您的书《分裂的形象：大众传媒中的非洲裔美国人》1999年被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评为20世纪35本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书之一。您能否和我们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大众传媒中的非裔美国人形象的？

黛丝：关于这个话题，我写了很多文章，你如果访问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会看到我的一些主要观点。有些学生，对我们所研究的非裔美国人对传媒产业的贡献不是很了解。因此，我和同事们都致力于如何使我们的学生能够了解非裔美国人在不同的传媒行业里的贡献，比如说广播。我们的学生需要去了解贝茜·史密斯（Bessie Smith），他们需要知道其他一些学院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贡献——而且曾试图做出更加实质的贡献，尽管未被允许——因此，让他们知道纳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确实帮助建立了“首都唱片（Capital Records）”是非常有必要的。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因此当人们真正了解到这些实情的时候，我们学院的非裔同学也理解了他们的种族前辈们是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些产业的。他们并不是进入到一个没有其介入及建树，而完全由别人建立起来的事业中，相反，正是在他们的种族前辈的帮助下才成就了今天这么棒的这些公司。

周／叶：是什么使得您当初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且写了这本书的？

黛丝：正如我所说，当我教授广播史、电影史，大众传播导论等课程的时候，我发现学生们并不了解非裔美国人对传媒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学生们不大了解也不知道非裔美国人事实上在产业的发展上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我们正在使用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到非裔美国人的参与。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从Ebony & Jet
 杂志以及其他一些介绍到非裔美国人对广播业、电视、电影业的贡献的书刊中提取部分文章和材料，编订成我们过去用的一些教材。我们就是这样借以教授我们的学生这些知识的。后来，我们开始考虑把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出版，这就是这本书诞生的过程。

周／叶：您在一些学术组织中非常活跃，您有许多参与经验，比如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广播教育委员会（BEA）、黑人学院传播协会，以及其他的一些专业协会。在管理工作、研究工作、一些学术专业活动以及教学之间，您是如何来平衡您的时间的？

黛丝：这确实很难——我基本没有什么空余时间来做其他的一些我这个年纪的人本该做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同时又是令人感到愉悦满足的。首先，因为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要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他们会说“你能做到的，你能做到的，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因此，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这种观念就根深蒂固，当你逐渐长大，它就成为你的性格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总是不断地去尝试。我说过的，平衡好自己的时间非常困难；但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认为不同的事情之间可以互相激发促进。我是指，当我参加AEJMC、BEA、ICA以及其他的一些委员会的时候，我可以和这些和我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事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也在做相关研究的院长们互相探讨磋商。我们交流、分享彼此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合作。我们也会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和难题而互相鼓励，并且指出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出色。这虽然花费了时间，但却丰富多彩，也令人鼓舞，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完成你的任务。

周／叶：您是广播教育协会的首任非裔美国人会长。您在100名女性黑人褒奖的全国联盟中被评为“2003年杰出女性”。能否请您谈谈一些使您成为一名成功黑人女性的因由品性呢？

黛丝：我的父母一直在鞭策我继续前进。我母亲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是博士，在某种意义上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我的母亲在我们毕业以后又回到学校读书并且获得了学位。因此父母的激励作用真的很大。

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全球化思维

周／叶：作为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会长，您认为新闻及大众传播的教育发展得如何？我们目前的水平如何？方向在哪？
(1)



黛丝：还未在多伦多时事通讯中提及、但我们必须强调的一件事是
(2)

 ：我们的思维的确需要比以往更加全球化，国际化。在这个方向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乔·福特（Joe Foote）任会长时，他就已经将国际化作为一项工作加以开展。这个任务到目前为止仍在进行中，明年我的任期结束后也还将继续进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在缩小，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非常便捷地进行交流、互动，接触彼此的生活，摆脱地域的限制。我们需要更加全球化的思维，更好地相互作用，并且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跨越文化交流局限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是除我所写的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部分。

约翰逊传播学院：为多样性而建立

周／叶：从你们的网站上我们看到：“学院成立于1971年，主要致力于教育和培训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从事传播事业。”同时，你们的网站上还写到，“我们重点关注对国内外未受到政府足够关心的弱势人群造成影响的传播政策”，并且“学院将致力于推动消除社会不公，包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制度中的种族歧视”。为什么会确定这样的办校宗旨方向？

黛丝：这个学院是为获得自由的人们而建立的。曾经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需要有一定的接受教育的途径，使他们也可以从事教师和医生等等职业，这其实是成立霍华德大学的主要目的。学生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国家以及在全世界，他们也可以担任领导者。这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输送了解地区特点、明白领导方法、知道如何帮助社区发展的学生，使他们以有创造性的妥当的方式服务于社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而我们则尝试着通过这样的方式，努力地来逐步实现未来的目标。我们引进将近12％的优秀学生、国家成就学者进入我们的荣誉团队。这些学生的部分职责是：获得教育、获得知识，成为有能力的人或专家；同时学会如何通过领导来服务、通过服务来领导。这是我们对这些学生的特殊期望，他们进入这个社会，并推动我们的社会走向更好。而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项使命。

周／叶：所以你们学院招收学生主要着重于非裔美国人以及有色人种？

黛丝：是的。但是我们向来是开放的，欢迎所有的学生：我们有非洲裔美国学生，也有白人学生，在学生及教职员工的组成方面一直都秉承开放的政策。我们的在校生中白人学生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周／叶：那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黛丝：如果就研究生而言，这个数目会大些——在法学院、牙科学院、医学院等学院，白人学生相对多一点。就本科生来说，我想80％是非裔美国人，15％是国际学生，5％是白人学生。

周／叶：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您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吗？

黛丝：我们一向都对外开放，并且从未对任何人关上这个开放的大门。我们也从未有过区别对待。我们学校有来自数百个不同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最具国际化的学校。谈到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员工，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当我们在课堂上交谈的时候，很可能坐在你边上的人就是来自于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的，并且你们的谈话就促进你们互相了解各自不同的文化方面而言所起的帮助简直会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无疑是极好的体验经历。

周／叶：学院包括四个系：传播与文化，传播科技和障碍，新闻，以及广电。不仅有文学学位，还有理学学位。研究生指导老师来自于这四个系吗？

黛丝：是的，这四个系我们都有研究生指导教师。

周／叶：那么，那些研究生项目并不真正附属于各个系，对吗？

黛丝：不，大部分研究生项目都从属于某个系。2004年秋季我们准备开始一个项目，目前还未完成审批工作，所以尚未开始。这个项目是大众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它曾经从属于传播与文化系，但它的研究涵跨范围将更广阔，会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和新闻系的内容。因此它将跨越三个系而不再会像眼下这样为一个系所局限。这个项目成员将由来自于三个不同的系的老师组成，他们都是大众传播和媒介研究不同领域内的专家。在传播科学与障碍系情况又有所不同了，教师们拥有的是理工科学位，从而更多地偏向于理工科。

周／叶：传播科学与障碍系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系，您能否为我们多介绍一点？它是言语病理学及听力学（主要研究对听力受损听力障碍者的治疗方法）吗？

黛丝：是的。就是教学生们如何来分辨人们的言语障碍。事实上，我们就有教员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以防在有人不能自如表达的时候可以教他们使用辅助性仪器。也就是说我们有无法自如表达的学生，也有可以借助的仪器设备，这些设备能帮助他们，使其改善听力。我们有一位教员就专门帮助那些不能说话的年轻人来使用电脑。我们还有些教员，精通于言语模式，因此他们在法庭上通过辨别声音等来帮助案件的审理。我们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

周／叶：就您所知，是否还有其他传播院校有言语与听力学这样的系？

黛丝：是的，还有一些学校，像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还有一些传播学院也是既有大众传播，也有传播科技的。

周／叶：贵学院位于首都这样一个国际政策、领导和交流的中心，也是一个文化、宗教和语言多样化的中心。这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使他们可以从华盛顿丰富的资源、各种活动和众多专家中受益。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否对你们比较有利？您是否也看到了它的不利因素呢？

黛丝：关于优势，这里的确有比较多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学生们必须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使他们不被成天的外出活动所淹没，并且要利用好各种资源和活动。至于不利的方面，我想应该是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如果你不住在这个区域的话，那么从你住的地方到华盛顿得花多少时间哪！而且生活开支也是另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这些相较于它的优势来说，也就不算什么了。所谓有得有失吧。

周／叶：贵学院将要花三千万美元来修建装备一个新的电信综合建筑。那是什么样的？

黛丝：是综合性的建筑群，我们将有新的复合楼和电视台位于传播学院内，电视台不属于学院，但我们的学生可以去那儿，并有很多机会实习以及做志愿者。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实现资源共享，这非常令人兴奋。

周／叶：那资金从哪来呢？

黛丝：我们从外界募集资金，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去年我们就已经筹集到了八百万元，并且我们还在努力筹集剩余的费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期。

周／叶：您预计这项工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黛丝：校长曾经说，准备在2005年动工，这三千万美元并不仅仅是学院单独承担，校长和大学都在想办法筹集资金，但我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八百万元就是我们所做的部分贡献。

周／叶：学院有一个安那伯格（ANNENBERG）荣誉计划，我知道您已经提到过一些，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黛丝：我们的荣誉学生毕业离校后进入社会，继续他们在我们这里读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作为领导者的事业，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是很令人兴奋的——他们回到学校来与我们分享他们在社会中所建树的。这真是非常令人开心的。

周／叶：你们是否在积极地招收这样的优秀学生？

黛丝：是的，毫无疑问，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去年，我们学院有八个获得国家成果的学者。我们整个大学总共有71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校园里到处都有非常合格和能力很强的学生，有如此积极投身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理解社会的人才，在对课程以及各种议题等的关心投入上，对我们校园的整个学习环境氛围的改善提高上都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是到霍华德大学工作就读的极好时期。

周／叶：他们（译者注：指安那伯格ANNENBERG荣誉计划中的学生）会得到更多的个人关注吗？

黛丝：因为他们在这个荣誉计划中，确实会有一些特殊待遇。我们带他们旅行、我们为他们的特设课程专门请人来讲课，我们鼓励他们更多地写作，并且我们要和他们交流其进展情况，从而他们也能得到各种回应和反馈。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得到些额外的关注，但这一切乃部分归因于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因为他们将要去做领导人、去做更多的贡献，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得到的更多，被赋予的期望也就更大。

大学部计划：给他们一把进入国家荣誉团体的金钥匙

周／叶：你们学校的在校大学生有很多参加各种学生组织的机会，比如广播协会、法律传播学会、公共关系学生会、学生电影联合会、职业新闻记者社等等。你们是有目的地创立这些社团的吗？这些社团是怎么为学生服务的呢？

黛丝：在过去的32年中，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创立这些组织（学生联合会）。它会拓宽我们的理解力和知识，帮助学生们想办法和别人分享技能和才能。四年级学生将其传授给大三，大二学生和新生们，这样大家都可以分享，这是很有益的。

周／叶：您觉得一个理想的本科生从你们学院毕业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

黛丝：我觉得一个理想的本科毕业生要在四年内完成他们的全部学业，而不是拖到5年6年。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批判性和战略性的思想者，要懂得利用他们的专业实习机会，为他们以后可能在社会中面临的各种事情做准备。还有，对他们来说，列于院长的名单
(3)

 中也是有利的，他们将获得一把进入这个国家荣誉团体的金钥匙，而且也部分地代表了他们的成绩。很显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展示领导才能，在学校里从事行政工作或者成为学校领导。如果他们在学业上做得很好而取得奖学金，这也很好。还有我们希望他们具备个人品质，像具有强烈的工作道德观念、言出必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对社会道德准则有很强的理解力。这些对年轻人都很重要。

周／叶：你们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黛丝：他们接受过训练，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工作：私人助理，产品经理，媒介关系助理和销售助理。他们从助理的岗位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提高自己。他们可以从事媒介策划、宣传推广等工作，做新闻报道员、合作制片人、作家、通讯记者、节目主持人、编剧、连续性电视节目助理、灯光师或舞美师
(4)

 、导播、播音员、研究员等等。

研究生项目：关注非裔美国人的经历

周／叶：贵学院传播与文化系为学生提供了在以下专业领域继续研究生课程的机会：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在这些专业中，跨文化传播1996年被言语传播联合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排名为全国博士授予机构中的第三。现在你们学院跨文化传播在全国博士授予机构中排名情况如何？这么好的排名主要归因于什么？

黛丝：现在他们正在为排名做工作，实际上，从1996年而来就没有排过名次了。国家传播联合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在考虑新的排名，不过我们保持在第三位，自从1996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第三，这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获得这么好的排名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本非常棒的刊物——霍华德传播杂志（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归功于我们所有教职员工的努力工作，此杂志有很大的读者群。

学生们想到一个像霍华德这样的大学来就读，因为他们知道，首先，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特别是在对非裔美国人经历的研究上。因此这种氛围让人感觉很好，你对你研究课题的激情可以和别人分享。

周／叶：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传播科学，以及传播与文化学的博士项目。

黛丝：在传播科学领域，我们国家大约有55或者58个非裔美国人拥有传播科学、言语病理学和听力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从霍华德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都从事于高等教育或者工作于某个高水平的学术协会。他们都做得很出色，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个团队感到自豪。至于传播与文化系，学生考进来之后大都根据自己的研究重点（大众传播、跨文化研究、人际传播）而参与不同的传播组织，很多人现在已是其领域中的一员。许多研究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教职。

周／叶：在传播科学系学习的学生可以以言语病理学和听力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并且可以在传播科学系得到理学硕士学位。这些学生录取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黛丝：没有，这个系和国内其他大学的要求是相类似的，四个系中的每个系对接收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至于入学，要求申请者达到一定的平均分数（GPA）线，以及修过一定数量的相关课程。每个系都会安排学生修读一定的课程，这个系也不例外。

教职员工：一个优秀的团队

周／叶：请您为我们谈谈你们学院教职员工的结构，最高学历、级别、年纪、种族和性别情况。

黛丝：我们有38名博士，6名美术学硕士，8名文学硕士和2名理学硕士。这54人是全职教员，我们一共有85名教员，其中还有部分是兼职的。我们有13位教授，18位副教授，13位助理教授，2名辅导员和35名讲师，其余都是兼职教员和管理人员。我们中有41名男性，44名女性。至于种族，有40人是非裔美国人，11人是白人，3人是亚洲人，还有31人不清楚。很有意思，表格上并没有注明，我想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像非洲等等。

这样的组合相当不错；我们的人员来自不同的背景，这让人兴奋，因为大家可以谈论不同的宗教、各自的家乡以及不同的种族。

周／叶：在您来霍华德大学任教以前，您已有几年传媒专业工作经验。您认为对一个新闻和大众传播系的教师来说，职业经验是有益的或必须的吗？

黛丝：学院拥有一些教师具有职业经验是重要的。我们在尽力做的一件事就是保持师资结构的平衡。例如，在新闻系，我们并不是严格要求每个教师都是搞学术出身，精于理论，我们还有一些教师来自具体的工作岗位。我们尽量使两者比例平衡，相当于一半一半，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确切地说，我们现在的比例就是这样，各占一半。广电系也是这样。在其他系，像传播与文化、传播科学与障碍系，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在这些系，我们主要注重博士学位和理论研究。但是还有一些系，对职业经验和学术理论间的需求平衡问题上就更为灵活些。

周／叶：对学院的未来您有什么计划？

黛丝：当然，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教学硬件设备，我们在课程上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改善了课程和系里教员的任用程序。现我们正在集中地解决学校的建筑楼群问题，一旦所有这些完成后，也许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更高级别的学院，这样我们学院就可以变得更大，提供更多的学位和更多的交叉学科课程。总之这是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这就是我的想法。

 

（本篇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研究生周颖参加了翻译）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 January 2006/Vol. 2 No. 1）

 

————————————————————


(1)
  采访者注：关于新闻及大众传播发展方向的讨论，请参考2004年7月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时事通讯。


(2)
  译者注：参看2004年7月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时事通讯。


(3)
  译者注：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将列名于院长名单中。


(4)
  译者注：A Board Operator is someone who runs either a light board or a sound board in the theater．[出处：google]


Focusing on the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An interview with Dr. Jannette L. Dates

Dean, The John H. Johnso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Howard University

 

Shuhua Zhou1
 , Yinjiao Ye2


(1. assistant professor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2.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via telephone in the summer of 2004 when Professor Dates was still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Professor Dates had been given a questionnaire before the interview, but she was inundated with daily operations of her school and organizing AEJMC's annual meeting in Toronto. Anyway, she was graceful and generous enough to offer a telephone interview. The following was based on a transcript approved by Dr. Dates. Shuhua Zho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Yinjiao Ye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China Media Research. 2006; 2(1):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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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波洛克的滴色画与伊斯兰宗教艺术


——通过艺术进行跨文化传播


 

J. Z.爱门森

 

 


［摘　要］世界文化在很长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范围。而跨文化交流首先和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滴色画（poured or drip paintings）似乎与伊斯兰宗教艺术（the sacred art of Islam）相距甚远。前者是一个20世纪的美国人的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思索；而后者是一种宗教思想的、公共的艺术呈现，已有十几个世纪的历史，主要见于中东、非洲以及亚洲地区。然而笔者发现，若从这两种艺术形式所反映和象征的理念来看，竟有着不少令人惊讶的相似或是可互补之处。在本论文中，笔者将尝试探索数条非同寻常的理解和领悟这种类同关系的途径。也许这些理解和领悟，可以在这个诸多纷争的世界中起一点铸就跨文化交流意识、敏感性和文化兼容态度的作用。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艺术传播；杰克逊·波洛克；滴色画；伊斯兰宗教艺术；形态和式样图案


 

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范围。而跨文化交流首先和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滴色画（poured or drip paintings）似乎与伊斯兰宗教艺术（the sacred art of Islam）相距甚远。前者是一个20世纪的美国人的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思索；而后者是一种宗教思想的、公共的艺术呈现，已有十几个世纪的历史，主要见于中东、非洲以及亚洲地区。然而笔者发现，如果从这两种艺术形式所反映和象征的理念来看，竟有着不少令人惊讶的相似或是可互补之处。在本文中，笔者探索了数条非同寻常的理解和领悟这种类同关系的途径。也许这种理解和领悟可以在这个诸多纷争的世界中起一点铸就跨文化交流意识、敏感性和文化兼容态度的作用。而本文的意旨亦在于此。

在谈滴色画之前，让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认真思索一下自然中具有的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的形态和式样图案（forms and patterns）：从风在湖面上吹起的每一道波纹，到阳光照射下的林子里的每一片树叶；从山川河流、平原丘陵的不可胜数的地形特征，到数百万形形色色生物种类（包括人在内）的迥异细别之形状和斑纹图案；从地球上各种洞穴内曲折盘旋、无奇不有的结构，到地球外几乎超越想像的亿万空间物体的外形轮廓……过去和现在，自然构造的形态和式样图案的范围种类是如此惊人、绝无完全重复，相形之下，人类附加的设计与构建实在微乎其微。随之而来的事实就是，没有形态和式样图案的世界简直无法想像，一个无差别的世界，只能等同于虚无。因为整个宇宙和我们的生命在物质方面都必须通过形态和样式图案来实现——既然如此，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带有与生俱来的倾向，要在抽象与象征意义的层次上对这些形态和样式图案进行思索来求得满足，而笔者认为，波洛克的滴色画就能够提供这种满足。除了作品本身之外，他的画不包含对任何已有事物或设置的仿效，因此可作为所有形态和样式图案的整体象征（见图1）。进一步说，所有的形态和样式图案都处于运动之中，无论是有节律的还是随机的，也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还是宇宙的。一个静止的宇宙就如同一个没有形态的宇宙一样无法想像。自然的运动永不停息，它们形成巨大的混合，再加上物体凭借这样的运动而具有的动力，而这些都极为自然地在滴色画的条纹、漩涡和滴溅之中得以显现。

上述的对于滴色画的理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就如同其他的非具象作品或艺术一样，这些滴色画有着众多不同的反响。比如有观点认为它们是毫无意义的涂鸦，应该被抛弃；也有观点认为它们是20世纪中叶美国文化紧张状况的写照，具有严肃的社会意义。其中有一种理解，笔者认为最合理而有说服力：作为波洛克晚期的也是其所有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滴色画，反映了他对自然的认同感。这种解释不仅与上述有关形态和样式图案的评论协调一致，而且也可以在波洛克自己的数番言论中找到印证。他曾经宣称：“每一个优秀的画家都是在画他自己。”
(1)

 并且，在更早些时候，针对其绘画应该效法自然（就滴色画的非传统表现而言）的建议批评，他给出了如今非常有名的回答：“我就是自然。”
(2)

 这个回答绝非仅仅是对话中的机敏的应对而已。这我们也可以在波洛克的妻子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的话中获得证实。她曾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中说杰克逊·波洛克“对自然有强烈的认同感”，并说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从自然中割裂出来”
(3)

 。这些话正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波洛克对泛灵论及图腾崇拜的兴趣相应。
(4)

 一些部落或是“原始”的人们笃信万物有灵，并有着图腾崇拜的习俗。对于这些人来说，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一般所谓自然之间的区别，要大大小于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所通常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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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45年波洛克与妻子李·克拉斯纳自纽约移居濒海的乡村风味的长岛之后，对自然的同一感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朋友和熟人都注意到了波洛克对新环境里的土地、树林、海岸、天空的非凡感受力。
(5)

 很明显，这种感受力直接促进了自1947年开始的滴色画创作。波洛克后来曾这样说：“我关心的是自然的节律……大海运动的方式……我的工作自内而外，就像自然。”
(6)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波洛克所说的“自然的节律”，显然包括节律所借以表现自身的所有的形态、式样图案和运动。总之，波洛克意在通过滴色画为广泛全面的自然系统提供一个视觉上的隐喻，在这自然系统里，他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克劳德·塞努奇（Claude Cernuschi）评论波洛克道：这样的滴色画，“与其说是对自然的呼唤，不如说是自我与自然的融合”
(7)

 。这样一来，在艺术上，“他的绘画调和并且确定了意义与抽象相互协调一致的可能性”
(8)

 ——也就是说，波洛克的抽象画是可以具有意义的。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波洛克，有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及：他的个人生活充斥着烦扰。史蒂文·奈非（Steven Naifeh）和格里高利·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非常详尽地撰写了波洛克的传记，对波洛克生活的这一层面给予了许多注意力。他们就认为，波洛克与他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与专横的母亲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而他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说反映了他长久以来平息争端的渴望。
(9)

 除此之外，他遇到的问题包括在女性面前的不知所措和尴尬，持续的事业低潮和经济困境，慢性酗酒，以及令人捉摸不定、乖张暴躁的脾气。用塞尔登·罗德曼（Selden Rodman）的话来说，波洛克有着“令人烦扰但充满活力的个性”
(10)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绘画给了波洛克宣泄情感的渠道。基于此，想想波洛克在1950年的一次关于现代艺术家（很明显也包括了他自己）的录音采访中所说的话：“今天的画家不需要选择身外的主题……他们依靠内心创作”；现代艺术家在“表达他自己的情感”。
(11)

 这些话以及前面论及的“我关心的是自然的节律……大海运动的方式”的相关言论，共同说明：波洛克直觉地感知着整个大自然的力量，以及他内在——作为自然紧密连续统一体（intimate continuum）之部分——的精神力量（inner psychic energy）。滴色画的创作，是对紧张情绪的宣泄，也是对这种认同心理的宣告。
(12)



除了这些考虑，笔者以为无论波洛克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滴色画确实可以作为存在的终极秘密的象征。认识到由形态和式样图案构成的世界运动不息，我们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并无助于解释这个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如此渊深的问题需要宗教或是哲学的答案，尽管为了探寻这样的答案，人类已经连篇累牍地创造出各种信仰，然而这些信仰之间相互冲突，且缺乏一个可行的相关各方都心悦诚服的标准来消除这些差异。而滴色画，除了象征形态、样式图案和运动，还具有一种含义模糊、高深莫测的特质，一种不能参透的复杂。这些特点，使滴色画非常适合于作为审美的符号来象征达成跨文化融合和完全理解存在（reality）的困难性。

无论在何种文化中，对上述理解提出持续挑战的，是“无限”（infinite）之谜。笔者认为滴色画是“无限”的特别恰当的象征。一些滴色画给人这样的印象：交织的线条、斑点、色块遽然终止只是因为到达了有限的画布的边缘。除去这些羁绊，它们将永远在无穷无尽的空间中延伸。又或者这样说，如果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有限的既有画面中，可以发现各种构型（configurations）纵横交错，盘曲连绵，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终结之处（见图2）。波洛克曾说，滴色画本身“无始无终”
(13)

 ，这情形就暗示了“无限”。不仅如此，除了一些例外，滴色画作为“布满全面”式“（allover）”构图的典型，其线条、圈画和颜料的混杂都平均地铺散在整个画作的平面上，就如同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没有中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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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代科学对于“无限”问题的解释使滴色画的象征意义变得更为复杂。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 universe）。也就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 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给出孰对孰错的定论。
(14)

 但无论结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提问：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而且，“大爆炸”理论——正像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因此，如果将滴色画作为由全部形态、样式图案和运动构成的宇宙——无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的象征，它们还能让人想到科学在解释“终极源头”（the uttermost source）和“存在意义”（the meaning of existence）问题上的无能。从而亦巩固滴色画的地位：象征存在（reality）终极理解之难以企及。

但是，让我们再来看看波洛克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他宣称：“我的画源自于无意识。”
(15)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学说给这样的想法以理论支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波洛克在纽约的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学说，如伊丽莎白·弗兰克（Elizabeth Frank）指出的那样，“非常‘流行’……以至于到了在与艺术家们交谈的时候无法避免的程度”
(16)

 。超现实主义关于艺术创作的动力源于无意识的看法同样影响了波洛克。
(17)

 不仅如此，为了（尽管大多并未被意识到）改善他被扰乱了的行为举止，主要是酗酒问题，他先是求助于一个以弗洛伊德为理论来源的精神治疗师，
(18)

 而后是两位以荣格的理论为指导的医师。波洛克将自己一些半抽象的画作交给后来的这两位医师去分析，这两位医师认定波洛克的作品确实反映了他的无意识。并且鼓励波洛克在他们认可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去对自身艺术中的无意识进行寻求和认同。据我看来，波洛克向这些医生求诊而得的泛泛陈述到底从多大程度上阐释了他的艺术内涵仍然无法确定。
(19)

 虽然波洛克在后期曾宣称自己“长久以来是荣格学说的信奉者”，
(20)

 但他从未详细地以荣格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作品。
(21)



尽管如此，笔者不否认，作为波洛克后期阶段的作品，抽象的滴色画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用荣格的理论来解释。荣格心理学将人的精神（psyche）看作不同层次的复合体，这些层次之间相互作用，其中包括“意识（consciousness）”、“个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意识中被抑制或遗忘的部分）和“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集体无意识”中包含了“原型（archetypes）”——在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理解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基本方式反复地出现，并最终固定在人的大脑中而成为“原型”。“原型”是潜在的，是人生物属类的自然秉性。或者用荣格的术语说，是精神上“无内容的形式”。“原型”通过不同的个人“赋之以……有意识的经历”来“激活”、获取内容，也因个人的特殊性而有不同的程度和各种不同的组合（惟其如此人群当中才保持了个性）。
(22)

 也许滴色画颜料的多变的痕迹和斑点反映了波洛克曾经有的有意识的情感和思想，只是被压抑为其个人无意识。这些无可名状的各种形态的极度拥挤交织之网，排斥了任何基于这一假定的更明确清晰的解释。不过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待一个滴色画作品，还是有可能在更加明确清晰的感受理解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辨别的。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对自然的密切认同感在人类历史上是为许多人所共有的，如果说各种原型中包括了人类对自然的这一密切认同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这样理解：波洛克的自身经历是对这种原型的“激活”，然后他创造出隐喻性的象征，以滴色画的形式来表现它——这些作品是实在的、可遗传的原型的视觉表征的可能性，给滴色画的复杂蕴义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

如上文所言，波洛克与自然有同一感。由于他对自然的这种同一感中还卷入了神秘的和超自然类型的感受（很可能也包含原型基础），因此使作品的意蕴变得愈加复杂。B. H．弗里德曼（B. H. Friedman）说，年轻时期的波洛克“对生命的自然流动抱有一种神秘的和冥想的认同”。
(23)

 一位高中教师向波洛克介绍了东方宗教，重要的如成立于1875年的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教义，从而加强了他的这种爱好倾向。黛博拉·所罗门（Deborah Solomon）注意到，“年轻时期的波洛克未加入任何教会或践行任何教义。通神论（theosophy）实际上为他提供了神的感觉。”
(24)

 通神学（Theosophy）的教义包含了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因素，带有融汇调和的特点。其要义在于人的灵魂经历连续的转世轮回（reincarnations）；而每一世的质量都由前世的羯磨（karma）来决定，直到灵魂达到从现实世界解脱的境界。这样的解脱需要与上帝乃至终极现实——用通神学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存在”（One Existence）——达成至福的融合，此时上帝也只是灵光的显现。
(25)

 （“一个存在”的概念与印度教义中“梵”Brahman的概念相似。“梵”对于自然、人类、神祗来说都是永恒的、非人性化的、无所不在的根本存在）。印度先哲克里须那麽提（Krishnamurti）——通神学会里的“新弥赛亚”（New Messiah）——的教导给波洛克的印象尤为深刻：人应该笃信自己灵魂的动力，而非借他们的智力以达到个人满足。
(26)

 虽然成年后的波洛克并未继续积极参加任何通神学会的组织，但年轻时与这一宗教的接触，明显地为其后来岁月中对宇宙反应的神秘倾向添加了风味。
(27)

 对宇宙反应的神秘倾向也许还因为他对“原始”艺术的兴趣而带上神话、玄妙的色彩。此外，纽约的艺术商贝蒂·帕森斯（Betty Parsons）很了解波洛克在世时最后十年的情况。她注意到，“他有一种对神秘的感知力，神秘地感知宇宙的节律，大化的规则。就此而言，他的宗教意识很像东方哲学。”
(28)

 不仅如此，在滴色画的创作阶段，波洛克的朋友，雕塑家鲁本·卡迪希（Reuben Kadish）就曾评价过波洛克的“泛神论者性质”，并指出这种泛神论者性质与他的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
(29)

 也许，在各种偏好与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波洛克意在通过他的绘画表达他与自然相融合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秘主义的作用下得以增强。不过，如下文所引，波洛克在后期说的话似乎还不能给我们以上探讨的问题以任何明确结论：

如果你需要归属于什么来得到安全感的话，教堂是地方。但是艺术家不需要这个……在创作的时候，他们是宇宙能量的一部分。看——存在自在。我们就如同其他东西一样，是万物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我们自己……
(30)



这些话并未明显地从泛神角度表现出对于世界与上帝之间实质的等同感，或许仅仅只能被用来确认波洛克对自然宇宙的认同。或者，考虑到波洛克的背景，话中提及的“宇宙能量”可被视为通神学说中“一个存在”概念的升华？

再来看伊斯兰宗教艺术，伊斯兰教认为，真主通过先知穆罕默德降传启示，这些启示包含在公元7世纪编纂成的《古兰经》里。穆斯林意在以宗教艺术的方式来反映和装饰这些启示。除此之外，作为《古兰经》的补充，圣训《哈底斯》虽权威性不及《古兰经》，但它记录了先知在不同环境中的言行规矩，是艺术灵感的又一来源。从非宗教的角度看，伊斯兰宗教艺术不仅视觉上绚丽多姿、引人入胜，而且哲学上也很深奥玄妙、令人深思。在笔者看来，这种艺术的许多方面与滴色画有契合、或有可比并之处。

建筑是从美学角度表现伊斯兰教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建筑与波洛克的作品鲜有可比之处，因而这里只讨论服务于宗教目的的伊斯兰装饰艺术（虽然这些艺术广泛地应用于宗教建筑的表面装饰，与建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装饰艺术，圣训《哈底斯》往往表现出先知对形象的排斥态度。因而在伊斯兰文化中形成一种传统，即在宗教艺术中排除一切对人物和动物形象的描绘。这种禁令明显源于这样的意愿：预防任何偶像崇拜倾向，也排除任何艺术家侵犯真主的权能，自以为可以在艺术中进行创造——只有真主才能创造这些生命。
(31)

 因此，伊斯兰艺术的要素基本被限制在花卉图案、藤蔓图饰、几何图案设计以及书法上。
(32)

 花卉图案从自然写实到高度程式化兼而有之；藤蔓图案包括程度不一的抽象的弯曲缠绕形态（组成部分常常包含花卉），同时还包括大量其他的装饰图形，其中一些从根本上来说源于植物纹样，而另一些则具有潜在的几何的性质；纯粹的几何形装饰图案与书法则是完全抽象的了（见图3和图4）。

除了在宗教艺术中不能有人和动物形象这条所有伊斯兰文化中可以观察到的禁忌外，还没有一条权威性的陈述可以对其艺术中的深层象征意义进行定义。因此我们很难知道，千百年来，无数从事这种艺术创作的工匠与艺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注入了特定的象征意图。虽然如此，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的推动下，对伊斯兰艺术象征意义的众多解释，尽管在一些潜在的哲学问题上仍有分歧，有些观点已达成共识。本文无意于在此论列所有这些问题，
(33)

 以下仅就笔者发现的可与滴色画相连的、特别启人深思的重要观念进行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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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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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古兰经》的根本权威性从来不容质疑，在其历史过程中，穆斯林注释经典，就真主的本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以及信仰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丰富的讨论。有一个注释学派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影响深远，其理论主要源自于阿布·哈桑·阿·阿什阿里（Abu'1-Hasan al-Ash'ari, 873—935）的著作。阿·阿什阿里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完全并持续地依赖于真主的意志。基于这样的观点，则对于自然来说不存在任何不受真主控制的普遍法则，就如同人类没有任何超出真主意志的行为或思想一样［虽然阿·阿什阿里又提出一个复杂的“获得（acquisition）”概念，认为所有行为都由真主创造，但却使之看起来归因与人类的意志，也就是说阿·阿什阿里声称，真主拥有创造行为的绝对权力，但人类需要对这些行为负责］。
(34)

 阿·阿什阿里的学说仍基本上被当今最大的伊斯兰教派逊尼派（Sunni）所信奉（他被视为逊尼派经院神学卡拉姆Kalam的创始人）。我们无法获知穆斯林艺术家能多大程度上直接阅读和学习阿·阿什阿里的著作，但他的观点无疑为理解、阐释艺术提供了一个相关的文化理论基础。比如说，在下述肯尼思·克拉格（Kenneth Cragg）和R．玛斯顿·斯贝特（Marston Speight）的论述中，这样的理解、阐释是明显的：

自然并不是它们自己存在的特别现象，而只是对神的意志的顺应。《古兰经》说：“除他（真主）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28章88节［Surah 28:88］）除了真主能永恒地进行创造，不存在任何持久的形态或关系。因此，艺术并不是在捕捉或者说追寻事物本身：它只反映了神圣的主宰者（divine Sustainer）在一瞬间里的行动。所以艺术家们并不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偶像崇拜而避免画像。他们排斥描画自然的印象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像画像艺术一样意味［没有真主的］自身存在。
(35)



或者，如亚历山大·帕帕多波罗（Alexandre Papadopoulo）所言：

……最让阿·阿什阿里理论信奉者们［Ash'arites］感到震撼的是《古兰经》里的真主的全能、真主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的自由……［在穆斯林的概念里］所有自然法则都永远仰赖真主（就如同笛卡尔［Descartes］在“持续创造”［continuous creation］理论中提出的那样），一切永远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并且基本上，一切都在不停地从“无”中［ex nihilo］被重新塑造。事实上穆斯林认为只有真主才是真正存在的，只有真主才能够创造，正是这种强有力的信仰使其禁忌描绘形象，以免伪造真主才能进行的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在穆斯林心目中世上任何形态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完整，也不独立……
(36)



在对滴色画和伊斯兰艺术作直接的类比之前，让我们先从前面已经探讨过的有关形态（forms）的概念角度，来考虑一下为何滴色画在这方面有作为伊斯兰艺术作品补充的可能。滴色画常被形容为“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s），表明这些画不像传统绘画那样有预先设计好的形象或文化内涵，它们的意义仅仅在于呈现、记录了波洛克创作时自发的身体运动和情感发挥。然而，波洛克并不接受“行动绘画”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他的滴色画具有超越展现创作时的行动的意义。
(37)

 我们要问，以伊斯兰的观点来看，滴色画同样有可能被阐释为具有超越反映记录其行动的意义——也即有可能视之为生生不息的真主创造力的抽象隐喻吗？循着这种思路更进一步说，滴色画的意义为什么不能超越反映真主的创造行动，并进一步视为真主行动所创造的世上所有形态和样式图案的象征呢？至于世上所有这些形态和样式图案，如果从伊斯兰的观点来看，没有形态是“独立的”，是脱离“真主永恒的原创力”的，而宗教艺术是对这一至高的普遍情形的反映，既然生存着的人类仍要在可辨别的时间周期内感知有形；那么，认为滴色画抽象地象征了这些经验活动中感知到的形态，又有何不可呢？

鉴于下面的事实，使得这两种艺术观念可以比并的关系显得更为稳固：许多伊斯兰艺术作品中的形态与式样图案经过精密的计算并且高度规则化，这就赋予这些形态一些非自然的特质，使它们摆脱世俗之物的缺陷与无常，因此这种特质被视为反映了真主恒定而普遍的存在。许多藤蔓纹样都暗示了这种差异对比。如克拉格和斯贝特所言：

藤蔓的线条表现的抽象性引领着眼睛和心灵……从个别走向普遍。一切皆为有序而非偶然，没有什么是奇异的、悖理的或是悲惨的。［在这种模式的思考中］我们摆脱了“过程和人性中不洁的一面”。正统的穆斯林认定自然事物的非自主性，并在这种认定中获得安全感。
(38)



与不能自主的短暂的俗物不同，无所不在的真主永恒不变。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类比想法：如果伊斯兰艺术中确然有序的样式暗示着这种永恒，那么为什么波洛克的作品中缺乏规则的构型（configuration）不能互补地视为是对世俗事物自身的象征呢？

何况即便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说世界上的一切形态一直都是由真主创造和维持的，而波洛克的画本身也是形态——包括画布的形状以及厚涂的颜料（impasto）所形成的周线轮廓——那么，推而论之，只能意味着波洛克的那些画即是由真主出于某种神圣目的所创造和维持的。如此，真主可被理解为至高的抽象画家。他通过波洛克向人们展现兼蓄一切的视觉隐喻，从而显示他的创造活动以及由其创造活动创造出的世俗形态的丰富多样。

这样的思辨简直有些得理不让人，让我们比较稳妥地来看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伊斯兰宗教艺术的模式是借助花卉、藤蔓图案、几何纹样及书法来进行表现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要素或单独或繁复组合，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材料以及各种对象的装饰之中。比如，在装饰过的《古兰经》手稿中，在覆盖服务于宗教目的的建筑——主要是清真寺，也有陵墓和宗教学院（madrasas）——内外表面的彩色瓷砖上，在墙壁表面的灰泥凿刻成的装饰性（chiseled-stucco）条带里，或者是在这种建筑的大理石镶嵌地面上，在敏拜尔（清真寺中的宣教台）两侧的木雕间，在纪念冢（cenotaphs）的皮叶楚杜拉（pietra dura）镶嵌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

对几何式样图案的一种通常的解释是它们暗示了无限。伊斯兰装饰艺术是几何式样图案的宝库，它们表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很多式样图案可以与邻接的相同式样图案相互错综交织，层层叠叠地衍生，这样一来就给人以无限的暗示。一些藤蔓图案还形成自足的式样图案——也就是说，翻转交缠的叶形装饰，本身就可给人以延伸直至无限的联想。对于这些无限延伸的式样图案设计，恩斯特·J. 格鲁勃（Ernst Grube）指出了它们的宗教内涵：

一方面是对无限的体验，另一方面是人类短暂的世俗存在的无意义，所有的穆斯林都理解这些，它们成了所有的穆斯林艺术的组成部分。尽管其表现形式或有不同，但从根本上都与此艺术主题的表达相关。最为基本的是表现无限的式样图案的创造，这种表现无限的式样图案很早就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以来都是伊斯兰艺术的主要成分。一个特定的式样图案的无限延续……一方面表现出对所有真正永恒的存在的深刻信念，另一方面表现出对暂存俗物的漠视。通过制造只有部分可见的图案——这种图案的完整形态只有在无限中才能存在，伊斯兰艺术家使静止的、有限的、表面上确定的物体联系上了无限本身。
(39)



伊斯兰样式图案（Islamic patterns）的“无限延续”（infinite continuation）的相关概念不禁让人联想到前文曾经提到的有关宇宙膨胀扩张的科学理论。但是现代宇宙科学所说的无限的概念对伊斯兰教来说无足轻重，因为伊斯兰教的至理是超越物质层面的。对于伊斯兰教来说，无限从根本上来说是神的、精神的、道德上的概念。《古兰经》说“永恒的真主”（112章1节［Surah 112: 1］），并宣称“真主的慈悲是无限的”（57章21节）［Surah 57: 21］）“真主的慷慨宽大是无限的”（3章174节［Surah 3: 174］）。
(40)

 除了几何式样图案本身之外，蓝色也常被用来象征无限。在伊斯兰艺术中，蓝色常被用以填充图案之间的空隙或是作为书法和藤蔓图案的底色。马丁·林斯（Martin Lings）声称，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蓝色是无限的颜色，无限与真主的慈悲是等同的。而‘我［指真主］的恩慈是包罗万物的’（7章156节［Surah VII，156］）。”
(41)

 从伊斯兰观点来看，我们这个暂存的物质世界由真主创造，也将由真主在“末日”——“复活日”——终结。在那一天，人们也终将被真主判定之后他们的永恒存在将会是跻身于天堂或是打入地狱。对于我们来说，思考有关无限的问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从空间、时间或是超自然的——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层面去解释，对无限的终极的理解都还仍然无法达到；同时，笔者发现，无论是伊斯兰艺术还是滴色画中的与无限相关的艺术性内涵都同样饶有兴趣、引人深思。

对伊斯兰几何式样图案有一种更为深入的解释，认为它们反映了真主的不断创造、不断维持，和使人所感知的无数不同造物的和谐统一。这种理解与几何图案固有的和谐性特质有关。提图斯·伯克哈特（Titus Burckhardt）解释道：

对于一名穆斯林艺术家来说……几何式样图案的交织……［是］体现在变化无穷的世界中的根本的神圣统一（Divine Unity）理念的直接表现。确实，这样的神圣统一超越了一切的描绘，因为它以完整为其本质，不允许有任何东西出乎其外；它“没有其二”。然而，它又是通过和谐才在世界上反映出来的；和谐并非他物，而是“多样中的统一”……也是“统一中的多样”……几何式样图案的错综交织同时表现出这两个方面。
(42)



滴色画的象征意义是与伊斯兰教的观念相契合的，克劳德·塞努奇支持了这种看法。在讨论了人类学家L. 赖维—布鲁尔（L. Levy-Bruhl）和J·弗拉则（J. Frazer）著作中关于“原始”人群将自己视为万物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后，塞努奇进一步指出：

这种认为世界具有“统一的本质”［“homogeneous essence”，引自L. 赖维—布鲁尔所说的话］……其中生命的所有方面都是等同的和相互联系的看法，与波洛克力图通过风格（布满全面式［allover composition］）和图示法的象征（自身与自然的融合）所要达到的境界是非常相似的。
(43)



这种观点指伊斯兰艺术反映了“多样中的统一”，而滴色画是非宗教形式的“多样中的统一”的相似体现。或者（此处无意于暗示伊斯兰教与通神学说有什么固有的联系）这样说的话相似程度会更为明显：波洛克的统一意识可能带有通神学说中“一个存在（One Existence）”的味道。此外，就伊斯兰而言，统一的概念是与无限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正如达路·琼斯（Dalu Jones）说的那样：

在伊斯兰语境中……无限延伸的图案设计被理解为从视觉上证明了真主的独一无二和无所不在。它们体现了“多样中的统一”和“统一中的多样”。
(44)



就滴色画而言，虽然它们的艺术语言符号因高度无规则、充满了曲线而与经过精确计算、有棱有角的伊斯兰几何图案大相径庭，但是它们蕴含了多样中的统一，并且如前所论可作为无限的象征。将其象征意义反映出的一些观点融会贯通地去联想理解，滴色画与伊斯兰艺术之间是不乏可以发掘的比并之处的。

如前文所言，从荣格理论的角度看，滴色画作品从整体上可看成是人类对自然万物同一感的原型反映。准确地说，荣格心理学的合理性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仍然很有争议，但如果姑且承认它的说服力，那么从荣格理论的角度看，与波洛克的作品相比，伊斯兰艺术作品如何以原型的概念来加以理解呢？荣格将伊斯兰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看作对上帝原型（the God-archetype）的特别激活。他把自己定位为“经验主义者”，并宣称只能确认宗教信仰的心理存在的真实性，而并不能确认这些信仰中超自然指代物本身的真实与否。荣格认为，对经验主义者来说：

“上帝”可以是耶和华、安拉、宙斯、湿婆或休特库特利（阿兹特克文明中的火神——笔者注）。上帝有着全能、全知、永恒等等神圣超凡的特质。这些特质或是一种表征或是一种综合症状，总多多少少规律性地伴随着原型。
(45)



波洛克自称是荣格理论的信奉者，大概不会对用荣格理论来理解他的作品有何异议；不过想来穆斯林艺术家定会坚决反对这种亵渎，居然将其反映对真主安拉的感知的作品作为一个原型主题，来与宙斯或湿婆相提并论。不管如何，笔者发现若从荣格学说的角度来阐释伊斯兰和波洛克的艺术的话，两者间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可类比本质的。就伊斯兰教而言，真主是主宰一切的力量，真主的原型实际上自然地就包括了人类对那种力量的认同与一统的观念。而波洛克的原型则包含了人类与涵盖一切的自然力量之间的统一——因此，这两种原型便具有都与人类对宇宙的同一感相关的可比性。

同时，作为《古兰经》中真主圣言的书写引用，书法艺术在伊斯兰宗教艺术中具有极度威望。因为伊斯兰教认为真主从来没有化身，从来没有被人们看到过，而且不能用图画来表现，因此真主的圣言对伊斯兰教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就像塞依德·霍赛因·纳塞尔（Seyyed Hossein Nasr）所说的那样：

……伊斯兰宗教艺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与神圣《古兰经》中披露的圣言（Divine Word）相联。真主通过一本书来降示圣言，而不像基督教那样是通过一个人。伊斯兰宗教艺术关注的是通过字母与声音而不是神的人化形象来表现圣书。
(46)



用语言使真主的降示可视化，这与其他一些宗教中人和动物的神祗形象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降示的，因此阿拉伯文对穆斯林来说就有了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神圣地位，而伊斯兰宗教艺术中的书法也就总选择风格多样的阿拉伯文的字体之一来表现。从纯视觉的角度看，一些字体风格蕴含着一种蜿蜒曲折的幽雅，这种书法将强烈的美感附着于经文的字面意义上。正如达路·琼斯所评，书法艺术“融清晰的文字信息与装饰主题于一体”。
(47)



在伊斯兰宗教艺术中，条状的书法常常叠加在叶型装饰的或花卉夹杂卷曲藤蔓的阿拉伯图案条带上（如图4）。这样的一些组合显得非常复杂（如图5），看起来——至少对一些不熟悉其伊斯兰起源的人来说——似乎与波洛克的抽象作品颇有相像之处，不管怎么说，特别复杂的书法和藤蔓图案组合在象征性上可以意味深长地与滴色画齐观。伊斯兰历史上长期以来对《古兰经》是由真主创造的，还是像真主自身一样是永恒、自存的有争议。
(48)

 至今伊斯兰教中仍有一些派别持《古兰经》完全是被创造出来的信念；而另一些派别则持《古兰经》就意义而言是永恒、自存的信念——虽然，他们认为用以记录和背诵《古兰经》所必需的阿拉伯文的字体和声音是由真主创造的。
(49)

 立足于伊斯兰的观点看，无论持上述信念中的哪一种，都一致认为自然的形态是真主创造的，文字的形态同样也是真主创造的，应该说这两种形态间的区别线是微细而不明显的，如此，使人联想到两种形态实质上的连续统一（virtual continuum），这种连续统一，被艺术性地隐含在错综复杂的花卉藤蔓与书法的化合之中。依照伊斯兰教的观点更进一步地来看问题，提取藤蔓的形态以代表自然的所有形态并非不可置信，因为自然的各式形态都一样，总归是真主永恒创造的产物。同理，阿拉伯文的书法可以被用来代表世上所有语言书写和印刷形态，因为在伊斯兰的观念里，阿拉伯语以外的其他所有语言，即使并未被用来记录《古兰经》的启示，也同样属于真主的创造范围之内。转而就滴色画比较而言，其构成要素都是非描绘性的，不具备特定的形态以代表特定种类的事物。但也应该一样有理由认为其完全的抽象中满蕴象征，不仅可以之象征世界上全部语言形态的混存，也可以之象征自然整体形态之纷呈。不仅如此，滴色画中的各种组成成分是完全的缠连、不可分离的，最适合被用来象征自然与语言二者给予连续统一体感的形态，也很容易唤起与伊斯兰艺术表现自然与语言二者作为连续统一体的形态时所给予的相类似的感受。这样一来，又有利于我们无偏见地在某些伊斯兰艺术作品与滴色画之间发现另一种共同的象征性质。无论众多的形态与样式图案可能会在宗教或是哲学中处于何种终极位置，花卉藤蔓—书法的组合与滴色画都可以同样被认为象征了这样的事实：在人类的尘世生活中，自然混合人为（包括书写和印刷语言）的各种形态与式样图案，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离开各种形态与式样图案，一切都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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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请注意前文所论述过的：波洛克认为自己的创作源自于无意识，是内在自我（inner self）的一个方面（当然，就集体无意识而言，即便“内在自我”也被认为应该是与他人有共性的）。与波洛克形成对比的是，穆斯林艺术家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认为灵感源自于自身之外，源自于超然尘寰的真主。然而，似乎穆斯林们与波洛克一样，都难以充分地理解各自艺术灵感的源泉。至于无意识，荣格本人首先承认：人的精神（psyche）涵盖了无意识的所有层次，而我们对人类精神的理解是有限的——更不用谈对涵盖精神的更大的领域范畴的理解。用荣格的话来说，“给精神存在的范畴与本质一个明确的定义是绝对不可能的。”
(50)

 “我们的精神是自然的一部分，精神之谜，就像自然之谜一样无限。”
(51)

 想来波洛克本人也会意识到，将无意识视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来源并不能转而有助于认清无意识的根本来源和特性。

在人类理解力的最终局限性的认识问题上，《古兰经》——从而我们也可以推断想像及穆斯林艺术家们——尽管有其极为坚定的宗教信仰，倒意外地比波洛克显得更为清醒。穆斯林相信，“他（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第5章120节［Surah 5: 120］），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认为自己可以理解一切，也不是说他们可以充分理解真主。披露真主圣言的《古兰经》被看成为真本的复制，原文是“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85章21—22节［Surah 85: 21—22］）的。这块天牌仅存于天堂，由真主保存，《古兰经》内也说明了它只是这块天牌中的一个小片断。其31章27节中赞叹道：“假若用大地所有的树来制成笔，用海水作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言语。”——用上广阔的整个大洋的墨汁，也不能尽书永恒的天牌，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书写《古兰经》所用之墨是极为有限的。简言之，尽管真主通过降示让人类得到一些他自身以及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知识，但他是那样的深不可测，更大量的知识是人类永远都不得而知的。“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人类］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第2章255节［Surah 2: 255］），“你们［人类］只获得很少的知识”（第17章85节［Surah 17: 85］）。这样一来，穆斯林的神学家们就认识到了：真主超然的特性和动机是永远不能被完全充分地理解的。阿·阿什阿里也在这些神学家之列，这一点是清楚地体现在其著述中的。如西里尔·格拉塞（Cyril Glasse）所说，“他（阿·阿什阿里）将真主的意志置于远远超出人类理解力的崇高之位，以至于这种意志成为绝对的自身自在，超越了逻辑的可理解性，甚至是纯粹的任意。”
(52)



因此，从客观的角度看，其实穆斯林艺术家在这一层面上又与波洛克有了相似之处：因为双方都自称对灵感之源的理解是不可救药地不完全的，也承认其灵感之源的终极神秘莫测——而双方的作品又都建立在这样的相类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种共有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发掘：从伊斯兰的一面看，即便假定真主详尽地解释了关于自己的知识，巨细无遗，但就真主如何成为真主的问题，《古兰经》仍然无法给出任何解释。从波洛克的一面来看，他宣称“存在自在”（如上文所引），仅仅陈述了因为某种神秘的终极原因而有“存在”，但这丝毫无助于解释“存在”之所以存在和存在的理由。对于自身理解力的局限性，穆斯林以其对一赐福宗教（providential religion）
(53)

 ——甚至包括该宗教与生俱来的终极神秘——的虔诚来作为补偿，并拥有一种艺术来加强和巩固他们的信仰。而对于波洛克来说，艺术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补偿，艺术就是他宣称自己是普遍存在中的合成部分的主要方式。就在去世的前几个星期，波洛克还这样宣称：“绘画就是我的全部生命。”
(54)



总结全文，虽然波洛克的作品与伊斯兰艺术源自于全然不同的历史以及民族文化背景，表现出不同的视觉特色，但这两种类型的艺术都是以意义和抽象的和谐并存——出抽象于意义、蕴意义于抽象——来作为他们的艺术交流模式的。这两种类型的艺术，以可以相提并论的方式象征了存在中居首位的各种形态和式样图案——无论这些形态和式样图案是以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方式来被理解。两种类型的艺术都暗示、意味了无限——无论是自然的无限还是超自然的无限——因而两种艺术都有助于人去思索存在的永久之谜。两种类型的艺术都反映出这样的观点：宇宙中——不管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有一个“多样中的统一”。在伊斯兰文化中，这样的观点包含着对真主的信仰，认为统一的因素潜藏于真主所造之物的多样性中；而就波洛克来说，这样的观点包含了人们在身体和精神上与多样化的形态及自然宇宙能量的统一。从荣格的理论来看，两种类型的艺术都是相似的“原型”的表现，表现了人们对宇宙的同一感。同时，两种类型的艺术均由声称艺术灵感的源头最终是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作者们所创造。

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上一点，两种类型的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部伴随着纯粹的创造力。面对永恒的不可征服的终极存在之谜，它们凭借这种创造力赢得了人类精神的胜利。

 

(From: China Media Research
 , September 2005/Vol. 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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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Pollock's Drip Paintings and Islamic Sacred Ar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Art

 

J. Z. Edmondson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s Zhejiang University
 , P
 .R
 . China)


 


Abstract:
 Jackson Pollock's poured (drip) paintings may seem far removed from the sacred art of Islam, one the product of a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esponding to his private muse, the other the communal expression of a centuries—old religious involvement in evidence principally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My purpose in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what I nonetheless find to be a number of surprising ways in which these two kind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can be perceived as analogous or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certain ideas they reflect and symbolize. While works of Pollock and of Muslim artists emanate from dispar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are executed in unlike visual styles, both types of work reconcile meaning and abstraction as a mode of artistic communication. The two types can be discerned as serving in coordinate ways to symbolize the existential primacy of forms and patterns, whether these are conceived of in natural or supernatural terms. Perhaps the perception of these and other affinities can encourag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an often—contentious world.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tistic communication; Jackson Pollock; poured (drip) paintings; Islamic sacred art; form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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